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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篇從自我除魅的嘗試中誕生的研究。 

  首先要感謝擔任指導教授劉慧雯老師，這不是基於以退為進的心態而說，我確實

認為自己相當拖宕，也真的是需要花費心力督導的學生。從能否完成一篇論文的自我

懷疑到確實完稿，我很感謝老師願意一步一步地陪我走完，且在適當地敦促下賦予我

很大的揮灑空間。擔任口試委員的方念萱老師同樣助我良多，可以說是老師在碩一、

碩二的幾門課，讓自己勉勉強強地能夠成為一名適格的碩士生。老師給我的許多觀念

——特別是如何建立問題意識——幾乎奠定了我的學術思維。還要感謝同是口試委員

的羅世宏老師，自大學便受教於老師，如今能在碩士的最後再次受指教，著實令人開

心。另外，也希望能感謝交通大學的邱德亮老師，讓我擁有了布赫迪厄方法論最基本

卻也最詳盡的認識，這是完成這篇論文的重要基礎。 

  這篇論文的起點有二，一是即將到來的開頭處提及的韓國瑜先生。正如毛澤東所

說，「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來，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

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來，感奮起來，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

實行改造自己的環境。」韓先生的出現實有這種社會寫實主義作品的意義，十分感謝

他能替我編織出如此完整的社會背景。另外，在研究所以前的數年大學光陰，是讓我

從自身經驗構築出問題意識的濫觴，十分感謝林冠君陪我走過的那段日子，是他讓我

看見了糾纏如毛線球般的幻象的線頭。 

  在研究所能遇到這麼多好友是我無法想像的，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了。什麼都能

聊的王弦穩、體貼內涵兼具的潘雪、最好笑的張怡瑩，很遺憾不能跟你們相處更久。

碩班第一個異男友陳尚君，真的有著崇拜之情的學長王悅，最佳音樂摯交杜俞蓁，幫

過太多次數都數不清的龎袿方，沒有留我自己寫論文哭出來的曾怡凡，還有我的 best-

cool-kid BFF 黃珮蓁，你們都構成了本文的每一個字。當然還有，從學弟升級成學弟、

雖然無緣一同體驗校園生活的尤昱程尤哥。另外還要感謝來自瑞士巴塞爾的 Rita，Lin

他總是在午夜文思枯竭時，給出令人文思泉湧的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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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篇緊貼生活經驗的論文，學術場域外的助力也都應當納入謝辭中。為我帶

來閒情生活的黃致誥、陳韋勳、黃筱媛、李佩欣，以及巴黎吳倧綸；包容我、教導我

各種專業實務的 Jill、Jess 和 Vinci；讓我在異鄉體驗生活之甜蜜的張裴秢；在生活中

能讓我隨時見到的在地人群：廖書逸、林齊品、童大維，還有黃紘志；以及，在其中

完成論文大半的圈外咖啡與抹 More（特別是協助張羅口試用品的店長傅友）。飲水思

源，沒有文中八位受訪者，不可能誕生出這篇論文，誠摯地感謝他們的參與！ 

  必須要額外說，交通大學的陳韋勳是民間友人中提供最多學術幫助的一位，能和

他在同一個學期畢業我深感榮幸。我真心地將本作視為其畢業論文言說的另一種表現

形式1。學術上，紀傑克、羅蘭巴特、阿圖塞這些學術界 meme 也都是我誠摯感謝的對

象，他們都是最棒的 gateway drug！（布赫迪厄自不在話下） 

  儘管作為一篇試圖解構場域象徵性的研究，但回到日常生活中，家庭的經濟條件

對比自身投入文化場域的程度，始終令我慚愧萬分。我難以完整表達自身如何感謝家

人的支持——無論是花費那麼長的時間在一篇碩士論文上，或所費不貲地前往海外交

換。我確實是依賴爸爸、媽媽以及哥哥一家人的供養，才能完成這篇論文，這篇論文

在所有意義上都是屬於他們的。最後的最後，葉雅婷親眼目睹並陪伴了論文本文的產

出，我也希望能將論文獻給他。 

  在最後以後，儘管長於兩頁的謝辭總令人皺眉，但在謝辭這塊唯一能免除學術語

言的空間，我仍希望以日常生活語言簡述這項研究。整體來說，本研究希望達成的終

極目標，是一套反正我很閒意義上的「反基因方程式」2。而對此，紀傑克說過的一則

笑話，最能總括這樣的努力： 

⋯⋯數十年來，為了呈現出大寫他者 (the Other) 所知 (knowledge) 所扮演的

關鍵角色，拉岡派門徒間流傳著一個相當經典的笑話：有個認為自己是粒稻

                                                 
1 陳韋勳（2021）。《國家/文化生產》: 臺灣公共電視《通靈少女》之案例研究。國立交通大學

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論文，新竹市。 

2 反正我很閒（2020）。【七宗罪-暴食】抑制貪吃的慾望！解析人類的貪吃現象！不餓還是嘴

嚵！無法控制的食慾！【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33y-sqV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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殼的男人被送進精神病院，那兒的醫師們費盡心思，試著讓他知道他不是粒

稻殼而是個人；不料，正當他痊癒（開始相信他確實是人不是稻殼）並獲准

離開醫院，卻沒兩下就回來了，顫抖並害怕著——因為外頭有隻雞，他深怕

被那隻雞當飼料吃了。「親愛的」醫師向他說，「你不是已經明白你不是稻殼

而是個人了嗎？」「我當然知道」患者回應醫師，「但那隻雞可知道？」 

  精神分析療法的真正重點便隱含於此：單單向患者說清其徵候的無意識

真相是不夠的；無意識本身亦然必須被說服而承認這個真相。針對商品拜物

教提出的馬克思理論亦然：我們都可以想像一個布爾喬雅主體，參與一門能

受知有關商品拜物教的馬克思主義課程。在那門課程後，他跑回來找他的老

師，埋怨說他依然是商品拜物教下的受害者。老師會跟他說：「可是你不是

已經知道事物成立的本質了，已經知道商品們僅僅只是社會關係的表現形

式，已經知道他們之中沒有任何巫術！」對此，那名門生會回應道：「這些

我當然都知道，但我所面對的那些商品們看起來還不知道這些啊！」這也就

是拉岡在他的主張中所欲表達的，唯物論的真正方法並非「上帝並不存在 

(God doesn’t exist)」，而是「上帝即是無意識／上帝是無意識的 (God is 

unconscious)」。3 

                                                 
3 Pp. 67-68. Žižek, S. and Momus. (2014). Žižek's Jokes: (Did you hear the one about Hegel and 

negation?) (A. Mortensen, Ed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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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化發展令人們越來越重視參與國際事務的視野與能力，起碼對國人來

說，「跟國際接軌」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想望與焦慮。本研究關注的便是這樣一種

現象——或曰，這樣一種對「接軌國際」的趨之若鶩——從何而來，目的又在

於將人們帶往何處（是帶領個體走向成功的投資，社會責任對個體的勒索，或

純粹是個體的自我實現）。本研究選擇關注其中一種相對特定的實踐形式：貸款

出國當交換學生。這樣的手段同時帶有經濟上的投資期待，卻又在缺乏穩定人

力資本回報上，帶有純粹追求自我實現的意義。 

	 	 透過深度訪談法，本研究訪問八名貸款赴外交換學生，探究形塑其等赴外

理想的過往背景，以及遠赴他國的實際心路歷程。藉由布赫迪厄的生成性結構

主義思維，及其場域—資本—慣習三位一體的解析方式，本研究欲理解實踐方

式如何萌生於生命歷程，並瞭解這實際為他們帶來什麼樣的社會意義。 

	 	 研究發現，自幼浸淫於文化場域內無所不在的世界主義思維，實為「接軌

國際」信念普遍存在於大眾心中的主要原因。其次，作為一種世界主義素養的

追求，「接軌國際」實為一種文化資本的追求，故非傳統意義上的經濟投資。然

而，正因世界主義素養是為一種文化資本，並在社會上廣泛受到接納，這種特

殊資本實有點石成金，換取經濟資本的能力。 

 

關鍵字：文化資本、世界主義、交換學生、社會軌跡、結構與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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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globalization continues,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the ability to interact with 

foreign others and navigate through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s is now without a 

doubt. And, the desire and anxiety of “becoming cosmopolitan” are – here in Taiwan 

at least – all-pervasive in everyday life. This very phenomenon is the major concern 

of this thesis in which we explore what it brings on to us – be it an investment that 

leads to social success, a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 just an actualization of one’s 

aspiration to become a better self? We pay attention to a specific kind of cosmopolitan 

practice, “having an exchange study through a loan,” as it signifies an economic 

expect of return – which is the nature of loaning – and the pure pursuit of self-

actualization – as it lacks a stable human capital return rate - at the same time. 

 To this end, we conducted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8 then-students having 

their exchange study through a loan. We focus on the life experiences that drove each 

of their decision to go abroad and the stories of what was happening during their 

times away.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ierre Bourdieu, we examine 

how their aspiration of cosmopolitanism has been shaped through each of their social 

trajectories, and what are the social effects on them of what they have done. 

 In lieu of a conclusion, we pointed out that the omnipresent nature of 

cosmopolitanism within cultural fields is the reason why “becoming cosmopolitan” a 

desirable goal for the majority. And, we found that venturing on cosmopolitanism 

disposition is itself economical of a certain kind of cultural logic – rather than a 

traditional logic of economics kind. Nevertheless, due to the fact that 

cosmopolitanism disposition as cultural capital is widely recognized locally and 

globally, we believe the acquisition of it does make some hard money afterwards. 

 

Keywords: cosmopolitanism, cultural capital, exchange study, social trajectory, 

structure and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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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在這樣的情境裡，消費 [consumption] 可以說是傳播過程的一個階段

——也就是破譯和解碼的作為。而這兩者都要求對於一套暗號或是符

碼，有直覺或明白的掌握。(Bourdieu, 1979/1984, p. 2) 

——皮耶．布赫迪厄《區判：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

  我們是如何在不同的可能之中做選擇的？譬如說，為什麼買這一樣商品而

不是那一樣？我們的判斷力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我們又在選擇中看到了什麼樣

的期待？

前言 

（一）「勇敢地出走」就是你的超能力

  在今天，有沒有什麼是毋庸置疑的人生進路？一直以來，我們會說教育是

翻轉人生的 佳機會；而在今天相似的看法是，似乎越是讓自己國際化，成功

就靠得越近。

  體現出這種思維的 好例子，或許是「我們的孩子一定要跟國際接軌」（魏

家良、唐鎮宇，2019 年 10 月 26 日）這句話。此話典出時任高雄市長暨 2020

總統大選參選人韓國瑜，是他重要的競選政見之一：他主張大專院校學生每人

都應該有一次一年出國交換的機會，由政府來負擔費用。因為他認為在現在這

個時代，不能「把自己關在小圈子裡，不去往外看」（同上引），因此要透過政

府輔助的交換計畫，讓每一位學生都能「走出去」，這樣才能跟國際接軌，才是

台灣年輕人 好的歸宿。

  誠然，努力地做到接軌國際，不僅符合全球來往越發密切的時代背景，也

承諾著更多的發展機會。畢竟世界無限寬廣，如果始終劃地自限、只看向周遭

的人事物，那麼損失的就是在彼方的無限發展可能。像是一篇刊載在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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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旗下、以青年國際觀點為主軸的雜誌《換日線》中，以交換學生經驗為主軸的

分享就提到： 

全球化的時代早已來臨，臺灣身處於四面環海的島嶼，缺乏對外交流

而封閉。歐美國家有所謂的「Gap Year」，即學生在課間放自己一年的

假期，出國進修、非學術相關課程以及背包客旅遊，可以理解是為將

來進入社會而準備。可是亞洲地區呢？臺灣呢？我認為「勇敢地出

走」就是一個最好的學習途徑，無論是赴外交換、出國遊學或是國際

志工等等。（陳亭羽，2015 年 11 月 5 日） 

的確，我們都該「勇敢地出走」，畢竟它要求的只是勇敢、包容與接納等等心

態，不像升學考試一般，考驗著個人間差異化的能力。只要「勇敢」就沒有藉

口，人人都可以一步一腳印地去追求。 

  而另一篇刊載在遊學機構部落格的文章，則更直白地點出這樣的趨勢： 

外國大學很重視能夠走出自己舒適圈的學生，而國際學校經歷是走出

舒適圈的最好證明。他們有能力能夠進入更廣闊的世界，相較於其他

同儕也[sic]，他們擁有能夠探索並接受新想法。（Clayton，無日期） 

這樣看來，願意走出舒適圈本身，就象徵著一種更出眾的個人特質。而這樣一

種可以說是揉合了大膽以及高瞻遠矚的特質，就是一種能力、一種求之不得的

競爭力。它可以帶著你飛得更高、走得更遠，更可以預期將帶給你各種不同的

精彩體驗，還有：一份夢寐以求的工作。 

 

（二）「 好的方式，就是生活」？ 

  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既然它可以被化作選舉政見，也表示不少人都看見也能理解這樣的趨勢，

但我們唯一欠缺的只有勇氣嗎？事實上，既然能夠當作選舉支票，就意味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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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交換為例的接軌國際並非毫無物質上的成本。針對韓國瑜的政見，一間留

遊學中心便在訪問中舉例說，「因國內各校與國外學校合作方式不同，〔出國交

換的成本〕一學期介於 30萬到 60萬元不等。」（魏家良、王煌忠，2019 年 10 

月 26 日）如是，除了走出舒適圈的勇氣之外，願意投下資本的勇氣在此也是

無比重要。 

  除此之外，所謂接軌國際作為一種課堂以外的學習，它其實有著一定的不

確定性在。在鼓勵大家勇敢地出走的這篇文章中，作者提到了「認識一個城市

最好的方式，就是生活」（陳亭羽，2015 年 11 月 5 日）。確實，無論是與異

邦他者的相處方式、各式各樣幽微的國際禮節或風俗民情，本非刻意為之可以

促成的，往往是在實際的生活體驗當中潛移默化而得——而這畢竟也本是各個

學校推動赴外交換制度的理由。然而正因如此，真的只要「走出去」就能接軌

國際嗎？會不會只是白白「出去走一遭」而已呢？ 

  誠如社會學家鮑曼 (Zygmunt Bauman) 在談及全球化時代裡，這個充滿著

無限可能的現代社會時說到的：「我們在生命中都註定要去選擇，但是並不是所

有的人，都擁有做選擇的工具。」（Bauman, 1998／張君玫譯，2001，頁 107）

更直白地說，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選擇是否投下 99%的努力，但或許不是每個人

都擁有邁向成功的那 1%不在人為的條件。 

 

（三）研究動機：如何理解貸款赴外交換學生的抱負 

  質言之，「越是讓自己國際化，成功就靠得越近」這樣的邏輯，以交換學生

為例，似乎不是那麼無往不利。 

  但回過頭來，除了這樣的想法隨處可見，這樣的實踐也並非無處可見。當

然，對於有餘裕的學生來說，赴外交換學習可以是純粹的休閒；但實際上不外

乎有貸下學生貸款，「勇敢投下資本」義無反顧地選擇逐夢的學生，筆者自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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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員4。這些學生們因為經濟能力有限，得要申請十數萬的學生貸款才得以成

行，此後數年也都將因此在債償中度過。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狀況下，是什麼讓

我們仍願意相信接軌國際等於成功這樣的邏輯，而背債出國呢？ 

  不禁令人好奇的是，在背後推波助瀾的，是說來有點捉摸不定的競爭力

嗎？又或是，是為了勇敢出走後等待著自己的無限可能嗎？或說應該問的是：

我們是被動地受到這些成功論述的「招喚」，或是這每一個出走的案例其實都是

學生們充滿個人色彩的選擇？ 

  從顯明的潛在動機、誘因、推拉力等等因素，一直到實際行動出國甚至歸

國，其間似乎有著貌似不言自明卻未被細思的斷裂存在。藉由對貸款赴外交換

學生實際行動及其背景的考察，本研究欲探討實踐生成的客觀原因，並據此瞭

解這樣的一種實踐其社會意義為何。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接軌國際的官方論述	

（一）接軌國際的承諾 

  該如何理解「接軌國際」四個字？從「不能把自己關在小圈子裡，不去往

外看」來看，接軌國際所意味的，其實不外乎是努力獲取國際範圍的視野，也

就是擁有令大家「又愛又恨的國際觀」5。 

 
4 以筆者為例，參與的是由教育部指示台灣中小企業銀行開辦，名叫「青年海外生活體驗貸

款」的信貸，目標顧名思義是鼓勵青年人士赴外汲取國際經驗；貸款相當受到青年人士青睞，

開辦後每年都吸引百餘名有志者辦理。見 陳國維（2018 年 1 月 22 日）。〈青年海外專案貸款 

放寬申貸年齡與額度〉，《中央廣播電台》。取自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391438。 
5 國際觀一詞長久以來始終有很高的討論熱度，晚近的例子可參見 張翔一（2015 年 12 月 14

日）。〈【讀者告訴我們的事】Crossing 換日線張翔一：讓人又愛又恨的「國際觀」〉，《換日線》。

取自 https://crossing.cw.com.tw/blogTopic.action?id=488&nid=5896；或其時李家同批評國內年輕

人普遍缺乏國際觀而引起的討論，見 朱家安（2016 年 9 月 23 日）。〈李家同啟示：被說沒國際

觀該怎麼辦？〉，《ETtoday 新聞雲》。取自 https://forum.ettoday.net/news/78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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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教育部出版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教育部，2011）來說，作為我

國中小學國際教育的藍圖，其中便清晰地勾勒出了接軌國際的意涵，對於這個

概念不失為一個恰當的整梳。以其中的說法來看，接軌國際可以說是一種成為

世界公民的理想，而琅琅上口的國際觀則是成為世界公民的條件，這可以在其

緒論的說法中發現：「21世紀是全球化時代。地球村觀念興起，人們體認到加

強國際互動，增進人類福祉，是每個地球公民責無旁貸的本份。」（同上引，頁

2）是此，國際觀不但是認識與瞭解、還包含心靈層面的接受與認同。質言之，

我們每個人都是地球村的住民，而對於服務名為地球的社稷，我們每個人都有

相應的權利與義務存在。也就是說，接軌國際還包含了體認到身為世界公民的

身份。 

  這份白皮書的副標題——「扎根培育 21 世紀國際化人才」，則回應了國際

化帶來成功的邏輯：21 世紀的人才要求的條件是擁有世界公民的自覺與涵養。

有關當代理想的國際人才，可以再參考教育部另一份更聚焦中高等教育的文件

《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教育部，2016），其中提到： 

世界經貿及企業經營亦趨於全球化，具跨文化能力及願意外派、移動

的人……為此，世界各國及國際性企業（組織）莫不積極培育具「全

球移動力」之人才。 

我國青年學生無法自外於國際社會，更須面對韓國、新加坡、日本、

中國大陸等，以及東南亞各國及印度等新興國家之競爭，所以更須具

備「全球移動力」，才能因應全球化之趨勢，而有更多發展的選擇與機

會，並獲得更優渥的薪資。（同上引，頁 1） 

而此處所謂「全球移動力」——溝通力、適應力、專業力與實踐力，不外乎就

是實踐層面上國際觀的具體構面，亦即做好世界公民所應有、面對著世界性的

市場與異邦他者（無異於同胞地）競合的能力。 

  在這份文件的 後，教育部實際將國際教育的藍圖畫出（見表 1-1）。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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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一幅接軌國際的路徑圖，也可以看到一步一步地成為世界公民，也正

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如果沒有值得懷疑之處，這想必便是鼓舞學生們接軌

國際的抱負之所在。 

 

表 1-1：教育部為學生規劃接軌國際的藍圖 

對象 圖像 

國小 建立世界地圖全貌 

國中 認識一位國際朋友 

高中職 激發國際接觸興趣與勇氣 

大學 儲備全球移動實力 

研究所／教師／青年 成為國際一流人才 

註：資料來源中原表格名為「各教育階段學生之圖像」 

資料來源：《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頁 20），教育部，2016。 

 

（二）承諾中存而不論之處 

  但就算真的接軌國際了，就代表璀璨的未來了嗎？成為國際一流人才聽來

十分吸引人，這建立在全球化的時代裡，全球化的勞動市場會需要更多全球化

菁英人才，需要他們發揮綜觀世界的國際視野這樣的背景上。但若參考柯司特 

(Manuel Castells) 針對資訊時代下全球經濟 (global economy) 狀況的分析所指

出的，勞動市場本身未必會跟隨經濟發展一同全盤全球化： 

專業勞動有逐漸全球化的過程……任何人能夠在任何市場上，擁有產

生額外附加價值的能力，就享有在全球採購，以及待價而沽的機會

（Castells, 2000／夏鑄九、王志弘等譯，2000，頁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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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是全球性的，核心的生產網絡也日益全球化，但大多數勞工是地

域性的，只有具備策略性重要地位的菁英專業勞動力，才真正是全球

化的。（同上引，頁 139） 

也就是說，勞動市場或許更容易全球化地被接近，但被需要的依然是有策略性

重要地位的不同專才——並不是單單抱著接軌國際的理想就會被需要；資本市

場在全球性地擴張的同時，一般勞動市場依然是相當地域性的。對照當下，這

可以體現在如蘋果 (Apple) 或谷歌 (Google) 這樣的大型跨國企業企業上，體

現在他們在各地不斷擴編約聘員工的做法。他們不像本來就以專業技術背景在

勞動市場待價而沽的正式員工，並無想像中全球化菁英人才的完善福利，且往

往委身於環境惡劣的工作環境，也無法在工作的聘僱上獲得任何長期的承諾6，

而這才是勞動市場上被需求的大宗。 

  另一方面，在教育部提出的接軌國際藍圖（表 1-1）中，也可發現些許未加

交代之處。舉例來說，要在國中階段認識一位國際朋友，其實在跨國傳播科技

蓬勃發展的當下並不困難，肉身移動所要求、在經濟資本上的差異起碼已經不

再那麼顯著，學童們都有機會仰賴科技在虛擬世界裡雲遊四海。然而實際上要

達成這樣的願景，無論是要知道哪裡有交友機會（要在哪邊才能認識一位國際

朋友？社群網站、交友軟體，或是電子佈告欄？），或是通訊軟硬體的使用，都

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於正規課程教授的能力。 

  回應開頭處的引文，實踐本身就是「傳播過程的一個階段」，它要求著對廣

義傳播手段的理解與掌握（「一項暗號或是符碼在直覺上或明確地掌握」）。以傳

播科技的例子來說，就算提供了客觀的可能性，也必須人們擁有相應的能力才

能讓傳播開展。但傳播科技的掌握本身，卻也像經濟資本的分配一樣充滿差

異：譬如 Jan van Dijk 便指出，將資訊／科技近用能力概念化成一種「資訊資本 

 
6 見 Brustein, J. (2019, February 11). What It’s Like to Work Inside Apple’s ‘Black Site’. Bloomberg.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9-02-11/apple-black-site-gives-

contractors-few-perks-little-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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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apital)」7，其分配的不均等實是產生「數位落差 (digital divide)」

的濫觴 (van Dijk, 2005; as cited in Ignatow and Robinson, 2017)。 

  回到交換學生的場景中，不只虛擬世界要求資訊資本，現在連肉身的移動

也仰賴這樣的能力——無論是鎖定交換的國家，或是獲取安全抵達當地所需要

的資訊，而這同樣是令實踐開展的傳播前提。或許可以說接軌國際的理想，從

出發的起點便因人而有所差異了。傳播／傳播科技的使用能力在此也形成了人

與人之間的「區判 (distinction)」，能夠按部就班地走在接軌國際的藍圖上，首

先就已經預設了一個人擁有的資訊資本。 

 

二、接軌國際的系譜	

  就像我們已經提到的，接軌國際這樣的現象可以連接到一些當代獨有的背

景，有鑒於其試圖——起碼如此宣稱——回應當代的社會—經濟—文化景況

（譬如全球化）。不過另一方面也必須認知到，接軌國際的作為並非橫空出世，

這樣的實踐在歷史上一直都存在著。從過去到現在，這樣的概念發生過什麼樣

的流變？它原初的意義為何？ 

 

（一）關於博雅的壯遊 

  壯遊 (grand tour) 或許是 早的一種接軌國際實踐，而由 Richard Lassels

撰寫、在 1670 年出版的《義大利之旅》(“An Italian Voyage, or, a complete 

 
7 Van Dijk 將其定義為「換取電腦和網路的經濟資源、技術能力、評估能力、尋求資訊的動

機，以及能藉其完成任務的整體能力。」(van Dijk, 2005; as cited in Ignatow and Robinson, 2017) 

用詞相似但本意不同地，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也指出，他所提出的文化資本概念，可以

更精確地被理解為「資訊資本 (informational capital)」（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藉此能更傳神地表達出區隔化源於廣義的資訊近用能力差異。Van Dijk 提出

的資訊資本可以被視為專指數位資訊的狹義資訊近用能力，是布赫迪厄資訊資本的次級面向之

一，資本的廣狹兩義俟第 2-2-2-2 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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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ey through Italy…”) 則被認為是現存 早提出此一概念的出處 (Chaney, 

1982)。作者 Lassels 是多名英國貴族的家庭老師，有幸與學生同遊義大利數

次。他在書中提到，完整地遊歷法國和義大利，是任何一位在人文領域鑽研的

嚴肅學子所應完成的。他並誠摯地建議，所有的年輕爵爺 (young lords) 都應加

入行列，完成這種他所謂的壯遊，藉以瞭解世界的現況與本質。他指出，這樣

的旅程將帶來智識上、社會上、政治上以及道德上的頓悟 (Lassels, 2016)。 

  Lassels 所描述的這種體驗，通常是年輕貴族完成學業後，在正式進入職場

前的 後一場大冒險，也當作是學業的終點。這樣的一種學習，和我們在前一

段中討論的方向大相徑庭。因為這種學習從來不是為了未來的具體發展，或什

麼樣的投資回報，他純粹就像我們 初看到的接軌國際說法一樣，僅僅講求生

活在其中，並孜孜不倦地獲取體驗。簡單來說，這是一種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它講究的是純粹的通識學習，而非哪一種特定、能直接轉化成勞動力的

專業技能。就像一些藝術品為了藝術而藝術 (art for art’s sake) 一般，這種學習

追求的是一種「無目的的目的性 (finality without an end)」，是為了學習而學

習。不像全球移動力的說法一般需要講求務實、要切分成幾個實用的面向，它

追求的純粹是形而上的頓悟。 

  但在此一個顯而易見的因果關係是，這種不追求回報且純粹看向形上價值

的實踐，有能力實行者確實非富即貴，遠非一般市井小民可以妄想的。那前現

代的壯遊是如何成為現代的接軌國際實踐呢？ 

 

（二）空檔年與當代壯遊 

  這樣的改變或許是一點一滴地發生，但起碼用一種較粗略的時間區隔來

看，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確實存在較大的社會環境差異，並足以為壯遊的內涵帶

來轉變。這使得現代壯遊一部分延續過往概念，另有一部分的全新意涵。 

  壯遊概念延續至當代，大致轉化成了我們認知中的空檔年 (gap year)。當代

空檔年概念，普遍被認為起源於 1960 年代的英國，在文化上是古時壯遊實踐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36

 

 10 

當時嬉皮想法的雜交之物，另也因為戰後往來各地日趨容易，使得這樣的實踐

擴及更多不同的社會群體 (Heath, 2007)。在嬉皮的實踐中，主要意義是踏上不

同的文化地區，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換彼此認識與想法，其中也帶有嬉皮式

的和平思想：希望以這樣的文化交流來避免未來再有戰事發生。 

  隨著時間更進一步地推展，這樣的實踐想像也逐漸在主流甚至是官方論述

中蔓延開來，並開始擁有更多具體的實踐內涵8。一方面是在原始空檔年發展

下，不同為了各國青年相互交流互助而來的組織，逐漸轉變為具有商業意義的

空檔年產業，開始供應便於參與的套裝體驗行程。另一方面，打工度假形式的

空檔年也開始出現在各國政府的政策規劃當中——無論是鼓勵國民出走或友邦

民眾來訪。除此之外，本研究欲探討的交換學生計畫，一部份也是源自於從壯

遊到空檔年這樣的思想，在上個世紀的中後開始蓬勃發展。例如我國教育部交

換學生計畫積極參考的對象，歐洲伊拉斯謨計畫 (Erasmus programme) 便是一

例。該計畫名稱來自於一名有名的中世紀壯遊者，其一脈相承可見一斑9。 

 

（三）壯遊作為文化商品 

  然而，和這些轉變同時發生的，是壯遊體驗在當代的「文化商品化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我們可以發現，某些接軌國際的實踐，似乎無異

於花錢購買一種獨特的享受，彷彿品飲稀世美酒紅酒一般。誠如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所指出的： 

如果獨特性、真實性、特殊性等宣稱，構成了掌握壟斷地租能力的基

礎，那麼還有什麼領域，可以比歷史建構的文化產物和實踐，以及特

殊環境品質（當然包括了營造、社會和文化環境），更適合提出這類宣

 
8 有關以下所及，打工度假與交換學生計畫的發展，請同見《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計畫》

（教育部，2016） 
9 Erasmus 交換學生計畫及其空檔年意涵可見 Kotkievicz, G., Keshelashvili, S. (2021, May 20). 

Why are gap years "a thing"?. ESN blog. Retrieved from https://esn.org/gap-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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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呢？（王志弘譯，2003） 

  的確，以上體驗在今日都一個個被包裝成商品擺到架上了。一來，隨著空

檔年實踐越來越有其固定形式後，便出現越來越多將空檔年體驗作為商品販售

的公司：譬如說遊學團的出現，便是將「旅遊作為教育 (travel as education)」

變成「教育套裝行程 (educational travel tour)」的一種倒轉。另外，研究者也指

出，今日不少中產階級學生旅遊者，依然青睞往日的特定嬉皮征途 (the hippy 

trail)，他們會試著享受過往的那種雲遊奇遇刺激，但卻是在一種遠離危險——

便也喪失了一部分傳統精神——的狀態下，透過消費旅遊商品的方式來進行 

(Cohen, 2003)。而僅管交換學生計畫看似不涉及商業行為，但在彼岸的體驗實

難逃旅遊商品的魔掌，遑論晚近教育商品化理解本身就能否定這種想像。 

  壯遊體驗的商品化是一個有點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壯遊體驗在過往，原

來就是貴族或是少數有經濟條件的反文化嬉皮才能實踐的，是一種小眾而獨特

的活動，且價值從來不在於某種經濟利益。然而卻也得益於這種獨特性，令其

高度易於商品化，稍加包裝便能放入市場。更重要的是，作為商品也代表著它

的消費性：隨著客觀條件改變，越來越多人有機會體驗這種過去只屬於少數人

的活動，然而其要求經濟能力這點卻一點都沒有改變。 

  商品化現象或許指明了一些事實，卻也令問題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作為世

代現象，這或許可以是有閒階級的消費樣態，是中產階級的品味模仿，但這樣

一種有著交換價值但缺乏使用價值的奢侈品，為什麼會引人貸款購入呢？ 

 

三、抱負如何被合理化：以打工度假為例	

  回過頭來，令赴外交換學生願意投下資本的抱負，其成立僅僅在於對成功

論述的篤信嗎？又或是僅僅是一種陷於消費主義中的非理行為呢？或許可以參

照過往對打工度假者的討論來當作例子。雖然無論實踐內容本身或象徵意義

上，貸款赴外交換和打工度假兩者並非別無二致；然而，在經濟限制以及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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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視野的追求上，確實有著相似的景況，能提供一定程度的參考。 

  打工度假涉及兩國的簽證協議，同樣可說是政府推動國際接軌的一環，相

關事務的主管機關之一外交部，便表示「推動打工度假制度是國際發展趨勢，

目的在協助各國青年朋友增進國際視野。」（外交部，2012 年 9 月 15 日）值得

補充說明的是，還原當時歷史脈絡，外交部的發言是為回應時年的「台勞爭

議」：當時赴澳洲打工的台灣青年，有不少從事社會地位較低落的工作10。 

  打工度假和交換學生的相似之處還在於，論者同樣慣常以“gap year”、

「壯遊」、培養獨立、挑戰自我等論述來詮釋。對此，不少的國內碩士論文都討

論過打工度假的意義，特別是在 2014、2015 年間的幾篇論文（張慧慈，2014；

譚心莛，2014；阮靖權，2015）不約而同地聚焦於打工度假者的認同與動機，

也同樣試圖回應「台勞爭議」。在他們相仿的結論中可以發現，青年們選擇打工

度假離開台灣的動機是「為了實踐現代性的想像，為了與歐美青年 gap year取

得類似的效果。」（張慧慈，2014，頁 103），而促成這種動機的抱負是，「想要

透過『壯遊』，成為一個自己心目中更好的人。在與澳洲簽訂打工旅遊協定計畫

後，打工旅遊提供了『自我變身』的機會。」（阮靖權，2015，頁 64） 

  也因此，儘管從客觀層面——特別是金錢得失的層面上——來理解他們的

抱負看似矛盾，但他們自身的主觀層面卻往往可以自圓其說；反過來說，這便

點出之所以有懷疑，僅僅是因為論者不明白他們所追求的利益為何 (what is at 

stake)。誠如法國社會學者布赫迪厄 (Pierre Bourdieu) 所述，任何社會實踐都繫

於不同的特定場域規則，而不同場域都有屬於其自身的特定利益（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270）。對此，布赫迪厄將人們對

 
10 「台勞爭議」出自《今周刊》報導，見 楊紹華（2019 年 9 月 15 日)。〈清大畢業生為何淪為

澳洲屠夫〉，《今周刊》，821。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清大畢業生-為何淪為澳洲屠夫-

20120912.html（原雜誌網站未有全文刊載）；另請參考被報導當事人的澄清說明，見 

https://tw.news.yahoo.com/清大生淪台勞-網友爆-周刊造假-移花接木-164758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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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場域的投入稱為「幻象 (illusio11)」，並將場域比擬為遊戲解釋： 

幻象因此正是氣定神閒 [ataraxia] 的對立面；它意味著聚精會神 [being 

invested]、專注在介乎特定遊戲中的利害，並準備在幻象所帶來的競爭

中賭上一切換取這些利害，這樣的競爭只有在迷上遊戲且擁有足以辨

別其中利害的秉性之人眼中存在，而這些利害，相反地，對那些無法

辨別其況味的局外人來說毫無意義可言。(Bourdieu, 1998, pp. 77-78) 

這回應了張慧慈（2014）的研究發現，他指出： 

澳洲打工度假從事的工作類型與勞動條件雖使他們經歷向下流動，但

藉由轉化這樣的經歷而獲得的文化體驗資本，使得他們在主觀評價上

認為自己向上提昇，藉以合理化自己的打工度假歷程。（頁 104） 

  對照打工度假的例子來看，探討交換學生貸款赴外實踐的動機如何言之成

理，便繫於他們視何為利害所在；而這樣的利害視其身處的場域不同，自然不

能單單以金錢上的利益來定奪。按照布赫迪厄對幻象的闡釋，利害的存在建立

在場域中人的「秉性 (disposition)」之上。秉性是由生命歷程中的不同遭遇形塑

而成，它指的是一個人的實踐傾向；也因此，如果我們將秉性理解為一種默會

知識，則慣於場域中利害競逐的默會知識，便是幻象成立的條件。舉一個具體

的例子說明，這就像非華語的使用者，或許無法理解、也毫不在意領車牌領到

數字八的驕傲之處。因為這樣的驕傲不僅深深地鑲嵌在華語使用者長期使用語

言造就的秉性中（對數字八的敏感度以及習慣性的追求），其成立也仰賴這些語

言、數字規則，以至於相關文化在社會中的客觀存在。 

 
11 關於 illusio 一詞的原意與翻譯，可參考蘇峰山（2002）的說法：「布爾迪厄[即布赫迪厄]常用

一個詞來表示投注於遊戲中的狀態──illusion。illusion來自拉丁文的字根 ludus，ludus即遊戲

之意，illusion即 in-ludus，身在遊戲當中。illusio即英文之 illusion，中文通常譯為「幻象」。在

此並非很好的譯法，但一時似乎也想不出更恰當的譯法。（轉引自廖育正，2019，頁 145-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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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角度看來，「接軌國際」本身就可以是一個場域中的成就所在。而只

要確認同樣是為了接軌國際遂行的實踐，就算打工度假和出國交換並非如出一

轍，卻可以說是在相關幻象下同一個場域內的不同做法。是此，打工度假、出

國交換，甚至是出國留學，都可以放在同一個框架下討論，他們都可以視為邁

向「接軌國際」的不同策略。而在其中，交換學生——特別是貸款的交換學生

——便是特別值得思量的對象：一方面它排除了如同「台勞」刻板印象一般，

打工度假對純粹經濟利益的直接追求；另一方面，它又不像出國留學一般，有

變現效果堅實的文憑可以期待。它的經濟門檻較低，卻依然要求著不在少數的

經濟性投入，於是交換可說體現出了接軌國際的純粹價值。 

  幻象的理論協助我們指出，真正重要的並非替國際化帶來成功這樣的邏輯

證偽，也毋須執迷於文化體驗商品化帶來的某種矛盾。真正重要的是，試圖瞭

解為什麼貸款赴外的學生們會投入其中——亦即他們重視的是什麼、他們賭上

的是什麼；以及更重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軌跡——生命歷程中所經歷的不同

遭遇——形塑了他們得以辨別此處利害的秉性。 

 

第二節 研究問題及目的 

  秉性如何來自於社會軌跡？實踐傾向往往是不自覺，並且由日常生活所形

塑的，正像是品味的判斷一般。在貨架前看到商品，為什麼下意識地拿起的是

印著外語的那件，而不是印著國語、能透徹瞭解內容的另一件；這可能就源自

於過往生活中，對於外語代表舶來品、舶來品代表高品質留下的直覺反應。 

  就接軌國際的判斷來說，一個有趣的例子是，近年來亦有高中生畢業後直

接前往海外攻讀學位的趨勢，相關的新聞故事便指出其中多是傳統高中名校或

是私校學生——「私立高中學生出國升學現象更明顯，私立明道中學副校長陳

炤華指出，香港、京都、多倫多、東京大學都來台『長驅直入校園』招生。」

（馮靖惠，2019 年 3 月 20 日）從引文可以發現的是，正因為這些海外頂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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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選擇進入傳統名校、私立學校招生，相比其他高中學生，名校生與私校生

也就更有機會在這種狀況下，接觸到這些資訊；而當身旁充斥著更多有關接軌

國際的資訊，自然而然就擁有了能看懂其利害之所在的秉性。正如布赫迪厄所

說，這些影響在沈澱以後，就成了實踐上的傾向： 

隨著這種和需求間的客觀距離增加，生活風格便逐漸成為韋伯稱為

「生活之風格化」的產物，一種引導並組織大多數帶著變化的實踐的

系統性投入。 (Bourdieu, 1979/1984, p. 55) 

這便是一種讓人傾向在高中畢業就接軌國際的社會軌跡。 

  此外，正因為他們的實踐源自於對遊戲的投入，是為了競逐遊戲中的利

害，實踐的動機便源於他們認為實踐將為他們帶來遊戲的利益。正如去澳洲打

工度假的實踐中，有著可以轉化為文化體驗資本的壯遊經驗；在貸款赴外交換

中，學生也必定追尋著能夠轉化為特定資本，幫助他更靠近國際接軌的價值

（無論是某種經驗或某種顯性或隱性知識）。由此，便要藉由對交換過程的分

析，去探問他們在其中獲得了什麼，這如何幫助他們更接近理想。 

 

研究目的 

  正如前文所描述的，接軌國際等於成功的想法，確實有其矛盾之處，卻依

然無孔不入地出現在新聞、政見、政策，甚至於個人實踐當中。本研究想要理

解的便是這樣的說法存在，並且被接受甚而實踐的理由。當這樣的幻象存續的

同時，正如同布赫迪厄所指出的，實源自於一種「共謀 (collusio)」： 

慣習是所有類似條件及狀態下的行為者間，一種隱性共謀的基礎……

每一個行為者都從其同儕的舉措中，承認並合法化己身舉措，與此同

時，這重又承認——且在必要之時糾正——他人之舉措。（Bourdieu, 

1997/2000, 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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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接軌國際的遊戲之所以玩得下去，正是因為前仆後繼地不斷有人投

入其中並承認其價值，令其得以運行不悖。 

  後要補充說明的是，標題中使用的「動機」一詞。它或許令人聯想到一

種心理學上的描述，而心理學討論中的動機——基於其學科科學性的要求——

往往有必要在嚴格的實驗室環境下施作，才較有可能滿足研究本身的可重複

性。而描述性的討論，譬如中學課本中都會講述到的「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所闡述的，則往往難以自圓其說。以馬斯洛為例，他將人類動機描述為不同層

次的刺激下產生的不同層次反應，惟其自始至終受到不同程度批評的牽制，對

其所欠缺的堅實科學基礎提出質疑12。 

  但是，正如同對打工度假的研究所顯示的，對動機的研究並非不能以不同

的客觀條件為基礎完成。在此，將動機一詞置入括弧，便是希望強調對該詞意

涵的非心理學式使用方式。此處的動機實是採用其日常生活用語上的廣泛意

涵，亦即造成實踐的一切原因。根據這種日常生活用語的用法，可以進一步帶

來明確的定義，而這樣明確的定義則可以協助區分出欲研究概念的不同構面：

根據《五南國語活用辭典》的詞語解釋，動機一詞可以是「廣狹二義：廣義指

意志有所決定時的相關之意識要素；狹義指有目的之決意動作。動機能使人發

生興趣，教育家對此最為重視。」（周何、邱德修編，2015）廣狹二義若置入布

赫迪厄的幻象與共謀觀點中，便能夠將人們實踐的「動機」區分成兩種層次做

探討：亦即該做什麼的準則（涉及廣義動機：形成為什麼這麼做背後的為什

麼），以及在這個準則下為什麼這麼做（涉及狹義動機：為什麼這麼做本身）。

一方面，前者指涉的更像是抱負 (aspiration) ，在幻象的概念中，這源自於看

出利害所在的秉性，是「生活之風格化」的產物；另一方面，後者則是抱負下

的策略，亦即受到利害誘惑下，欲遂行逐利的手段。 

 
12 原文題名即《人類動機之理論》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關於批評及相關歷史的

討論，見 Brian Liu（2019 年 4 月 15 日）。〈人生不是一座金字塔：需求層次理論騙了你〉，

《CUP 媒體》。取自 https://www.cup.com.hk/2019/04/15/who-built-maslows-pyra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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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希望藉由以上觀點，透過對貸款赴外交換學生實踐的研究，瞭解在

實踐中所體現來自他們秉性的影響，以及實踐所指向的利害為何。藉以瞭解接

軌國際這樣的遊戲，為何能與學生們建立起一種「入迷關係 [enchanted 

relation]。」(Bourdieu, 1998, p.77) 

 

  為探究學生貸款赴外交換的實踐，從而探討學生與接軌國際之理想的相互

關係。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主要問題為： 

一、這些學生是因為什麼樣的秉性——亦即實踐傾向，而視接軌國際為理

想目標？什麼樣的社會軌跡形塑了這樣的秉性？ 

二、在視接軌國際為理想目標的前提下，他們在交換的過程中做了什麼？

這如何令他們更靠近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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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暨研究方法 

  文獻探討共分為三節，第一節藉由「世界主義」概念，來理解接軌國際的

抱負。第二節則藉由布赫迪厄的場域與資本概念，解釋作為幻象的接軌國際，

及其體現的利害。 後，第三節將整梳以上討論提出佔位概念，並據此在第四

節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方式。 

 

第一節 接軌國際與世界主義觀點 

  接軌國際要求的是國際觀。儘管如同緒論中提到的，國際觀一詞可說琅琅

上口，但具體意涵卻是一定程度的曖昧不明。若參考英語的用法，語意上較為

相近的說法可能是“global/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global mindset”等等，

但使用上通常侷限在商業管理領域，也不像國內是約定俗成的詞彙13。 

  不過，對接軌國際的嚮往，並非國內才有的現象。不同的研究者，越來越

頻繁地在世界各地發現，人們身上勇於對他方人事、文化表現開放心態的傾向 

(Beck, 2006; Saito, 2011; Szerszynski and Urry, 2006) ，便借用哲學概念將之稱作

「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素養。並將這樣的現象，歸結於（一）人事與

文化跨越國界的流動增加，使得日常生活不同習俗的眼界橫跨國家地擴張；

（二）世界各地將人權言說體制化——也就是將人道視為先於國籍的標準——

的結果（Igarashi and Saito, 2014）。 

  世界主義素養會帶來「世界主義觀點 (cosmopolitan outlook)」——一種具

體的國際觀。以下藉世界主義素養概念，來討論接軌國際所需要的國際觀，藉

此理解接軌國際所追求的利害。 

 
13 “Global perspective” 是國內不少教育研究採用的英文說法，但這樣的用法不僅甚少出現在一

般英語新聞報導中，大多用處也較為特定，不若「國際觀」一詞使用的普遍性；這些研究共同

引用的來源皆是同一篇 1982 年的英文文獻，見 Hanvey, R. (1982). An Attainable Global 

Perspective. Theory into Practice, 21(3), 16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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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主義觀點：一種特定國際觀的浮現	

（一）接軌國際所需要的國際觀 

  再次回到研究背景中提到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全書開頭處是時任

教育部長吳清基的序言，他透過 2010 年佔據國際新聞版面多時的冰島艾雅法

拉火山爆發來破題，點出白皮書欲推廣的國際觀是何樣貌：火山爆發本是一

國，甚至是一個行政區內部的事，但由於大量的火山灰籠罩歐洲大陸，導致大

量來往歐洲或歐洲內部的航班被迫停飛；當時國內新聞也曾經報導，不少台灣

旅行團因為班機取消滯留當地，或歷經多次轉乘才由中歐或土耳其搭機返台。 

  其中重要的是序言中提到：「在這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

變動，都可能會影響我們周遭的生活。」（教育部，2011，頁序）也就是說，我

們之所以亟須透過國際教育來培養國際觀，其背景就源自於世界各地早已是休

戚與共的狀態了。如果接軌國際是「全球公民責無旁貸的本份」，那接軌國際的

方式便是知悉這樣的狀態。 

  這樣的想法，其實吻合了德國社會學者貝克 (Ulrich Beck) 所描述有關晚期

現代的特徵，也就是一種「風險社會 (risikogesellschaft [risk society])」的狀態 

(Beck, 1992)；及其據此發展的一套「反身世界主義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學說 (Beck, 2006)。參考貝克的論述以及其中疑義，可以幫

助我們釐清所欲研究的一種特定的國際觀，其成立的背景以及理論意涵。 

 

（二）風險社會：休戚與共狀態的背景 

  所謂的風險社會，指的是現代工業社會在不斷發展的同時，其在生態上、

技術科學上衍生的風險，逐漸具有舉足輕重之社會影響性的狀態。同時，在這

個由核能、化學，基因工程技術所定義的年代中，經濟發展所衍生具有高度潛

在破壞力的不同影響因素，也逐漸地不受傳統工業社會固有控制與保護機制

（譬如國家體制）的。因此，也讓人們對社會狀態的認知有了全面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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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克將處於這種狀態的社會，視為現代性或現代化過程的第二個階段。這

樣的第二階段，按貝克自己的說法，「建立在一種全面的科學化 [scientization] 

之上，這樣的科學化進一步地將科學的懷疑精神延伸到科學自身的基礎，以及

科學可能造成的外部後果之上。」(Beck, 1992, p. 155) 這樣的描述至今依然有

一定的詮釋力14。貝克在後續的論述中，進一步地將這種社會狀態定義為一種

「反身的現代化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過程，或是「第二現代 (second 

modernity)15。」(Beck and Lau, 2005) 

  風險社會概念對人們世界觀的理論意涵，可以體現在德文原版書籍出版後

不久發生的車諾比核災事件——除了恰如其分地體現出如何風險社會下，世界

各地如何進入了休戚與共的狀態，當時也讓該書一時洛陽紙貴 (Blok and 

Selchow, 2017)。車諾比的核災在當時，不僅造成了環境本身跨越國界的影響，

也間接導致世界各國開始研擬核災相關政策；或許更重要的是，它間接影響了

蘇聯國力，使其 終走向瓦解並結束冷戰局面16。建立在這樣的詮釋力上，貝

克進一步發展出了「世界主義化 (cosmopolitization)」，或稱「反身的世界主義

化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這樣的概念，力圖聚焦於這樣世界休戚與共狀

態的研究，以及人們對此的認知 (Beck, 2000, 2006)。同時，世界主義概念亦逐

漸成為社會學的一門重要研究區塊 (Delanty, 2012)。 

 

 
14 譬如近年工業 4.0 的發展中，物聯網作為重要的硬體技術發展，最受矚目的應用之一，是藉

其自動化風險控管工作（像是在煉油廠這種高風險工業生產場域中，將過去難以聯網卻高度敏

感的鑽油機具等部位聯網以利監控）。更重要的是，作為達成風險控管自動化的軟體技術發展，

像是大數據等資料科學概念，更加體現了我們急於對自身直接或間接的產出能有全盤掌握。 
15 這樣的定名，反應了這項概念的重點之一，在於回應後現代思潮：第二現代認為後現代思潮

中對自身根基的懷疑、解構的傾向，並非現代性的結束，而是現代性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Beck, 

2000)。相似地，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在立論其「高度現代 (high modern)」概念時，亦曾

援引貝克的風險社會概念做解釋，且同樣亟欲和所謂後現代劃清界線 (Giddens, 1991)。 
16 見 吳凱琳（2020 年 2 月 2 日)。〈天下國際週報：武漢肺炎，能撼動習近平的權力地位

嗎？〉，《天下雜誌》（網路版內容）。取自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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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動的世界主義化作為一種國際觀，以及它的解釋力 

  貝克借用了哲學性的「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一詞，來描述世界主

義化作為具體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社會狀態 (social scientific cosmopolitization) 

(Beck, 2006)。世界主義一詞 早發源自希臘哲學，但近代的理解則大多源自於

康德 (Immanuel Kant) 在《論永久和平》 (“Zum ewigen Frieden”) 中的見解17，

貝克的思想亦以此為參照。 

  作為社會科學研究意義上的世界主義化概念，貝克指出，因為各地往來愈

趨平凡、跨國金融流動越來越自由，甚至人為災害越來越跨越國界，我們不僅

越來越容易受到彼此影響，也越來越容易——就像是面對作為風險的工業生產

副作用一般——在決策時考量到彼此，這也是他指出世界主義化具有反身性的

理由。因此社會科學有必要進一步思考超越國家範疇的現象，告別傳統中將國

家視為社會基本單位「方法論上的國族主義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在這樣的討論中，儘管看似可以歸屬於全球化研究的範疇，但貝克認為全

球化研究更著重於物質現象的討論，相較之下世界主義化研究則關注這種現象

如何令人們在認知與決策上更具反身性。據此貝克強調，相較於全球化，這樣

的討論有必要使用不同的詞彙18。 

  進一步，藉由分析世界主義化現象，貝克區分出了主動的世界主義與被動

的世界主義化。被動的世界主義化被他稱作「隱性的世界主義」、「被動的世界

主義」，甚至是「無意識的世界主義」；這種狀態是國際貿易或諸如氣候變遷、

恐怖主義等國際威脅的副作用，它使得「個人生活、身體以至於『個體之存

在』，都在未察且並未明確表態意願的情況下，成了他方文化、信仰、歷史、全

 
17 康德的世界主義可以被簡述為，人人都是世界的公民，有身為世界公民的權利義務，並由一

個義務性的國際聯盟達成這種權利義務的法制化及落實。見 周家瑜（2014）。盧梭、康德與永

久和平。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6(4)，621-657。 
18 貝克在全球化研究外獨立出世界主義研究的主張，始終被批評理論意涵含混不清且缺乏實證

基礎，此部分俟本節第二段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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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相互依賴性的一部分。」(Beck, 2006, p. 19)  

  相形之下，所謂主動的世界主義不僅更符合哲學傳統上的世界主義價值，

也被貝克視為一種理想的「世界主義觀點 (cosmopolitan outlook)」，亦即一種理

想的「國際觀」。所謂的世界主義觀點，指的是能夠主動地認知到正在發生的世

界主義化現象，並善用這些現象賦予在社會與社會科學意義上賦予自身的反身

性，積極主動地參與在休戚與共的跨國界現象當中。  

  貝克指出，這樣的理解方式其實正類似於更常被提及的「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 (Beck, 2002)，是一種「有根的世界主義 (rooted 

cosmopolitanism)」。我們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理解我們自己的國際觀，就像是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的同一篇序言中提到，國際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

國人瞭解自己、社會及國家在全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態與科技系統中所

扮演的角色，能覺察全球相互依存的關係與地球永續發展的重要」，來「加速國

際接軌的腳步」（教育部，2011，頁序）。這便是在意識到當代全球的休戚與共

性後，以正視自身根基、自身在全球中的位置的態度，理解世界主義化所帶來

反身性影響的一種國際觀。 

  而這樣的國際觀，也確實是強調著勇敢地走出舒適圈的重要性，所謂走出

舒適圈就是將他方的他人納入自己的關照，所謂的勇敢就是對他方人事物的開

放心態，這回應著研究動機中所提到的不同論述。 

 

二、世界主義觀點的內部矛盾	

（一）理論前提的內部矛盾 

  但檢視貝克的世界主義研究論題，確有不少可受公評之處。首先，多有論

者認為這樣的研究始終模糊不清，缺乏社會學研究應有的完整論述基礎 

(Calhoun, 2010; Saito, 2011)。譬如 Hiro Saito (2011) 便指出，貝克與其同僚進行

的世界主義研究，始終停留在對於現象的描述式分析，卻未曾提出現象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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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機制；同時，在區分全球化研究與世界主義研究的同時，僅僅是為前者貼

上全球主義的標籤，認為前者單單聚焦於跨國經貿自由化等現象，卻忽略大有

探討全球化文化面向的研究存在。而 Craig Calhoun (2010) 更指出，世界主義

研究的含混之處在於，世界主義一詞同時用於指涉如何讓世界變得更好的規範

性內涵，以及世界正如何轉向的實證論述，使得世界主義研究大有一廂情願的

成分。 

  此外，貝克的世界主義研究 大的疑點之一，在於它對於現象的詮釋往往

難以在實證研究中驗證，有過度推導式理解的嫌疑，無論是作為基礎的風險社

會理論 (Dingwall, 1999; Jarvis, 2008)，或是世界主義主張本身皆然 (James, 

2006)。譬如 Paul James (2006) 指出，貝克的說法與近年來不斷出現的（現象上

的）國族主義浪潮，以及社會學研究中發現的新部落主義 (new tribalism) 現象

失之交臂，「方法論上的世界主義 (methodological cosmopolitanism)」這樣的主

張並非不證自明。 

  在此，理論的含混性或許並不減損世界主義觀點作為理想的效力，但卻使

得它成為理想的立論基礎看來問題重重。 

 

（二）理論前提的侷限 

  貝克的世界主義觀點以及世界主義計畫本身，一定程度上的理論假設來自

於國家無論在主權或實質影響力上的減退後，世界各地皆不斷地走向世界主義

化。儘管未言明，但其立論某種程度地假設了世界各地共同地經歷其所謂的第

二現代狀態，或起碼忽略了可能的差異。 

  其中，南韓學者 Chang Kyung‐Sup (2010) 以「壓縮現代性 (compressed 

modernity)」概念，來補強在第二現代、反身世界主義的相關討論中，對於非典

型的第二現代狀態缺乏的關注。壓縮現代性是 Chang 根據南韓社會現代化發展

過程所提出的概念，意指在（相較於歐洲的）極短時間內取得的現代性狀態，

並指出這可以在後近發展的東亞國家、中國，或是前蘇聯國家發現。藉此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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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入第二現代狀態後，世界主義化對於世界各地確實造成了不均等的影

響，譬如前殖民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可能深受原殖民者遺留的體制影響。儘管

如此，他依然強調影響並非單向的，先行現代國家同樣會在世界主義化的過程

中，受到晚近現代國家的影響，諸如生產業外移等。他援引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世界體系理論中所指出的，現代性無法自給自足，一

定是放在全球範圍內做詮釋才能產生意義；而壓縮現代性的觀察，則進一步指

出一種「全球現代性 (global modernity)」存在的可能。 

  然而，正如 Calhoun (2010) 提出的批判，世界主義的相關討論本身就弔詭

地帶著相當重的歐美色彩 (Euro-American)19，而第二現代這樣的論述也很大程

度地建立在歐洲現代性之上。此外，儘管貝克與其餘投入世界主義研究的研究

者試圖修正這樣的理論缺陷，但譬如貝克所提出「第二現代性的不同變體 

(varieties of second modernity)」或是前述 Chang 的壓縮現代性概念，都依然無

可避免地將歐洲現代性用作核心參照。 

 

（三）無可避免的東西方二元 

  實際上，無論廣義的東方或是西方討論20，都難逃世界主義的西方中心色

彩。誠然，張君玫（2006）便指出，從康德世界主義理想中，以西方理性主體

作為預設的對象，便是對於非西方（未受過文化烹煮的）生人的一種提前取消 

(foreclosure)。 

  不僅如此，藉由對西方世界主義討論的言說分析，並檢視中文世界對西方

世界主義思想的譯介，張君玫區分出了兩種相依而生的世界主義觀點。對於貝

克世界主義計畫的分析，張君玫指出其呼籲的是西方向非西方的傾聽，並總結

 
19 意指多數論者有著歐洲或美國的背景。事實上身為曾任倫敦政經學院院長的美國人，

Calhoun 自身也在這樣的指涉當中；參見另文中對自身世界主義性的反思 (Calhoun, 2008)。 
20 此處「東方」和「西方」二詞的使用無意強化兩者的本質化理解，而是參考張君玫的做法，

以論述詞彙來「再現全球化五百年以來慢慢形成的文化權力佈局」（張君玫，2006，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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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的觀點為「『世界社會』將是一個透過『客觀的世界主義』過程（即全球

化），進而邁向『反省的世界主義』21的進步歷程。」（同上引，頁 70） 象徵的

是一種「歐洲發言位置才可能鋪陳的慈善世界主義」，是一種「包容的世界主義 

(cosmopolitanism of tolerance)」。另一方面，以中國譯介世界主義的歷程來看，

其中無可避免地持續將「西方」類同於「世界」，並將「西法」視作「新法」，

將接軌世界／西方類同於走向進步的唯一道路，相對形成一種「參與的世界主

義 (cosmopolitanism of participation)」。也因此， 

強勢者要學習包容，弱勢者則努力參與（進入「世界」，而這「世界」

其實往往就是「西方」的換喻）(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as metonymy 

of the "West") ——亦即，透過把「世界性」定義為「西方」的核心屬

性，從而把「西方」悄然轉換成「世界」。（同上引，頁 70） 

儘管兩種世界主義似有區別，視為圭臬的卻同樣是西方，正如同第二現代的不

同變體無可避免地參照著歐洲現代性。 

 

三、兩面並陳出的接軌國際理想	 	

  在論述其有根的世界主義理念時，貝克提到： 

談到帝國主義批判，有根的世界主義會指出，在一個後殖民的世界中

並沒有純粹、前殖民的國度能夠復歸。唯一一條前行的路，便是走入

超越國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者世界。(Beck, 2003, p. 27) 

在不同論述中，貝克始終對於後現代、後殖民等後學有一定程度的敵意，認定

這些論述缺乏廣闊的視野。然而，對照不同的批判，貝克所提倡的世界主義

觀，確實忽視了世界主義思想成立的條件，不僅難成真正注重個體根基的世界

 
21 貝克此處原文為 “reflexive cosmopolitanism”，即前述的「反身世界主義」，惟張君玫應是重

視此處強調的反省面向作此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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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也意味著這種世界主義觀某種程度地成了自身口中的「敵人」(Beck, 

2006)。在此，除了進一步理解接軌國際理想值得深思之處，也透過兩面並陳來

理解接軌國際理想所建構的幻象——遊戲本身與投入的重點。 

 

（一）與貝克世界主義計畫的對照 

  事實上，以上的批判性閱讀，確實解釋了國內交換學生的一部分現況。譬

如以 2016 年的資料來看，從 101 到 103 學年度的趨勢，前五大目的國家分別是

中國、日本、美國、韓國、德國，除了中國牽涉到文化相近性等文化歷史背景

而成為首選外，學生普遍傾向選擇已開發國家（林佳賢，2016 年 5 月 5 日）。

以 新的資料來說（如表 2-1 所示）107 學年度（2018 年下半年至 2019 年上半

年）的趨勢，除了南韓超過美國以外，整體趨勢未發生改變。當然，或許一部

分來自於新南向政策的鼓勵，近年來前往東南亞地區交換的學生連年翻倍成長

（林健生、彭煥群，2019 年 5 月 10 日），但依然無法跟前述國家相提並論。 

 

表 2-1：107 學年度全學年赴外交流前十大目的國 

國家（按人數排序） 人數 

中國 1542 

日本 1125 

南韓 756 

美國 574 

德國 570 

法國 361 

荷蘭 214 

捷克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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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國家（按人數排序） 人數 

西班牙 183 

新加坡 134 

資料來源：「日間學制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數—以「系(所)」統計」22 

 

  正如研究背景中所提，張慧慈（2014）指出，在模仿歐美青年的 “gap 

year” 上，這就是一種對西方現代性的追求，顯見這樣的趨勢同樣也出現在以

打工度假為形式的接軌國際上。如是，我們的接軌國際依然是一種參與式的，

就算同意 Chang (2010) 所言，交流並非單向式的，卻依然有一定的傾向。 

 

（二）理想背後的社會條件 

  而世界主義觀點作為一種特定的心態，或以布赫迪厄的語言，將其稱為一

種特定的身體傾向，確實非能一蹴即成。Calhoun (2008) 便指出 

世界主義素養並非僅僅是一種毫無阻礙的文化品味、個人態度或政治

選擇；其實際上賴於自身形成的過程。這些看來自主的個人選擇，往

往奠基於個人的資本——無論社會、文化或是經濟資本。(p. 433)	  

舉例來說，當我們對接軌國際的態度是一種參與式的世界主義時，要能開始參

與，便要有參與的門票——要參與，也要人家願意讓你加入；正如一篇談論國

際交換學生學習的文章所點出的，接軌國際不若想像中容易、文化交流也從來

不會自動發生： 

交換學生能交到的當地朋友很有限……去到美國大學校園，聽課跟不

 
22 取自 https://udb.moe.edu.tw/DetailReportList/學生類

/SirdContinuingEducationAndExchangeStudent/Index，由筆者自行輸出、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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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與同學溝通不良的 trouble 很多，對一般的美國人而言，一兩次

的請教可能沒問題，次數多了，一定有人會開始閃避你。（張立蓁，

2016 年 3 月 28 日） 

當然，並不是所有旅居他鄉的交換學生都不懂得與人相處的份際，這或許是比

較極端的例子。但這個例子卻也點出：交流不會是平白無故地發生，其中往往

是有許多隱藏的要求。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首先就需要足夠的文化資本供使

用，亦即合宜的互動姿態。除此之外，隱藏的要求也包含了更多隱藏的經濟成

本，無論是建立跨國人際關係的社交活動，或是為了作為談資，儲備文化資

本、增廣見聞的四處遊歷，這些背後都是額外的成本，也便是各種隱形的門

票。於是，適當的禮貌就已經需要學習，有禮貌卻也不代表能交流到更多。 

 

（三）小結：世界主義觀點帶來的洞見 

  正如 Saito (2011) 所言，貝克的世界主義研究，鼓勵了我們對於全球化的

物質現象以外，有關世界主義這樣個人素養、傾向的關注；此外或許略帶諷刺

地，就以上批評來說，也成功匯聚了不少批判性的討論。恰如張君玫（2006）

所說的： 

貝克確實道出了一個確切的趨勢，儘管情況並不見得像他說的那麼樂

觀。不過，我們可以說，Cosmopolitanism這個「西方」符號的意義視

界，已隨著「單純的全球化」23的多樣化過程，播撒到西方以外。這

種播撒，是一顆「種子」的傳播，連同其他許許多多來往與交易的種

子，改變了當地的生態。（頁 71） 

之所以要從批評的角度來理解世界主義觀點，正是因為透過與之相對的立場，

才能更透徹地理解世界主義觀點的內涵 (Bourdieu, 1979/1984)。  

 
23 貝克原文為 “simply globalization”，接近於前文所及的（被動）世界主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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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遊戲與利害的構成 

  如果將世界主義觀點視為共謀得以遂行的利害，那它運行的機制是什麼？

——也就是說，怎樣才算是投入其中，其中的遊戲規則又是如何？以下藉布赫

迪厄的場域與資本概念，來討論世界主義觀點如何發展成利害關係的標的，以

及其後續帶來的效應。  

 

一、	「遊戲」的形塑	

（一）浮現的幻象：從客觀的世界主義化到世界主義觀點 

純粹愉悅 [pure pleasure] ——意味著拒斥著愉悅的、禁慾而無色的愉

悅，將愉悅淨化後的愉悅——這注定成為一種道德卓越的象徵符號，

而藝術作品便是倫理優越性的試煉，對定義了何謂真人 [truly human 

man] 的昇華 [sublimation] 能力所進行的一種不容質疑的評量。 

…… 

藝術性「創造」製造出來的世界不僅僅是「另一種自然」，更是「反自

然」。(Bourdieu, 1979/1984, p. 491) 

——〈跋：邁向對純粹批判的通俗批判〉（《區判》） 

  在《區判：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中，當布赫迪厄考究品味的社會性由來時，他藉由對純粹批判的

一種通俗批判——亦即對康德式的判斷力批判（該書標題也是由此而來的雙

關）進行批判提出，所謂審美無非就是建立在對於直觀愉悅的拒斥，從來不

是一種超驗甚至是先驗的人類條件。正如昇華一詞所象徵的，這是一種社會

性理性的倫理要求，而非對不證自明、超越性的某種內在之美做出回應。 

  同樣地，從世界主義化走向世界主義觀點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相似

的情況。布赫迪厄對康德提出的批判是：「康德對品味判斷力的分析，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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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系列的審美原則做依據。這些審美原則由特定秉性的普世化形成，而這

些秉性又繫於特定的社會與經濟條件。」 (ibid, p. 493) 而從風險社會、反身

世界主義，再到世界主義觀點的形成，其試圖建構的不證自明，正如前文所

論證的，無非也是基於一種特定的觀看視角——而且這個視角從來不是毫無

客觀基礎的視角——所得出的結果。或許正如布赫迪厄所指出的，「《判斷力

批判》其實比想像中來得更接近《普世歷史理想》24，後者無非是將布爾喬

亞知識份子的旨趣昇華後的表現形式」 (p.492) 。在此，世界主義觀點和品

味判斷這兩種同樣可以溯源至康德的「判斷力」，因為同一種對「昇華」的信

仰，將特例給普遍化成為了通例。同時，這種昇華也就製造了一個不是現實

世界的現實，亦即幻象。質言之，世界主義觀點 初誕生於特定的社會條件

下，卻被武斷地普世化；無論那原本是西方自我中心的文明大業，或是被殖

民者令自身現代化的手段，今日剩下的只有他們被化約後的普世計畫功能。 

  在這樣的邏輯中，客觀的世界主義化是怎麼成為世界主義觀點的？原本

被稱為客觀的世界主義化的這些現象可能並不帶有特定的意圖，或特定的意

義，但在世界主義的觀看下不僅提供了他們意義，也剝離了他們（儘管或帶

隨機性）的原初由來。這同樣可以藉由審美與品味的建構來類比： 

就像博物館一樣，其目的無非是讓人觀賞一些經常是為了其他用途而

生產的作品（像是宗教畫、用於舞蹈或者典禮的音樂等等），所帶來的

結果就是建立了社會截斷，藉由將作品抽離它們原本的脈絡，就剝除

了它們的各種宗教或正式功能，並透過一種行動中的懸擱 

[épochè] ，將其化約成單純的藝術功能。（Bourdieu, 1992／石武耕、

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443） 

與國際上的不同人來往，或許本來是為了——甚至更像是一種貝克口中被動

 
24 該書標題原文為 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全稱即為

「世界公民理念下的普世歷史理想」，同為康德宣揚世界主義理念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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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義化的狀態——一樁生意、一次興趣相投的交往，它可以是日常生活

的各種目的；然而，在無論是緒論之初所及的政見發表，或許更是在教育過

程中重複操練使然，它漸漸地產出了接軌國際的意義，不同的實踐開始有了

積累世界主義宏觀素養的意義。就像藝術品一樣，我們依然可以也總是會溯

源去探討原初的使用價值，但我們卻已經無法迴避地陷入對其象徵價值的相

信與服從。也因此，我們當然都知道生活只是為了生活，但現在我們開始會

相信在他方「生活（就是獲得國際觀）， 好的方式」。 

  因為教育、因為各種不同文化使然，建立起參觀博物館和美術館這種習

俗，也就連帶建立起了對藝術品的純粹觀看；而正因為譬如在教育中，我們會

被帶著嘗試「認識一位國際朋友」、「激發國際接觸興趣與勇氣」，也就建立起了

以國際觀思量日常生活事務的觀看。或許正如教育團體所指出的，在中小學教

育中的國際化推動，有許多流於表面的努力，譬如「建置學校的雙語網站、設

置雙語校園標示」（章凱閎，2020 年 9 月 17 日）；然而恰恰是這些浮面的推

動，在日常生活中令學生不斷地生活在國際化的環境中，不斷地以國際化的方

式看待日常生活，令學生潛移默化地學到國際觀——一種特定的世界觀。 

 

（二）利害的形塑：對非經濟邏輯的闡釋 

利益就是一種歷史上的任意武斷性，它根本不是什麼人類學意義上的

恆定因素，而是一種歷史的建構（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頁 185） 

資本運作真正的邏輯，無論是從一種到另一種的轉換，或是掌管這些

的轉換法則，只能在我們替換掉以下兩種對立但各自都只說了部分事

實的觀點後理解：一方面有所謂的經濟主義 [economism]，將所有資

本都可以被化約成經濟資本當作立論基礎，忽視讓其餘資本各自產生

特殊效應的原因；另一方面有所謂的符號主義 [semiologism] （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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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以結構主義、符號互動論、俗民方法論為人知），他們將所有的社會

性交換歸納為傳播事實，忽視了經濟學 [economics] 的普世可約性這

種無情事實。(Bourdieu, 1986, pp. 252-253) 

  幻象就是一種暫時或永遠忘卻遊戲外利益的狀態，完全以遊戲內的狀態來

理解世界，而遊戲內的利益純然是由遊戲所構築的。在此，布赫迪厄所要強調

的是，當今天我們廣泛地用金錢利益來衡量一切時，我們忽略了這是資本主義

長久以來建立的思維模式，實際上在前資本的社會中，利益並不見得要以金錢

的方式來認知、交換，甚至是存在。布赫迪厄強調，無視這種歷史的建構便會

陷於西方思想中大寫人類 (Man) 的各種先驗假設，與其背後的人類中心主義想

像（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正因為不同貿易活動的研究其實只是經濟學的其中一部分，主流經濟學的

狹隘理解其實阻礙了一種「實踐經濟通論 (general science of the economy of 

practices)」的誕生 (Bourdieu, 1986, p.241)。實際上，透過和資本主義建構起金

錢為主的利益觀一樣的方式，國際觀也可以建構出利益觀，也就一樣可以透過

經濟學的思維來分析。而經濟學思維所提供 好的洞悉之一，正是如上引文指

出的一種普世可約性 (universal reducibility) ： 

因為每個人在遊戲中占據不同的位置（支配與被支配，正統與異端）

以及獲得這一位置的軌跡也各不相同，因此對他們來說，利益也同樣

是千差萬別的。人類學和比較歷史學告訴我們，制度的社會巫術 

[social magic] 只要得當，就能把各種各樣的事情都建構成一種利益，

而且是一種現實可行的利益，也就是說，將它建構成一種投入，在客

觀上可以由某種特定的「經濟」給予回報（投資 [investment] 這個

詞，在此處有經濟學和精神分析上的雙重含義）。（李猛、李康譯，

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頁 185） 

正如引文所述，無論是審美與品味的判斷，或是國際觀的追求上，每個人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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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有千差萬別的理由，可以藉不同實踐追求千差萬別的利益。為了要建立

起統一的原則、建立起經濟學的科學性，普遍的經濟學理論往往假設人類一切

行為可以化約為狹義的經濟行為25——亦即採取理性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假設——，並藉此作為以（金錢上的）經濟利益分析人類行為的合理性來源。

與此相對的，布赫迪厄所希望建立的另一種經濟學，並非拒絕看向事物的利益

層面，而是強調利益的分析不該只以背後的金錢考量為準繩；譬如人情往來可

以積累，也可以換取利益（廣義上的互相關照），但就算後續可以產出金錢利

益，也應該以它自身的方式理解——並不是因為要賺錢而與人來往，而是因為

你知道與人來往對你的社交關係是好的，你是在社交關係的框架下，而非金錢

往來的框架下做如是考量。 

  同樣地，當考量國際觀——特別是站在追求世界主義觀點的位置上——

時，考量的就不一定要是接軌國際以後的金錢利益——無論是一官半職或是其

它將經驗轉換為金錢利益的作法，所考量的僅僅是如何地更有世界主義的宏

觀。一旦如同貝克所描寫地，從被動的世界主義化走向世界主義觀點，正是從

幻象外走進幻象內，開始以幻象內的利益——亦即宏觀與否——來思維處事。 

 

（三）作為資本競逐的遊戲 

資本是積累的勞動（無論是以其物質化的形式，或其「具現化 

[incorporated]」、身體化形式存在）當它在私有的，亦即寡佔的，基礎

上為不同行動者或不同行動者組合佔有時，令其等得以藉由具體化或

直接勞動的形式來佔有社會能量。它是一種慣性力 [vis insita26]，一種

 
25 譬如以奧地利經濟學派為例，見 Von Mises, L. (1949).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6 此處布赫迪厄藉物理學名詞作解釋，按其後續於《帕斯卡式沈思》 (“Pascalian Meditations”) 

(Bourdieu, 1997/2000) 的解釋，此處用法特別是哲學暨物理學家萊布尼茲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意義上的用法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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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刻於不同客觀或主觀結構中的力，但它也同時作為一種慣性定律 

[lex insita]，社會世界之固有規律所仰賴的基礎原則。它使得社會的遊

戲——特別是經濟遊戲——並非單單只是每分每秒都有可能發生奇蹟

的純粹機率遊戲。(Bourdieu, 1986, p. 241) 

  後，就像是經濟學以資本概念來看待積累活動，布赫迪厄的思維也以資

本來定義被積累起來的可獲利性，以資本來定義幻象形塑的遊戲之進行。前文

提到，動機的形成事實上繫於特定場域中的特定利害所在。追求這些利害所產

生的不同實作，可以看作資本的積累過程；而場域中的鬥爭則被布赫迪厄視為

一種資本 (capital) 的競逐，將資本的多寡視為場域中人能否位處支配地位的判

準。 

  如同引文所述，布赫迪厄的定義大致延續馬克思的傳統。但不同的是，在

布赫迪厄的定義上，資本並非只有一種形式，而包含了廣義上不同實踐所積累

的不同勞動。若對社會做通盤探究，布赫迪厄認為大致可以區分出三種 典型

的資本形式：譬如 為人所知的「文化資本」概念，指涉的便是藉由積累具合

法性和象徵資本的文化實踐素養所得來的資本（譬如每天晚上都上館子，所潛

移默化得來的餐桌禮儀和美食品味），此外還包含「社會資本」——擁有且有能

力活用的人脈，及 符合一般理解的「經濟資本」。這些資本之間不僅可以相互

匯兌，也影響著彼此的積累（譬如每天晚上都上館子背後要求的經濟資本）。 

  除了上述三種普遍性的資本外，在不同場域裡，根據不同場域所重視的價

值，還可以定義出專屬於該場域，且決定該場域成敗的資本。事實上，若按照

布赫迪厄的定義，「場域的結構——亦即位置的空間——其實正是掌管場域裡所

謂的成功，以及場域中所重視之利害的特定性質資本 [the capital of specific 

properties] 其分配結構。(Bourdieu, 1983, p.312)」如果將身在幻象的遊戲當中，

想像成身在賭場，那麼這樣的特殊資本就像是賭場中的代幣——這種代幣象徵

著不同賭局結果的積累，它只能在賭場中交換、只適用賭場內部的資本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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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因此無法直接在外當成現金使用。這種代幣成立的前提，延續前述共謀的

邏輯，便是賭場中的玩家都同意並認得它是代幣（想像一個誤入賭場的孩子，

將鉅額的塑膠代幣當作尪仔標亂扔），而這也同時成為賭場順暢運作的前提。 

  後，在布赫迪厄的術語中還時常以較為抽象的27「象徵資本 (symbolic 

capital)」來代換不同的描述，這樣的概念對於理解布赫迪厄口中的資本同樣至

關重要，他如是定義： 

象徵資本的展示（這要以物質形式達成永遠是所費不貲的），正是（毫

無疑問通盤適用地）讓資本成為資本的機制之一。(Bourdieu, 

1980/1990, p. 120) 

象徵資本——區判 [distinction] 的另一個名諱——事實上就是任何一

種資本……只要它為人知曉，且被視為不證自明。(Bourdieu, 

1982/1991, p. 238) 

象徵資本，亦即只要是在其與知識的關係中被再現，或更準確地說，

在其與要求（作為一種社會建構認知能力的）慣習介入的誤認或辨認

的關係中被再現——無論以任何形式呈現——的資本。(Bourdieu, 

1986, p. 255, n.3) 

事實上這便是他對於不同形式資本 核心的定義，也就是說資本成立的條件在

於它所積累的勞動被認可；而越具備象徵資本的資本形式，便越能不受質疑地

發揮其效力，正像是一張毋需搬出現金便能簽下一台飛機的黑卡，源自於黑卡

或是持有者本身帶有的、不證自明的信譽。這樣的不證自明會在日常生活中各

種不經意之處發生，就像是當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皆享有盛名時，我們

一般都會讚許地以「家學淵源」來解釋，而不會因為中間文化資本的傳遞而形

 
27 與布赫迪厄緊密合作的社會學家華康德 (Loïc Wacquant) 曾指出，象徵資本是布赫迪厄最為

複雜難解的觀點之一（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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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做「階級世襲」；這正是因為他們傳遞的文化資本具有高度的象徵資本意涵，

且這樣的象徵資本是在整個社會中被承認的。 

  而之所以說這不是一種純粹的「機率遊戲」，正因為遊戲並非去歷史的，並

不會在每分每秒重新洗牌；而是在每分每秒都以既有的結構、部署狀態來繼續

展開。這個意思是，不若我們一般對於公平競爭，或是「勇敢地出走」，甚至是

「在天涯的盡頭，歸零」這種措辭的想像，場域內的資本競爭——或說整個社

會遊戲的不同競爭，都關乎社會從太初至近不斷改變，進而形塑出來的資本分

配結構，以及資本競逐規則。這正像是代間流動的困難一般，源自於一參與遊

戲28（一出生）就被迫接受的遊戲規則（譬如文憑社會），以及身處遊戲的位置

（名門後代、書香門第，或偏鄉之子）。 

  是此，貸款赴外交換學生的動機，從來不會是憑空而生的想法，而應該是

來自幻象與其個人歷史所產出的可能性。要理解世界主義觀點如何構成交換學

生，甚至其他追求國際觀的個人或團體眼中的利害，並理解實踐的客觀意涵，

便必須透過將世界主義觀點的追求，在不以金錢利益思考下化為經濟邏輯。 

 

二、遊戲的利害	

（一）作為文化資本的構面 

  回應第一節所點出世界主義觀點的諸多問題，對於作為現象存在於各地、

這樣一種對接軌國際的嚮往，亦即一種世界主義素養，不少研究者發現原有討

論中匱乏之處，便開始採納布赫迪厄的方法修正，改以較為批判性的眼光審視 

(Igarashi and Saito, 2014; Kim, 2011; Lindell and Danielsson, 2017; Weenink, 2008; 

Weiss, 2005)。 

 
28 正如布赫迪厄所說，「遊戲只允許一種絕對的自由，也就是從遊戲中離去的自由；而從遊戲

以及幻象的視角看來，這必須透過一種壯士斷腕般的放棄宣示達成，藉由社會性的死亡換取不

受打擾的安寧——除非該人想辦法建立了另一套遊戲。(Bourdieu, 1981, p.316, 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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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中，Igarashi 與 Saito (2014) 所做的研究，提供了 廣泛且系統化的洞

悉。他們認為此前多數援引布赫迪厄資本思維的研究，對於系統化此一範疇的

研究框架尚力有未逮，便根據諸多相關研究進行後設分析，以替世界主義觀點

的運作模式提出更為完整的描述。簡單來說，他們將世界主義觀點視為在世界

範圍中，人們文化資本的重要構面；人們透過跨國教育、跨國移動、跨國交流

等實踐（勞動），便能逐漸積累這樣的素養、形成文化資本。 

  鑑於布赫迪厄的理論，視教育為文化資本賴以運作的重要基礎 (Bourdieu, 

1970/1990)，他們透過研究全世界的教育體制，來探討世界主義觀點發生作用

的機制。在過去，教育體制往往是國家機器打造國族認同的重要工具。而今日

截然不同地，根據各國比較教育研究顯示（黃文定，2018），各國的教育體制多

已將世界主義觀點放在國族認同之前，並將理想的受教者定義為： 

他需要知曉一種世界語言——幾乎毫無疑問是英語。他應有能力以一

名超國家公民的姿態生活，並且從一種更加普世的觀點來反思地方與

國家歷史。換言之，個別學生會成為一種名喚「人道」之新興認同的

成員。(Meyer, 2007; as cited in Igarashi and Saito, p. 226) 

這樣的現象，自然也體現在前文所提到，表現在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

書》中的世界主義觀點。 

  他們進一步強調，要以布赫迪厄的資本思維思考世界主義觀點，其分配和

取得管道應呈現不均等的狀態——正如財貨要有稀缺性才能成為財貨、才能成

為資本 (Bourdieu, 1986)，並會因此導致按照資本持有多寡排序的階層化。他們

以世界大學排名為例，一旦多數大學認同了世界大學排行，並以名列前茅為要

務，則榜上有名的大學便取得了更高的象徵資本，令就讀不同大學在象徵上的

視野廣度有了不同——就讀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名列第一的牛津大

學，就比就讀排名 97 的台灣大學顯得更有世界性的宏觀。而也正因為有排名存

在，便建立起了價值上的差異，也劃分出了有價值的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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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事實上，這種邏輯之成立恰如張君玫（2006）所指出、參與式／包容式

世界主義觀點的區隔，當教育部以至於台灣各大學越發在意期刊論文數和世界

大學排名，這些判准對我們施加審判的效力便越發顯著29；越是承認前段大學

的象徵資本，也就越發顯露自身象徵資本的匱乏。這樣的理解，同樣也指出貝

克式的世界主義觀點矛盾之處，畢竟教育體制點出「作為文化資本的世界主義

觀點其矛盾性的本質，亦即同時作為包容性的象徵，卻也同時是排他性建立的

基礎。」(Igarashi and Saito, 2014, p.223) 

 

（二）自身的經濟邏輯：將其視為文化場域的子場域 

  具體來說，什麼是文化資本的構面？可以單單以文化資本來思考嗎？以世

界主義觀點在文化資本上發揮的形式，本研究認為可以將其定義為廣泛文化場

域裡的一個子場域。 

  前述 Igarashi 以及 Saito (2014) 研究立論的重要基礎之一，是 Weenink 

(2007, 2008) 的研究。他先是藉由對荷蘭既有的英語學制與荷語學制進行比較

提出「世界主義資本 (cosmopolitan capital)」(Weenink, 2007)，並藉由對英語學

制的家長與學童進行深度訪談，來論證世界主義觀點能夠作為資本形式，且資

本的傳遞能夠達成階級再生產的效果 (Weenink, 2008)。在 Weenink 的定義中，

世界主義資本無非就是一種在「各種跨國社會競逐 (transnational social 

arenas)」中，能拔得先機、位居領先的能力： 

世界主義資本是由各種能協助人自信地參與在這類 [有關世界性互動

的] 競逐中，不同身體性及心智的傾向與（默會知識意涵上的）能力

所組成。(ibid, p. 1092) 

 
29 見 陳至中（2020 年 9 月 3 日)。〈世界大學排名台 38 所入榜 教部：深耕等計畫有成〉，《中

央社》。取自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903022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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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Weenink 將世界主義素養的積累獨立為一種特殊資本看待；就此，

Weenink 的定義便與前述 Igarashi 與 Saito 的定義有所區隔。實際上，後者認為

前者的定義過於籠統，傾向將世界主義觀點簡單地與文化資本掛鉤 (Igarashi 

and Saito, 2014)。這樣將世界主義觀點視為文化資本構面的看法確實簡單而易於

明瞭，但卻也相對產生理論上的矛盾性： 

正因為「資本」與「場域」在布赫迪厄的概念框架中相依而生，要討

論世界主義觀點如何作為世界性的文化資本運作的問題，就不能不去

討論如是定義的場域是如何被形塑的。(ibid, p. 225) 

Igarashi 與 Saito 在引文中提到的框架，事實上反而點出兩人論點的問題。兩人

的研究始終聚焦於世界主義觀點，或是廣義的世界主義素養如何被形構出經濟

的結構；從未廣泛討論全球範圍內的人們，對整個文化領域有什麼樣共同的幻

象，能致使他們在文化資本經濟上有可以討論的一致性（而這似乎也是研究實

務上幾近難以窮盡的討論）。 

  如果用實際的例子來說明，Igarashi 與 Saito (2014) 和 Weenink (2007, 2008) 

在立論方式上的差異，可以藉音樂的文化資本來比擬。譬如，我們大致可以想

像通曉古典樂是更有文化資本的行為，相較於爵士樂次之，敬陪末座的或許是

流行音樂。但同時，這樣的排序是經過音樂場域的鬥爭後所產生的結果30——

早由古典音樂建立起場域的體制，接著再相對映照出缺乏體制內資本的流行

音樂；而爵士樂則在興起後，藉由創作者不同的策略形塑出專殊性，獲得足夠

象徵資本後，取得了自身的一席之地。在 後，音樂場域中安頓好的階序，便

體現在文化消費的區隔上，形塑出文化資本的高低差異31。 

 
30 譬如 Lopes (2000) 藉布赫迪厄理論做的當代爵士研究，便指出相似的事實。 
31 若嚴格按照布赫迪厄的概念框架定義，則應進一步區分出文化生產場域跟文化消費場域，此

處討論的文化資本與後者更加相關。在此，什麼樣的音樂消費更具象徵價值，體現在音樂消費

行為的區分上；但一旦音樂本身的象徵價值提升，消費的象徵價值也更有機會連帶提升（譬如

消費場所的改變）。前註所及的研究亦提出相同結論 (Lope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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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赫迪厄始終拒絕為場域理論作一種中層理論 (middle-range theory) 式的

明確定義（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而堅持場域

的具體定義只能藉由不同實證場域提出，正如布赫迪厄自身描述： 

每一個子場域都具有自身的邏輯、規則和常規，而在場域分割的每一

個階段（譬如說文學創作的場域），都需要一種真正質的飛躍（譬如說

你從文學場域的層次降至小說或戲劇的子場域的層次）。每一個場域都

構成一個潛在開放的遊戲空間，其疆界是一些動態的界線，它們本身

就是場域內鬥爭的關鍵。（同上引，頁 167） 

這裡所點出的是，在世界主義觀點的討論上，有必要將其視作子場域的運作，

不能將其與更大範圍的文化資本等而視之。甚至可以說，忽視子場域等於不知

不覺中接受了特殊場域鬥爭後的結果，而不能具體而為地對其進行分析——亦

即，同意世界主義觀點作為文化資本的合法性，擱置在接軌國際的承諾中存而

不論之處。更重要的是，僅僅將世界主義觀點視為文化資本的構面，便無法辨

明追求接軌國籍、追求世界主義觀點的人們，背後魅惑著的幻象為何。恰恰是

要透過將其概念化成一獨立而特殊的資本形式，才能瞭解投入其中的場域中人

所看重的「況味」，也才更有能力協助我們瞭解驅使貸款赴外交換學生行動的理

由——亦即幻象的產生。 

 

（三）利害下的行動 

  後，一旦定義出場域的範圍，便能藉此針對世界主義觀點做經濟邏輯的

探討。譬如，以 Kim (2011) 探討韓國學生選擇赴美深造的研究為例，這項研究

同樣是 Igarashi and Saito (2014) 立論的參照，且以參與式的世界主義所關照的

東亞學生為研究對象，便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這項研究針對 50 名赴美深造的韓國學生進行深度訪談，羅列出學生選擇赴

美的不同動機，譬如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或在更好的學校進修等等。儘管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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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看似變化多端，但在這些動機背後，形塑赴美深造的考量都並非出自這些

看似可歸於經濟資本或文化資本的動機，而是如何在世界主義的宏觀上做出區

隔。對於這些學生來說，要能找到好的工作或想要有更好的學習，都不是實際

針對不同工作或不同學校進行「強弱危機分析」，而是建立在認為「留在韓國唸

書常被比擬為沒見過大風大浪、見識淺薄的人。但相對地，在美國唸書就被認

為是見多識廣、見識廣博的人。」(Kim, 2011, p. 120) 這樣的想法上。 

  而在針對世界主義素養的研究裡，Cheng (2018) 的研究提出了一個相對獨

特的關注點，也就是非菁英的學子如何接軌國際，而這可以做為 Kim (2011) 的

一種對照。Cheng 的研究透過對新加坡在地的私校大學生進行深度訪談，來探

討相對缺乏出國深造資源的學子，會在哪些實踐上體現出屬於他們的世界主義

觀點。研究指出，這些青年自有一套協商屬於自己的世界主義認同的方式，不

同的實踐無論是全球在地化——試著積極參與國內接待外賓的機會，或是在地

全球化——發揚自己通曉新加坡市井文化的一面來展現文化獨特性，都可以以

自己的方式來展現世界主義觀點，研究結果似乎相當樂觀。然而，正是在這些

實踐中，點出了這些青年不知不覺中，不斷地將自身與具有豐厚國際經驗的菁

英做比較，以厚植世界主義觀點的邏輯來規劃實踐，深深地陷入在場域的幻象

當中。無論工作、對未來的想像，以至於生活模式的實踐上，都透露出了他們

處在氣定神閒的對立面，在不同實踐中皆以世界主義觀點為看中的利害。 

  由這些案例所體現的，正是在動機的考量上，不能單就利害的理性判斷來

想像，而要先瞭解到所謂的利害指的是哪一種利害。這樣的區別正像是布赫迪

厄所比喻的，「一種是『取決於慣例』的行為，像是在走進會客室時應該要脫

帽，另一種行為則是『邏輯推論』的結果，像是收購大量小麥」（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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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害跨越場域的效應：策略的社會流動意涵	

（一）利害造就的不同策略：維持舊有利益等效果 

  若能將世界主義看作一種資本的形式，理當也能經過換匯，轉變成經濟資

本或是文化資本，產生我們一般認知中的「利益」；而經濟、文化資本也能介入

世界主義資本的積累。 

 

甲、在類似的經濟條件下做不同選擇 

  首先，抱持世界主義觀點與否便會在實踐上產生差異。Weenink (2007) 分

析荷語學制與英語學制的差異時曾指出，傳統（經過一代以上世襲的）上層中

產階級，往往傾向令自身後代入讀荷語學制中的菁英學校“gymnasium”（類

似於英國社會的菁英預備學校）；而有更多國際化經驗的新興中產階級，則傾向

為後代選擇更加國際化的英語學制學校，也在身教、言教中傳遞世界主義思

想，為後代準備更多的世界主義資本。儘管作為具有豐厚資源的世襲上層中產

階級，客觀上同樣可以擁有豐厚的世界主義資本，但正因為在實踐中對於利害

擺放的重點不一，便作成了完全不同的選擇。 

 

乙、另闢蹊徑：在其他場域缺乏差異下凸顯自我的管道 

  而在 Börjesson 與 Broady (2016) 針對瑞典教育體制的研究中則指出，因為

瑞典嚴格排除經濟資本、社會資本介入教育的空間，高社會階層家庭往往會藉

由將孩童送往海外來確保競爭的相對優勢，並進而產生階級複製。這便是在國

內的文憑價值差異有限，無法有效影響文化資本稀缺性時，令子場域中的世界

主義資本擁有更大的發揮空間，成為突顯區隔的王牌。 

 

丙、再換匯手段 

  另一則同樣來自瑞典的研究，則間接回應了另闢蹊徑的手段。Lindell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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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sson (2017) 指出，正因為世界主義資本可以來自媒體觀看等文化資本會

帶來差異的管道，在世界主義資本逐漸取得優勢地位的同時，具有高度文化資

本的優勢階級，依然可以仰賴世界主義資本的相對可近性來維繫自身地位。這

種手法被布赫迪厄稱為「再換匯 (reconversion)」，正如他所指出的：「在階級社

會發生變革時，人只能夠透過改變來維繫 [自身地位]。」(Bourdieu, 1979/1984, 

p.157)這發生在某種資本的定義（或說成功的定義）發生劇烈變化時，透過其他

不同形式資本的高度儲量，來確保自己能快速取得新定義下的資本。這樣的情

形較常發生在整體社會結構有較大變動的時代，如果要舉一個我們身邊的例

子，或許就像是台灣早期土地改革時，有些中小地主因為沒有看出股票未來的

價值，在草草出清後便引來家道中落；卻也有具備足夠眼光（文化資本）的地

主，搖身一變成了新時代的資本家。 

 

（二）小結：世界主義觀點的競逐是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 

經濟權力首先是一種遠離經濟需求的權力 (Bourdieu, 1979/1984, p. 55) 

——〈文化的貴族〉（《區判》） 

  透過針對這些策略所做出的不同分析看來，世界主義觀點只要經過適當的

換匯，理當也有不同的好處可以期待，那為什麼接軌國際並非穩賺不賠？若看

向個人的整體客觀條件，便會發現獲利的機會並非對每一個人敞開。 

  事實上在以上這些案例中會發現，世界主義資本的分配上，往往複製了以

經濟資本衡量的固有階級結構。不僅因為要取得足量的世界主義資本要求著一

定程度的經濟／文化／社會資本，也因為不同經濟／文化／社會資本影響下換

得的世界主義資本並不等值，實際上就是有些地點比較具有世界主義的宏觀。 

  世界主義觀點誕生自社會變遷過程中相對的「新遊戲」，新遊戲往往可以為

人帶來新的機會，卻也同樣可能帶來限制。而在社會流動的研究中，有許多類

似的例子可以參考，譬如翁康容、謝雨生（2018）的研究便指出，在生命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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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指就學、結婚、生子等傳統人生印象的事件）發生年齡普遍後推的時代，

來自高社會階層的男性，有更充裕的時間彈性地向成人轉銜，能有更多發揮空

間；而低社會階層的女性，則往往維持舊有、較短促的生命歷程，加深了自身

的相對弱勢。而在名為《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的研究中，李易駿、古允文

（2007）針對 Yo-yo 族（意指較晚進入職場，或介就業年齡依然從事非典型、

非正職工作的青年人）的現象進行研究，並指出這樣的現象來自勞動市場限制

及就業方式的彈性化；而在兩項因素影響下，一方面提供家庭資源充足者更彈

性的選擇，卻相對令家庭資源不足者被迫走入次等的勞動條件中。 

  這似乎都呼應了布赫迪厄在場域分析中指出的，「一般而言，擁有最豐富經

濟資本、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人，是第一批選擇新位置的人（這提議似乎在

所有場域，不管是經濟和科學場域中，都獲得證實）」（Bourdieu, 1992／石武

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397）。正因為他們有足夠的經濟資本承擔風

險，有足夠的文化資本瞭解時局，也有足夠的社會資本將他們引向機會。 

 

第三節 佔位—策略的生成：如何對實踐進行分析 

行動者的秉性（他們由社會軌跡所形塑的慣習）和其在場域——一個

位置所構成、由一種特殊形式資本的分佈所定義的場域——中的位置

交會之下，佔位應運而生。(Bourdieu, 1983, p. 311) 

——〈文化生產場域——或，經濟世界的倒置〉 

  若將世界主義觀點視為幻象中的利害，並將這種逐利行為視為場域中的遊

戲，包括貸款赴外交換學生在內的這些場域中人會如何行動？本節藉布赫迪厄

的「策略 (stratégie [strategy])」與「佔位 (prises de position [position-taking])」

概念，說明社會軌跡等客觀條件可以如何詮釋學生們的實踐緣由。藉此也說明

緒論中廣狹兩種「動機」如何同時發揮作用，從所謂抱負走向策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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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為策略與佔位的實踐	

（一）以「策略」理解實踐 

  在緒論的引文中提到，接軌國際的實踐來自於對「勇敢」的發掘，而從

《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到世界主義觀點，也都明示或暗示著接軌國際與

否，實是取決於個人的心態。這種心遠地自偏式的想法當然十分樂觀，但也正

如前文不斷指出的，這種樂觀源自於對客觀條件的忽視。而這種唯心的理解也

阻礙了對其進行客觀分析的努力。但如果說將實踐貶為社會結構下的傀儡，視

之為意識形態中介下的純粹產物，無非又太藐視人們的主體性，且無時不刻都

將遇到需要額外解釋的種種例外。 

  本研究之所以採用布赫迪厄建立在場域與資本等概念下的行動觀點，正因

為它提供了一種非此非彼的選擇： 

策略的概念可以令我們與客觀主義觀點，及結構主義（譬如透過無意

識這樣的概念）所假設的那種缺乏能動性的行動進行決裂。此外，就

算不將策略視為無意識過程的產物，我們也不必將它歸於一種有意識

且理性的計算。它可以是一種特定社會遊戲中實作感的產物。 

…… 

優秀玩家採取的行動，可說是最自由也是最受限的。他讓自己順其自

然地出現在球的落點，就好像是球在控制他一樣。但也藉此，他控制

了球。(Bourdieu and Lamaison, 1986, p. 112) 

布赫迪厄指出，人們不可能照著一套明示或暗示的具體規則行事，否則遇到例

外狀況就無所適從了。相反地，所有的實踐都可以說是生活中累積的「實作感 

(le sens pratique [the practical sense])」因應遭遇做出的即興反應；但正因為實作

感是從生活中所積累的，我們依然是受到生活周遭環境的調控而非無法無天

（或是限縮到特定場域的範圍來看，也可以說在該場域中的實踐，來自於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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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中積累的實作感）。而正因為越是照著場域的要求越能玩出好的成績，而越

是優秀的玩家越是在生活中積累了更多順應場域的實作感，他們便總是能做出

更好的實踐。在此，布赫迪厄用「策略」一詞來做描述，正是希望在保留主體

性的同時，強調實踐發生在劃定的場域中，並且源自於場域的遊戲方式。 

  前文不斷提到「逐利」、「競逐」等說法，其中的「逐」字似乎暗示了行動

者的主動性。但從策略的說法來看，一如前文所描述「邏輯推論」與「取決於

慣例」之間的差異，所謂看中利害的逐利其實是發生在無形之中，是由一個人

的實作感所自然帶出的，如布赫迪厄所自陳： 

我所言及的策略，指的是客觀地指向目標的行動，而這些目標不見得

是主觀追求下的目標。而慣習的理論意在探索一種實踐科學的可能

性，其有望逃離目的論與機械論的二元選擇。（……儘管如此，社會學

依然不能忽略利益原則，這項原則應該被理解成對於利害的特定投入 

[specific investment]，而這不僅是作為場域一員的條件，也是作為場域

一員帶來的效應。）(Bourdieu, 1992/1993, p. 76) 

也因此，利害、資本的概念一方面可以是協助概念化的研究工具，另一方面卻

不應直接理解為場域中人有意識地追求的目標。實際上，人們僅僅是基於他們

擁有的世界觀，在每一刻中做出他們覺得 順其自然的實踐。 

  或許 重要的是，正因為實作感產生自遊戲的遊玩當中（無論是廣義的鉅

觀社會結構或是特定場域的內在必然性），實作感始終受到遊戲的景況所調控、

受到在遊戲中的客觀位置所影響。正因為這樣的客觀位置分配——無論是比喻

中在球場的位置，或是一名行動者在廣義社會中的階級位置——繫於不同資本

的含量，也因此無可避免地不是公平的。這也正是 Calhoun (2008) 在批判世界

主義觀點時所指出，各種形式的資本得要納入考量的原因。布赫迪厄提到： 

畢竟人們只需要讓他們的慣習順著直覺走，就會合於場域的內在必然性

並滿足其中的各種要求（其實也就是每個場域中對卓越的定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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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都不會察覺到他們正在履行一件義務，更不會去想著要最大化他們

的（特定）獲益。但也因此他們可以自詡為大公無私，並預期其他人也

會這樣看待他們，這部分則是額外的獲益。(Bourdieu, 1992/1993, p. 76) 

就是因為實作感如此不假思索，往往令我們忽略背後的客觀條件。而忽略背後

客觀條件並且順勢順應場域內在必然性時，我們便也產生了場域的幻象。 

 

（二）實作感的由來：社會軌跡形塑了什麼？ 

  從這個層面來看，我們依然可以說有些人正因為更勇敢，所以勇於踏出舒

適圈，勇於面對無盡的挑戰（或說勇於讓自己承擔一定程度的風險，如同貸款

作為投資帶來的風險）。但重要的是，無論是勇敢或是其它不同的心態，其實都

來自於這些人不同的實作感。 

  如同先前提到的，實作感來自生活中的積累，也因此某些人的生活遭遇會

讓他們富有勇於挑戰的秉性，有些人則否。前一小節提到了「慣習 (habitus)」

一詞，正如字面上可以推斷的，慣習就是一個人實作感的總稱。回應緒論中提

到的「生活之風格化」，慣習是基於客觀處境，在長久生活後所沈澱下來的行為

傾向，可以說是秉性的系統。就此，我們也可以說慣習就是銘刻在身體上的社

會，讓身體有辦法產出銘刻在遊戲中的無限種可能作為。正如布赫迪厄所言： 

這種歷史的重新演繹可說是慣習的作為，而慣習即是歷史性吸收學習的

產物，慣習使我們得以檢視和運用歷史的產物 (Bourdieu, 1981, p. 305) 

從中會發現，個人／社會歷史與實踐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就蘊含在慣習中。反

過來說，我們也可以透過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來理解其實作傾向的由來。 

 

（三）兩個歷史的交會：從策略到佔位 

  後，將策略以場域位置的觀點看待，便形成布赫迪厄所謂的佔位概念。

佔位的定義，照布赫迪厄重複使用的說法，首先是「兩個歷史的交會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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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contre de deux histoires [the meeting of two histories])」(Bourdieu, 1981, 1983)

（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個人的歷史亦即慣

習，與場域歷史的交會。 

  如同前一小段提到的，慣習——亦即人們的實踐傾向——是在生活中因為

不同的客觀需求、客觀處境所形塑，這也造就了生活中看到不同的階級再生產

案例。當生處在特定階級（或社會空間）位置時，人們的慣習不但更習慣這個

位置會有的不同遭遇，也讓我們打從心底更融入這個社會或場域中的位置。布

赫迪厄在討論時，引述了沙特 (Jean-Paul Sartre) 同樣談論實踐的論述，藉此指

出我們對實踐開放性的誤認： 

就算我達成咖啡侍者的功能也是徒然。我不過在一個中性的模式下是

他，就像一名演員是哈姆雷特那般，我不過是機械化地在我的狀態下

做出合理的動作。我只不過是將自身想做一個想像中的咖啡侍者，來

「模仿」出那些動作。(Sartre, 1943; as cited in Bourdieu, 1981, p.310) 

沙特認為，咖啡侍者有所有的機會選擇放下工作，去追尋其它更自由、更富自

我實現意義的可能，這是回應其哲學中所謂虛無中之自由的概念。對此，布赫

迪厄形容沙特想像的行動者，「是一個哲學家腦袋裝在侍者身上的怪獸。」

(Bourdieu, 1981, p. 310) 與沙特相反地，他認為這些服務生的應對進退，恰恰是

來自成長過程中形塑的慣習，也是這些慣習令他們選擇並適應於這個位置。而

這也是佔位字面上所顯示的，我們如何主動地佔據、並活化這個位置。 

  這其實回應了前文提到「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的對比，藉此解釋就

算存在位置上的流動可能，也只有在行動者的生命歷程能恰好配合時會發生。

在同樣的場域景況下，某些在生命歷程中培養出患難傾向的行動者（因為無後

顧之憂，所以被鼓勵多方嘗試的行動者），可能採取更激進的策略，進而獲得好

壞差異更大的場域位置（或廣義上的社會位置），這讓他們在機率上更有可能爬

到更高的位置——畢竟就算位置沒有改善，他們也有更多的機會重新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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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獨有偶地，Igarashi 及 Saito (2014) 的研究中也指出， 有機會在實踐中

積累世界主義素養的，便是上一代對異國文化抱持開放態度，甚至固定有跨國

互動的人。他們藉由耳濡目染建立起了世界主義者的實踐傾向，令他們在接軌

國際的實踐中如魚得水，做出 符合場域要求的實踐。這兩者都是慣習與場域

位置交會的 好例證，也說明了「勇敢地出走」的社會再生產條件。 

  在幻象的作用下，行動者們無不致力於維繫或提升自身場域位置，所謂兩

個歷史的交會，正是演繹行動者們如何仰賴自身慣習，在面對歷史造就的場域

規則中，產出 好的策略、玩出 好的結果。而實踐看來無限的可能性，便是

由這兩個歷史共同劃出範圍。 

 

二、結構性限制下生成的實踐	

  一旦暸解到佔位是由慣習內在的秉性生成其策略，並依照場域競逐邏輯產

生效果，儘管非以機械論看待實踐，也能以社會軌跡、客觀位置（資本存量），

以至於場域中的規則等結構性限制 (structural constraints) 來判斷行動者的實踐

從何而來。 

 

（一）佔位的運作：以多元入學政策為例 

  以一個實際的實踐來說明，可以看向我國高中多元入學政策對學子升學選

擇的影響。陳建州與劉正（2004）的研究指出， 

家長的教育程度為「國中以下」及「專科、技術學院或科技大學」

者，其子女會選擇（或被選擇）參加推薦甄試的方式並成功升上公立

高中的機會，相對於家長教育程度為高中職者，無顯著的差異。但家

長教育程度為「一般大學」及「研究所」者，其子女會選擇（或被選

擇）參加推薦甄試的方式並成功升上公立高中的機會，相對於家長教

育程度為高中職者，有顯著的優勢。（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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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訪談中發現，其中一個原因是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的家長，對於不同的

升學管道有較高的敏感度，也會花費更多心思在子女的升學策略上。 

  此外，學子本身在實踐中也並非全然被動的角色，譬如研究者在訪談中就

發現，身處資優班或普通班的不同學生32，會因為接受到的資訊有所差異（學

校往往花費更多心力為資優班學生提供多元入學資訊），以及同儕間對於多元入

學管道的討論熱度，致使對考試、直升以外的入學管道有志向上的高低落差。

遑論成績較落後的學生，因為客觀上要面對更大的課業壓力，導致他們根本無

暇關注考試以外的訊息。 

  這樣的研究就顯示出：一方面，家長的文化資本所帶來，積極瞭解教育制

度的傾向會發揮作用，進而間接產生文化資本的代間傳遞；二方面，這樣的結

果也來自社會軌跡形塑的慣習，一個客觀上對教育制度有更多關注的學生，更

有機會發展出會另闢蹊徑的秉性，並在學業能力相仿的同學中脫穎而出；

後，正因為不同位置更適合特定秉性的行動者，資優班的學生便更有機會在往

後繼續發展出走向良好位置的秉性，並藉這樣的慣習實際上維繫或走向更好的

位置。另外，資優班或承繼了較高文化資本的學生，經由其慣習自然而然地投

入了多元入學方案的競爭，便產生了對多元入學制度的利害關注——亦即幻

象；但這些競爭對其他學生來說，似乎就毫無利害可言，甚至可說不屑一顧。

而這樣的例子，似乎也能類比緒論中所提到的那些傳統名校或私校高中生，以

及他們選擇海外名校的趨勢。 

 

（二）由可能性來分析接軌國際 

  按照這樣的做法，並整合前文所及的不同理論概念，在分析貸款赴外交換

的實踐時，可以先從接軌國際的各種可能中建構出意義，並交互地關注社會軌

 
32 該研究指出，「雖然教育部規定不得有能力分班的做法，但資優班仍是存在的，有些以「數

理資優」為名，有些以「才藝資優」為名，但大多數仍以課業成績為資格的標準。」（陳建州、

劉正，2004，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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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與實踐本身來探知「動機」——實踐的客觀緣由。 

  為什麼是選擇貸款赴外交換，而不是客觀上能有的其它選項？——無論是

打工度假或貸款留學等等同樣服務於接軌國際的作法。從場域的角度來看，佔

位所能帶來的效果，實是在與其它可能實踐的對比下建立的 (Bourdieu, 1983)。

正如同就讀排名第一的學校之所以有優勢，是其它排不上名的學校所烘托出來

的；要瞭解佔位的意義，便需要從場域的觀點來判斷它與其他佔位可能間的關

係，正如同世界主義觀點下的世界大學排名造就的差異。 

  與此同時，研究也不能將實踐按其樣貌視為鐵板一塊，「貸款赴外交換」僅

僅是研究者所劃定的研究範圍，並非這些實踐者本身或是場域觀點賦予意義的

範疇。能夠被透過以上種種理論概念分析的，只有做出的實踐本身——亦即構

成交換事前、期間與事後的種種實際行動。也因此，恰恰是要在分析出原因

後，才能依照這些原因去判斷，是否能在所有的貸款交換者身上歸納出具有一

致性的「動機」因素。從這個層面來看，不僅要細細考究這些學生做了什麼，

也要思考在每一個行動座落在什麼其他可能之中。 

  回過頭來，這些選擇也會在這些學生的慣習中被解釋，而這就仰賴對每一

個時間點之社會軌跡的理解——這個行為來自於怎樣的慣習？那樣的慣習來自

於什麼樣的生命經歷？而擁有的資本和試圖累積的資本，則是分析時能使用的

工具，協助我們概念化這些學生的狀態，將其以廣泛社會及特定場域運作的邏

輯客觀化。與此同時，也將從這些客觀化的分析中，判讀他們對利害的投入以

及投入的緣由，藉以理解幻象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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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若要「由可能性來分析接軌國際」，並且細細地考究實踐本身，便需要種種

不設前提的資料來協助。也因此，本研究主要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並以深度訪

談法獲取資料。 

 

一、研究途徑——深度訪談法	

（一）深度訪談法所避免的先入為主 

  為了瞭解形成抱負的理由，並對策略的形成進行分析，本研究將採用深度

訪談的方式搜集分析資料。深度訪談法的優勢，在於其由受訪者推動訪問的彈

性。儘管訪談本身一定程度受限於訪綱的擬定，然而受訪者回答的內容與方

式，則能夠進一步提供追問的線索，有機會形成富受訪者主觀詮釋的資料搜

集。吳嘉苓（2012）就提到，深度訪談注重受訪者對於意義的建構方式，並可

以探知賦予意義的變動性與情境性。 

  深度訪談法在這方面的長處，可以回應到布赫迪厄所謂的「生成式結構主

義 (generative structuralism)」思維（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儘管獲取的資料在後續分析中受研究者分析，但藉由拒絕對

研究資料預先的錯誤化約，便能避免研究者主觀假設造就的「學究謬誤 

(scholastic fallacy)」33（同上引）。舉例來說，Steven Threadgold (2018) 在研究

青年求職活動時，便指出曾參與龐克 DIY 場域的行動者，在這些實踐中建立起

的世界觀往往流用於求職中，進而展現與其他求職者不同的企圖心。也就是

 
33 「說起來，這種謬誤就表現在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評之中：『將邏輯的事物錯當成事物的邏

輯。』……用這種視角解釋出來的行動者，不是別的，只是學究本人的一種虛構投射罷了，即

在行動主體 (acting subject) 裡面投射了一個認知主體 (knowing subject)。這是一頭怪物，它有

著行動者的身體，裡面安裝著思想者的腦袋」（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頁 194）這樣的學究，布赫迪厄認為存在主義思維的沙特在前文提到的想法，就是很好

的典範 (Bourdieu,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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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名行動者在不同場域中的幻象，實有可能產生交互性的影響（或說這樣

的社會軌跡形成了意料之外的慣習）。在此，深度訪談法便為這些不可預期的內

容，預留了豐富的彈性。 

 

（二）對實踐本身的重視 

  在過去對國際交換動機進行的研究，往往將實踐當成鐵板一塊，並未對實

踐的細節一一探討。諸如莊春暖（2013）、陳麗安（2019）以問卷統計方式進行

的研究，不僅有相較深度訪談更難打破的框架；更重要的是，獲得的資料對部

分決定性因素缺乏解釋力，誠如陳麗安（同上引）所言，儘管研究結果可以應

證研究者假設的交換動機，但「無法排除其他項目如：個人特質、就讀學校、

家庭教育背景、工作經驗等因素可能造成的影響。」（頁 46） 

  實際上，實踐的佔位意義仰賴對實踐內容——無論是牽涉的資本交換，或

是特定舉措的慣習意義——的詳加分析，而這些資料的搜集都高度仰賴深度訪

談法的使用。 

 

（三）訪綱擬定的準則 

  後，要能夠在對受訪者言談保持開放性的情況下，同時維持研究的客觀

性，根據其過往執行人類學研究的經驗，布赫迪厄提到： 

向報導人 [informant] 提問時，不可避免也是要求他們採用一種準科

學式的態度應答。而從這些提問中得到的，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不同

程度上，是由不同既有傳統中匯集來的知識形成的一種混合物。而這

些傳統——除非是機械式的再製——往往是在慣習的基模下、在這個

基模所臨時做出的再現裡，經過選摘且常常經過二度詮釋而成。

(Bourdieu, 1972/1977, p. 98) 

此處所突顯出的是，從受訪者口中獲得的資料不可能是不帶任何色彩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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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raw data)」，受訪者同樣是在慣習的影響下做出回應。譬如，當詢問有關

世界主義觀點的看法時，並不能直接假設不同受訪者吐露出的資料，皆是受到

完全一致、毫無差別的幻象驅使而成，尚且還會依照提問方式產生差異。 

  實際上，在分析時有必要嚴謹地將經由社會軌跡所辨識出的慣習，與受訪

者的回應內容建立連結，來辨別資料代表的客觀意涵。布赫迪厄始終對阿圖塞

式 (Althusserian) 的意識形態分析頗有微詞，他強調意識形態帶來的並非是一

體適用的影響（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如果將

所有的研究對象過度單一化，譬如直接假設他們受到一種「時代精神」的感召

（Bourdieu, 1983; 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270），就會減損研究的客觀性。 

  當譬如陳麗安（2019）的研究，預先假設了交換實踐對往後求職兩者間的

關係，預先將交換動機視作是看中人力資本積累下的產物，所探得的動機就僅

僅會在人力資本積累的面向上有所差異。也因此，以世界主義觀點為名構成訪

綱，必須要能夠保留個別受訪者的個別理解空間，而非單單像譬如問卷研究常

常做的，形成特定價值觀的條件反射。 

  後，針對各項資本的定義，訪談大綱參考布赫迪厄在《學術人》(“Homo 

Academicus”)（李沅珈譯，2019／Bourdieu, 1984）中，以及第二章第二節中所

提及 Börjesson 與 Broady (2016) 的作法，將父母職業納為承繼之文化、經濟資

本的判準之一。此外，參酌 Igarashi 及 Saito (2014) 的研究，將家中成員的跨國

關係納入重要的訪談面向，並考量受訪者的文化商品消費習慣。另外，部分有

關世界主義觀點的題綱，發展自中央研究院〈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 2018

第七期第四次：全球與文化組〉（傅仰止，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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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說明	

  本研究所關注的對象，是曾參與校內交換計畫並以貸款方式支應期間開支

的大專院校學生。由於不同社會軌跡所帶來的影響亦為本研究所關注重點，在

訪談對象的選擇上並未限制科系，並涵括包括研究所的不同高等教育學制。 

  赴外交換學生的定義為，以交換學生 (exchange student) 為名義，前往與原

就讀學校存有交換協議的國際姐妹校就讀，並停留一學期以上的國內學生。需

要說明的是，由於其他形式的短期進修或私人遊學行程長短不一，且實踐規劃

方面的自主性較低，並未納入本研究考量範圍。以貸款支應期間開支的定義

為，旅外期間開銷其部分來自任何形式之銀行借貸。在訪談對象的挑選上，並

未侷限是否有其他經濟來源支應相關開支。 

  在對象的蒐集上，為避免交換後的社會軌跡對慣習及相應而生的幻象產生

過多影響，主要以一年內學成歸國者為主。惟因 2020 年全球受 COVID-19 疫情

影響，致赴外學生銳減，或成行但在外交換生活受影響，故將對象蒐集跨大到

107 學年度下學期（含）以後參與交換計畫者。另外，礙於研究母體數據涉及

個人隱私資訊取得困難，無法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本研究主要藉各學生社群

平台公開資訊方式招募自願樣本。招募來源如下： 

 

（一）電子佈告欄「批踢踢實業坊」相關看板 

  批踢踢實業坊 (ptt.cc) 是流量 大的大專院校電子佈告欄 (BBS)，其中將

以其上相關主題看板「留學版 (studyaboard)」、「研究所版 (graduate)」為主要

散佈目標。由於沒有交換學生的相關專版，交換學生相關資訊也會在「留學

版」討論；另外，儘管亦有其他以不同學制為名的看板，惟大多使用率低下，

故僅納入「研究所版」。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在 2018 年 9 月 14 日至 2020 年 3 月 4 日之間，該站點

曾經停止帳號註冊，肇因於「浮濫註冊情況日趨嚴重」（鄺郁庭，2020 年 3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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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而在重新開放帳號註冊後，目前僅開放擁有國立台灣大學信箱的帳號申請

（批踢踢實業坊為台大學生設立，且伺服器架設在台大學術網路下）。但如上所

述，不僅在招募志願者時將注重多樣性，且尚有其它管道招募志願者，故依然

可以避免人數不足或抽樣偏誤的狀況產生。 

 

（二）社群網站 Dcard 相關看板 

  Dcard (https://www.dcard.tw/) 則是同樣面向大專院校學生的資訊、社群平

台中，被認為是 具代表性的後起之秀：「相較於 1995年推出的 PTT，在年輕

世代的大學生裡，Dcard擁有相當高的知名度，每月不重覆訪客超過 1,500萬

人，用戶分享的熱門文章經常被大眾媒體引用，每月吸引過 15億次瀏覽量」

（孫文彬，2020 年 4 月 16 日）也因此，在搜集大專院校的志願者時，批踢踢

與 Dcard 兩者應能發揮相當好的互補作用。與批踢踢相似的，儘管沒有專屬交

換學生的看版，但大部分相關資訊會在「留學版」中討論，另外亦有論題相對

廣泛且海納各校各級學生的「閒聊版」，故主要以此二看板為主要散佈目標。 

 

（三）社群網站 facebook 相關社團 

  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INC) 研究，知名社群網站 facebook

依然是目前全台使用率 高的社群平台（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20）。

其中人數 多的相關社團為「留遊學生交換學生交流園地」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EXCHANGEHIGHSCHOOL/)。此外，亦納入

「台灣歐洲交換學生 Taiwanese Exchange Students in Europe」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08048249394045/) 為散佈目標，在各地區中

唯歐洲有人數達千人以上的交換學生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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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訪者描述 

  後，本研究根據以上原則及招募來源，總共募得八名受訪者進行訪談，

基本資料如表 3-1 所示。 

  在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儘管目的國家分佈大致符合前文討論，卻沒有第

三大目的國美國出現。可能的解釋是，多數美國學校不像其他目的學校一樣，

只需支付國內學雜費，尚須另外支付一筆當地學費且多所費不貲。這可能是這

些目的地——特別是對需要貸款的學生來說——較不受青睞的原因。 

 

表 3-1：受訪者基本資料34 

編號 赴外當時學級 貸款方式 目的地 
訪問時間 

(mm/dd/yy) 

A 大眾傳播學群碩士 
挪用 

就學貸款 
中國 11/24/20 

B 管理學群大三 
挪用 

打工度假信貸 
斯洛伐克 12/14/20 

C 法政學群大三 
挪用 

就學貸款 
中國 12/28/20 

D 大眾傳播學群大三 
教育部海外 

生活體驗貸款 
韓國 01/06/21 

E 外語學群大四 
挪用 

就學貸款 
日本 01/06/21 

F 外語學群大三 
雙親 

勞工貸款 
日本 01/12/21 

G 工程學群大三 家中房貸增貸 瑞典 01/17/21 

H 工程學群大三 
挪用 

就學貸款 
捷克 03/11/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由於就本研究分析而言，並未在各部分發現受訪者性別具顯著性，故不在此表列。另，本文

中出現的所有第三人稱代名詞，無論指涉性別為何，皆使用中性的「他」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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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被輕忽的巧合：隱性共謀的基礎 

有人會說的「進入人生」，就是願意進入其中一種在社會上被認可的社

會遊戲，並且願意進行這種既是經濟層面也是心理層面的起始投資，

才能參與那些組成了社會世界的嚴肅遊戲。（Bourdieu, 1992／石武

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42） 

——皮耶．布赫迪厄《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 

  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提出了幾種鼓吹接軌國際的說法，或許可以將它們稱

之為一種名為「勇敢地出走」的言說。若要說這些說法之間存在著什麼關聯性

的話，那便是他們都熱切地以個人主義的觀點提倡出走，將之視為一種個人範

圍內的選擇，並形容為一種自我超越的嘗試。藉此所點出的，是我們將要進行

分析的第一個切入點，而那也是我們早已提出的大哉問：「每一個出走的案例都

是學生們充滿個人色彩的選擇」嗎？或者換一個說法提問：這些個別的個人選

擇之間並不存在任何的內在必然性嗎？ 

  按照勇敢出走的種種事蹟所描繪，「出走」是一種創造性的超能力，是一種

個人能動性的展現，它被形容成像是活力充沛地在一面純白的畫布上揮灑。但

相反地，根據第貳章討論所發現的卻是，這一切的實現與否，都遷就於一個人

的社會設定是否符合要求。 

  因此，起碼我們有義務為創作的畫布與畫材等，建立起完整的產銷履歷。 

 

第一節 潛在的同形對應關係 

（一）出身背景上的相仿：對受訪對象的初步描述 

  實踐的枝枒是從何萌生的？猛然一看，恰似回應沙特的侍者比喻，不同的

受訪者就像被拋擲進存有一般，在無情的絕對開放性之下，靠著某個時刻的靈

光乍現，做出和其他同儕有所不同的選擇，進而走上了貸款赴外交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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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問到選擇出國交換的原因，其中一位受訪者這樣說： 

那時候跟大學老師打個招呼說我上了研究所了——就是跟老師聊聊天

——當時就有一個老師跟我們講，你進研究所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把

英文弄好、第二程式語言，第三去交換。 

其實這個老師對我來說，在我心中的份量沒那麼重……只是一個禮貌

性去跟老師打聲招呼而已，僅此而已。不過其實他那句話我是記得

的，當初我不曉得是不是因為他跟我講這個東西，有播種一個種子在

我那邊。我不知道那個種子是不是來自於他，但確實有這段。 

然後接下來在研究所期間，好像是碩一下吧？我那時候就是剛好坐在

那個自己租屋處裡面……	 [平時看到]	系所裡面會有很多陸生，然後

你就會覺得，好像可以去、好像可以有一些交流。然後某一天我就突

然覺得，我不應該只待在這裡——就是那個小房間嘛，就是租屋的房

子——我就覺得我不應該待在這裡，覺得我應該要出去。（受訪者 A） 

正如同這段引文中受訪者 A 所描述的經驗，這樣的決定可能迸發自經歷的隨機

性，也可能來自於想法上突如其來的斷裂，從而便產生了與當下生活決裂的慾

望。無獨有偶地，受訪者 G 也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說法： 

因為我想要——這其實有點久遠——因為我的個性不太適合台灣的教

育系統，所以我就一直想要出國唸書。可是出國唸書就算你是獎學

金，但是機票啊那些我們家還是付不出來，所以我就放棄、就繼續臺

灣的升學系統。那唯一剩下可以出國的，就是交換。 

…… 

我就是很吵吧、很有想法，然後我都會直接講出來，所以老師會覺得

我比較討厭……我每一個階段都會有老師針對我。（受訪者 G）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36

 

 60 

天生反對權威、直言不諱的他，自幼便與國內相對保守的教育體制多有衝突，

在偶然間得知了歐美國家教育體制的相對自由後，種下了遠走海外的念頭。 

  也確實，綜觀本研究訪談的受訪者，從廣義的文組到理組，再從狹義的傳

播學群到外語學群，這些不同群體在校園中遭逢的生命經驗，以至於專業旨趣

上對於出走國際的想像，直觀想來並無特別值得一提、可能具有具顯著性的相

似性。拿受訪者 D 的經驗來說： 

主要因為我唸 [這間學校的] 這個系的話， [課程安排上] 可能到大

三、大四才會學到比較多專業、實務上的東西，那我就會覺得說，這

樣未來就業是不是不夠？是不是跟別人比起來的話，還要再多準備一

些能夠給人家看的東西？（受訪者 D） 

他有感於就讀科系難以提供完整的專業技能，便決定以交換作為替自身加值的

方式，這並非舉世皆然的一種遭遇。 

  這些分別做出的選擇，真是如此地從虛無中誕生嗎？這些決定之間並沒有

任何關聯性嗎？事實上，若往前溯源至這些受訪者的出身背景，便能開始發現

到一些幽微的相似性。一方面，他們的父母大多從事勞力密集的職業，或是以

自營的小型實業維生，普遍學歷則以高職、專科為主。相應地，在這些受訪者

的自述中都能發現到，源自於父母工作的型態，以及這些父母對學校課業的相

對陌生，大多數家庭都是採取放任的管教方式。另一方面，沿著成長軌跡來

看，他們卻也大多能在這樣相對平庸的社經背景下，取得中等以上的學業表

現、順利進入公立中學，再往國立或私立前段的大學就讀。 

  後，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相似性是，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是第一批有機

會進入大學的家庭成員。在他們的自述中，這樣的背景一方面強化了他們為自

己積累文化資本（或說更實際地，應被描述為前文所提過的一種「人力資本」）

的決心，另一方面卻也限制了他們規劃往後人生進路時的彈性：比起第二代以

後的大學生，他們往往將現實經濟考量放於更多的發展可能性之前，而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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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與劉若蘭與林大森（2012）的研究發現不謀而合。 

 

（二）同形對應關係：資本配置的意涵 

  前文曾經提到，在不同的社會遊戲中，倘若先不論特定行動者的特殊資本

存量，則三種 基本的資本形式便限定著（也奠基了）行動者能做及會想做的

策略（就像是進入一局遊戲的開局狀態一樣）。也就是說，相似的出身背景（社

會性開局狀態的給定）確實有可能影響著他們在未來的行動。若藉由父母雙方

的教育程度定義承繼的文化資本，並以雙親從事的職業類別定義來定義承繼經

濟資本，這些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可以歸納出表 4-135 

 

表 4-1：受訪者資本配置概覽36 

編號 
承繼的文化資本 

（父、母學歷） 

承繼的經濟資本 

（父、母職業） 

A 皆為高職畢 
共同經營 

小型印刷業 

B 皆為高職畢 
共同經營 

小型實業 

C 皆為高職畢 
共同經營 

小型店舖 

 
35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社會資本之所以並未在此處被討論是因為，一方面，社會資本較常是一

個中介變項也較難被量化，故往往難以在社會位置空間的圖像中顯明，也因此無法歸納進前述

的討論中；另一方面，儘管社會資本可能會一定程度地影響世界主義場域的幻象構成與實踐實

務（譬如旅居海外的親友為其帶來吸引人的海外印象，或提供跨國資訊、經濟上的資助），但所

有的受訪者都表示，他們的家庭並未擁有任何與海外連結的社會關係存在，故並無可供進一步

分析之處。只能說，相較於社會資本優渥者，他們並沒有能夠錦上添花的關係存在。最後，根

據劉若蘭與林大森（2012）的研究，以國內的狀況來說，社會資本對於大學生的生命歷程並未

造成顯著影響。 
36 因較少統計方面的介入，本研究無法像正統布赫迪厄研究一般，對比社會母體狀況、計算量

化的數值指標 (index)，來定義各項資本的百分比位置。在此，本研究暫以描述性方式呈現他們

繼承的資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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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續） 

編號 
承繼的文化資本 

（父、母學歷） 

承繼的經濟資本 

（父、母職業） 

A 皆為高職畢 
共同經營 

小型印刷業 

B 皆為高職畢 
共同經營 

小型實業 

C 皆為高職畢 
共同經營 

小型店舖 

D 
父：高職畢 

母：大學畢 

父：保全 

母：業務 

E 
父：專科畢 

母：高中畢 

父：零工→計程車 

母：工廠工人 

F 皆為高職畢 
父：白領受雇職員 

母：白領受雇職員 

G 皆為高職畢 
父：白領受雇職員→零工→技術工人 

母：褓姆 

H 皆為高職畢 
父：零工 

母：會計事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僅管家戶所得或是雙親各自的年薪等資料難以取得——大多受訪者不願或

無法明確告知——但藉由參考綜合了不同參數的「臺灣地區新職業聲望與社經

地位量表」（黃毅志，2003），我們可以略以社經地位的第等，發現這些家庭的

經濟資本存量會集中在五等分中的二、三等間37。而相近的教育程度同樣意味

著相似的文化資本存量。 

  典型的布赫迪厄研究中，時常會藉由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的存量及比例，

 
37 必須補充說明的是，部分父母職業難以完全套入此量表中。首先，部分父母是自營小型實業

者，由於他們都以特定技術傾向為主、未僱有員工，加上並未掌握產權等生產資料，將其歸於

第三等中。另外，對比受訪者的描述，以零工謀生的幾位父母，其薪資水準並不似「生產體力

非技術工」，較有可能從事已出師的板模工人或其它營建工作，在此將其列入第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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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描繪出不同個體在社會場域中的分佈狀況，並將個別位置稱為社會空間位

置。社會空間位置的意義在於，它能藉由資本配置的相近性，來歸納出不同的

社會群體。而這樣的社會群體歸類方式，在許多不同場域中都能產生具有顯著

性的對應關係 (Bourdieu, 1979/1984)： 

簡單來說，如果「天生我材必有用」，如果統治階層裡的每一個次集合

都有自己專屬的藝術家及哲學家、報刊與評論——就像他們都有各自

的髮型師、室內裝潢師與裁縫師；又或是，如果像藝術家往往會說的

那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市場」，風格再怎麼邊緣的畫作最終都能找到

買主，這並不是什麼刻意為之的結果，這不過就是兩個基於差異的系

統產生交會罷了。(Bourdieu, 1979/1984, pp. 231-232)  

  布赫迪厄將這樣的現象稱為「同形對應 (homology [homologie])」關係。他

認為在不同的社會遊戲（亦即不同場域）中，不同的社會群體分佈位置時常是

高度的趨同。換句話說，不同群體在特定場域空間裡所佔據的位置，彼此之間

的相對關係時常與其它場域的樣態有所關聯——甚至重疊。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來說，他在調查職業類別與消遣娛樂間的關係時，便發現消遣上的品味與個別

職業類別（以及階層位置）有著高度的正相關性。布赫迪厄之所以看重不同形

式的資本及其存量，正是因為想藉此瞭解社會的階層化是否源於這多重因素的

影響。而這些不同場域中的同形對應狀態，一方面穩固了階級結構，另一方面

也建立起階級結構的合法性。 

  按照這樣的觀點來看，一方面這些家庭在社會空間中佔據著相鄰的位置；

另一方面，當他們在一個世界主義實踐場域中，因為相同的實踐做法帶來相鄰

的座標時，便指出了兩個場域間同形對應關係存在的可能性。 

  這層關係如果確實存在， 容易被預期的理由之一，或許在於以貸款者作

為研究對象的設定，預先圈定出了特定經濟條件以下的對象。然而，如果單單

貼上缺乏經濟條件的標籤，非必要的貸款理當並非上上之選。實際上，經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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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侷限並非扁平的，應該可以更細微地討論什麼樣具體的經濟程度（再加上

其它場域的交互影響），促成了實踐的誕生。我們要探問的是，這樣一個恰好而

特定的社會空間位置（既非富裕亦無法稱為真正的窮困，既非書香世家亦非文

化上的無產者），將賦予這些受訪者什麼樣的特性（來自於什麼樣的社會軌跡的

哪一種實作感），來做成這樣的實踐。而這便是此前被輕忽的巧合。 

 

第二節 步入幻象的足跡：社會軌跡的研究 

  布赫迪厄指出，在出身背景與社會軌跡交織下，實作感於焉而生。我們在

緒論中提到，不少傳統明星學校或知名私校學生，在高中畢業後就直接往國外

發展、攻讀海外學歷。這樣的例子除了讓我們感受到，社會軌跡上的遭遇（譬

如就讀的學校）會為他們帶來生活風格，也令我們思索出身背景可能賦予他們

對患難更高的容錯率：「機會開放」（或描述為經濟資本對文化資本換匯的空

間）。循此，兩個歷史在他們身上交會，讓他們主動地佔據，並活化這個位置。 

  對比早早獲得向外發展秉性的「天之驕子」們，這些出身相對平庸的受訪

者，他們的出身背景與社會軌跡是如何隨後創造出選擇赴外的秉性的？出國是

合理的這種想法是如何「長出來的」：出國是值得的、合乎經濟考量的，以及出

國是好的——遁入世界主義的幻象，這將是兩個相互影響的層面。 

 

一、出身條件的整體限制	

（一）教養方式的社會意義 

  我們已經討論過實作感是如何地受到社會軌跡影響。而自然地，出身背景

的設定大幅地影響著社會軌跡，儘管不若函數一般有著絕對的輸出值，仍有劃

定發展傾向的效果存在。父母親對子女的教養方式——甚至是家庭共活的方

式，是形塑實作感十分直接的一種媒介。同時，這樣的一種「傳播方式」，令父

母在自身位置上發展出來的實作感，也將多多少少往下傳承自子女，進而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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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有機會獲得相同／相似位置的秉性，進而對該位置產生認同。 

  在社會位置空間的不同位置上，教養方式有什麼樣的差異性存在？或說這

些教養方式為社會位置空間的結構維繫或變遷，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藍佩嘉

（2014）針對教養方式進行的調查性研究發現，不同社會位置的教養方式確有

不同的特定傾向存在，並一定程度地影響著階級複製。在此研究中，藍佩嘉抱

持著和布赫迪厄相近的理論假設——即教養會帶來階級複製效果，但發展自策

略的不同實踐，亦確有其隨機應變的空間38。藉由實際進入田野搜集資料，藍

佩嘉歸納出四種具有普遍性的不同教養腳本（見圖 4-2），可以供我們參照。 

 

圖 4-1：親職場域意涵暨受訪者在場域上的位置 

 

 

資料來源：參考藍佩嘉（2014）架構並由本研究自製 

 
38 該研究者強調對「個人生命史（即本研究所指的社會軌跡）」的重視，可以幫助我們察覺存

在於代間傳承的慣習演變。在這個面向上，他對布赫迪厄的結構主義傾向提出批判，認為其未

能關注到相同社會位置實有可能做出不同實踐。然則，正如我們在第 2-3-1-1 節做過的說明，藉

由策略的方式來彈性地理解實踐，布赫迪厄一向採取的是生成式結構主義思維，而非教條式的

結構主義。此外，對社會軌跡的重視，也會在布赫迪厄進行特定個案探討時被發現。 

培育階級流動力 

培育國際競爭力 

父母資本總和 

益品追求 

自然發展 

益品追求 

競爭流動 

高 

低 

規劃自然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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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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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所示，這些腳本分佈在由「父母的資本總和」，以及「參照之益品概念

的傾向」兩軸構成的四個象限裡，藍佩嘉並將此稱為「親職場域」。在此，藍佩

嘉所使用的「益品 (goods)」概念，指的是選擇什麼樣的標準作為好的、良善的

參照：他區分出兩極的「外部益品」和「內部益品」，前者服膺於社會普遍價

值、視社會認定的生涯發展優劣為標準，後者則傾向令孩子自適地發展出屬於

自身的價值。而在資本總和的限制之下，第一與第四象限、第二與第三象限之

間的差異，在於是否能提供孩子積極的幫助：無論是要積極輔佐孩子飛黃騰達

或適性發展，在上方的兩個象限都有更多資源能夠順應地施展。 

 

（二）放任與協作之間的教養：特定的教養方式場域位置 

  對比藍佩嘉所提出的四種腳本／四個象限，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受訪者們座

落在一個有待定義的位置。 

  如前所述，當談到成長過程中和父母親的互動時，受訪者不外乎以「放

任」來形容自家的教養方式。談到教養，其中一位受訪者是這樣講的： 

就其實家裡開店，爸媽平常大概也沒什麼時間管我們吧。一方面也是

自己，自己唸書成績大概都在中上，所以算是偏放任吧。（受訪者 C） 

他們也都以彼此相似的邏輯解釋，認為受限於技職教育背景，父母往往無法在

普通高中（甚至是國中小的基礎學科）的課業上，給予太多的幫助與督促： 

因為可能我爸跟我媽學歷都不算高，但我跟我姐都是讀一般高中體系

上來的。然後他們對這些課業內容比較沒有太大的概念，所以我們從

小就都是靠自己，但至少高中考到的算是蠻前面的學校（受訪者 F） 

連帶地，因為對孩子所屬教育體制的陌生，這些受訪者的父母也較少介入他們

的升學進路選擇，甚至是出國交換的決定： 

他們其實就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我想去他們就支持。唯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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嘮叨的反而是說，他們就覺得我是一個講話很大嘴巴的人，然後覺得

中國那邊環境可能比較要注意——大概也是因為前幾年有李明哲的事

情——他們就會叮囑我說講話要小心一點。（受訪者 A） 

  乍看之下，他們的親職樣態會被歸屬於第三象限中——是一種「放水流」

的教養方式。但教養並不只限於進學方面的互動，還要包括整體的親子溝通方

式以及其它課題。或許是較看重教養二字中的教育部分，讓這些受訪者在回應

上以「放任」兩字來簡單表述。但實際上，我們受訪者 A 所提的分享中，其實

顯示出父母不是撒手不管，而是以一個提點或協助者的角色現身。在他們描述

的不同生活細節中，我們還會看到更多親子互動上「不那麼放任」的部分。 

  藍佩嘉指出，文化、經濟資本高度缺乏的勞工階級在教養上往往是消極的

——是以不要失敗為前提進行的。但相對來說，本研究的受訪者所描述出的親

子互動，卻充滿著積極的互動，在許多教養的細節上實是帶有中產階級家庭的

「協作」特性。 具體的特徵之一是，在問及家庭是否帶有威權特徵時，絕大

多數的受訪者否定這樣的描述方式。儘管是其中家庭經濟狀況 為困頓、領有

低收入戶證明的受訪者 D，也表示在絕大多數的時候，都能跟父母進行對等、

理性的溝通（「家裡有什麼事情大都是用討論的吧我感覺，其實我做這些決定他

們也不太會有太多反對意見。」）。在談到家裡「管教方式」的時候，受訪者 E

給出這樣的回答： 

其實算是不太會管我們吧，頂多就是作業寫完之後才能看電視這樣

⋯⋯而且其實從小我是跟著我爸在打電動的，所以他大概也不太好管

我吧！（受訪者 E） 

談到父母鮮少介入他們的生活選擇，他們會把這樣的親子關係形容成像朋友一

樣。對比藍佩嘉所指出的，勞動階級父母往往複製上一輩的教養腳本，而中產

階級的父母則有更多的折衷與辯證在其中。這些受訪者的家庭事實上呈現了一

種相對摩登的親子關係，恰似林文瑛、王震武（1995）所提出，晚近父母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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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養上選擇的一種「類平輩關係」。 

  此外，在呈現出趨於內部益品的樣態時，父母採取的態度更具體地來說其

實是介於上層象限與下層象限所代表的勞動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藍佩嘉對於

勞動階層父母的內部益品式教養，是這樣描述的： 

在光譜的左端，父母採取「順其自然造化」的態度，期待小孩可以完

成基本學歷，將繼續升學 [與否] 視為個人資質的自然發展；如果小

孩被體制認為是可造之才，父母便會支持繼續升學（台語所說的「可

以讀就讓他讀」）。（藍佩嘉，2014，頁 129-130） 

一方面，文化資本的相對缺乏，讓他們不見得有辦法為孩子自由發展出來的秉

性提供建言或指引，但他們卻有著相較之下足堪支出的經濟資本餘裕（這甚至

可能是指信貸的信用額度），來讓孩子做他們想要的發揮： 

我其實沒有上過什麼課外的才藝班耶，像人家學鋼琴什麼的其實沒有

——啊有啦，我小時候、國小的時候，我媽有花錢讓我去學相聲。可

能就也是覺得我蠻會說話的吧，那時候就有學了一陣子。（受訪者 A） 

那時候學校是 [宿舍的] 整筆錢要先匯過去，總共要 30萬、台幣。然

後那時候就沒辦法，那時候我爸跟我媽是去貸勞工貸款——一個人好

像最高 10萬的樣子——就貸了 20萬，然後剩下 10萬再湊一湊這樣

子。（受訪者 F） 

那時候是我媽用房貸再增貸，其實是跟學業是完全無關的 [貸款方

式]，然後我媽幫我借了 70萬出來。[研究者：所以你爸爸媽媽也是很

支持你出國？] 我媽那時候就是說，你確定要去、你確定的話趕快跟

我講，因為我辦這個也要時間。（受訪者 G） 

無論是受訪者 A 提到自己國小時母親支持他參與相聲才藝班，或是受訪者 F、

G 利用了父母的貸款能力讓自己的交換計畫得以成行。這樣的態度不僅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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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讀就讓他讀」，更是如果真的有機會「可以」，就大家一起讓這個「可以」的

可能性實現。 

  這部分也點出了 能讓他們與勞動階級教養腳本拉開距離的特性，也就是

他們「並沒有呈現出台灣勞工階級父母主要朝向智育為主的『單食教養』 

(univore cultivation)」（同上引，頁 128），不會只重視學校要求的智育。某些時

候，他們或許受文化資本侷限，有著不同於上層象限家庭的想像，譬如受訪者

H 提到的經驗： 

當初有一點——是從來沒有到爭執，他們從來對我未來沒有過意見—

—但是他們有一點、有一點疑問就是，我那時候交換回來也有做專

題，那專題教授就希望我可以繼續在他那邊——在理工科這蠻常見的

——然後很希望我直接進博，就大學直接跳博士。 

然後我就回家跟我媽講，其實那時候我有考慮過，那我媽就說為什麼

你不念博士——因為我那時候就想一想我還是想出國念碩士，因為我

不想要念博士——然後他們好像還是覺得唸越高越好。 [研究者：所

以最後還是以你的意見為主？] 對啊還是以我意見為主，因為書是我

在念的啊。（受訪者 H） 

儘管在規劃往海外繼續升學的時候，父母曾想說服他把握教授提供的碩博合唸

機會，穩定地取得傳統認知中的高社經地位，但他們依然終極地保有對孩子的

完全尊重，在受訪者 H 做出決定後，給予百分之百的支持。 

  當然，在這份關於教養的研究中，還有一個能為我們提供洞悉的重點是，

他點出了一個完整的中產階級家庭，可以如何提供出外秉性的優勢： 

中產階級區辨秀異的方式在於，他們在教養上追求多元發展，而不只

是獨尊智育，期望或想像子女的未來目標是國際競爭，而不只是國內

流動。（藍佩嘉，2014，頁 13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36

 

 70 

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存量，讓他們足以洞察社會趨勢，並有機會活化社會趨勢

所提供的機會。這自然也可以在前述受訪者 H 的例子上看到，儘管不盡然形成

阻力，但確實無法帶來助力。 

  也因此，一方面這些受訪者受到的教養風格，大抵趨於親職場域的左側，

以內部益品為主。另一方面，在縱軸上呈現出的態樣，則可以說是對中產階級

與勞動階級教養模式的一種雙重否定：落在一個透過與這兩者顯示差異，所定

義出的位置。這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受訪者的實作感如何產生。可以補充說明

的是，部分受訪者提到了曾發生過的家道中落，父親或母親的職業曾發生過階

級上的向下流動（譬如從白領變成藍領勞動者），抑或是因為失敗的投資等不同

原因削弱了他們的經濟權力： 

我們家有輝煌過，就是我爸 [那個時候] 是業務嘛。然後就是有賣球

證，高爾夫球證，然後他就有做得很好。所以的確有一陣子是，我們

家還有一起出國，我們家四個人一起去韓國，大概國小三年級的時

候，就那次。但後來就，因為我們家其實是國共內戰過來的，在這邊

是沒有祖產，就都得要靠自己賺⋯⋯那現在其實就，也算是親戚的問

題不少，就你賺多少就全部都得付出去。（受訪者 G） 

或許可以推測在這樣的轉換中，產生了不同秉性的嵌合體，進而造就出他們獨

特的教養方式場域位置。整體來說，這些家庭都無法實現財富自由，卻也不像

藍佩嘉所觀察的勞動階級家庭一般債台高築。 

  後，關於文化資本承繼與進學路徑的關聯性，在布赫迪厄研究中的許多

實例都指出，承繼的文化資本落差會導致學生進學路徑的差異。幸而，至少直

至大學以前，課外活動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並未在國內傳統升學制度中

扮演重要角色。無論國中升學面臨的基本學力測驗，或是高中升大學的指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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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試都有相對明確的課綱範圍存在39，因此限制了文化資本能造成影響的效

力。而在升學路上保留的空間，也為他們在往後獲得向外發展的秉性——走入

幻象——留下機會。 

 

（三）逐夢的犬儒：出身背景的禮贈與詛咒 

  這樣一種特定的出身背景，為他們的實作感——特別是在逐夢海外的層面

——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下培養出了什麼樣的秉性？ 

  什麼是對於兩種典型階級教養模式的雙重否定？也就是既非總是單單以活

下去為考量，亦非總是能毫無限制地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一般來說，對文

化場域與經濟場域的投入時常呈現對反關係 (Bourdieu, 1983)，也就是說以文化

場域內的經濟邏輯處事，時常會與主流經濟學式的經濟邏輯產生矛盾。起碼，

總是需要有孰輕孰重或是孰先孰後的思量——無論這源自於機會的有限性（有

限的資金要投資汽車工業還是電影產業），或是象徵資本上的有效性（淡泊於名

利更顯其高度）。 

  而在前述上層象限與下層象限的對比中，無論是場域的左側或是右側，都

可以看到文化與經濟場域間的取捨不斷發生——選一份能安定、飛黃騰達的工

作／選一份未來可能有前瞻性的工作；讓著孩子從事一些不用花錢的消遣／帶

孩子培養他有興趣的才藝。這同時也是機會開放與結構限制的對反，令中產家

庭更有機會贏得文化場域中的機會。 

  回過頭來，拿受訪者 D 來說，確實可以在他身上觀察到一種非此非彼的秉

性。一方面，儘管父母從未有過外部益品式的要求，但如同我們在前文提過

 
39 必須額外說明的是，隨著近年來教育制度的持續變遷，課外活動的影響力確實不斷增加。一

方面，「一綱多本」的做法進一步模糊了考試範圍的邊界；另一方面，學科能力測驗的錄取員額

比例，近年來持續趕超指定科目考試，而其所要求的備審資料和面試表現，都不存在同一的標

準。這兩個因素雙雙加大了文化資本介入的空間，但起碼對研究所及的受訪者來說，他們得以

在變遷加劇以前，完成升學的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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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時常思量著就讀科系賦予的技能，能否有效地讓他在社會上謀職，能否

為他帶來穩健的下半輩子。但另一方面，他從不排斥對文化場域的追求，他願

意在報酬並不直觀的出國交換上投下資本，以探索的方式尋找為自己加值的可

能性；他廣泛的興趣還包含著撰寫部落格，以及一般來說進入門檻較高的專業

人像攝影。 

  在此，自幼適性發展的空間確實為未來將獲得的不同幻象（無論是影像創

作或是接軌國際）保留可能性。但儘管並非時時捉襟見著，經濟上的顧慮依然

在許多時候為他們設下限制， 好的例子或許是，不少受訪者都需要在一些時

候捨棄文化場域的可能性，投入時間成本、仰賴自身的勞動來維持生活所需，

作為父母微薄資助外的補充（誠然，「經濟權力首先是一種遠離經濟需求的權

力」）。他們始終在經濟思維與非經濟—經濟思維間擺盪。 

  或許 殘酷的狀況是，父母有意願資助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願意避免他

們陷入經濟場域思量的流沙中，但正因為孩子深知這樣的做法，會帶來超出了

家裡經濟能力應有的負擔，便婉拒了父母的善意。受訪者 E 在談到自己的哥哥

選擇去唸警專時，曾說到： 

他大概有 80%是因為家裡經濟因素，所以這麼決定的。 

⋯⋯	

其實我爸媽當初是很反對的，畢竟大家都知道當警察真的很危險，也

一方面他的課業成績其實算是中上。（受訪者 E） 

  在種種因素調控下，這些受訪者呈現出了一種「犬儒式的認同」：他們都理

解文化場域的投入能帶來豐碩的報酬，不僅對純粹文化資本的報酬有所認同，

也知道這樣的報酬時常是可以在未來被兌現的；但他們也都認為經濟上的限制

無法輕易突破，不如以眼前的安身立命為首要目標。儘管前半段的訪談中，受

訪者 E 興高采烈地說著在彼方見聞的圓夢回憶，並說希望還能有機會繼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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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但一旦問到畢業後的打算，也便收起玩心、直白地說：「就是想要趕快去

工作」（受訪者 E）。這些受訪者也會認為，某些狀況如果出身背景不同，他們

可以有更好的發展，但正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能夠做的有限，所以做了折衷。就

算是受訪者 G，他不斷地提到自己與國內教育制度有多麼地格格不入，但深知

出外留學是無力負擔的選擇，便決定以交換的方式，「起碼要趁學生時期體驗

過」（受訪者 G）、過過乾癮也好。進一步問及畢業後的打算，他說海外工作或

升學從來不在自己的規劃中；然而，一旦換一個方式提問，問說既然覺得國外

是更適合自己個性的地方，為什麼不會考慮往國外發展，他是這樣回答的： 

我不排斥但也沒有這樣的規劃。其實我有點想、可是我家人都在這

邊。對我來講，就是家人其實比這些都還要，怎麼講⋯⋯（受訪者 G） 

受訪者 G 在停頓之後沒有繼續回答這個問題。事實上，從他的語氣中可以感受

到，他對繼續留在國外發展是有渴望的，但追求「安定」的拉力一直都在。 

  或許值得在此作為補充引述的，是受訪者 A 如何談論自己的學習態度。被

問到大學是否曾經考慮過出國交換的時候，受訪者 A 沒有直接回應，反而是繞

了一圈先說明自己大學的學習狀況，再以此說明自己當時的心態： 

就是因為私校學費超貴，然後家裡的狀況自己要負擔自己的生活費，

那你一定要去打工啊，那你去打工你時間就貢獻在打工上面。其實說

真的，我大學重心都在賺錢，我沒有在顧課業。我可能考前兩個禮拜

——在我們學校其實沒有人在唸書的——那我考前兩個禮拜準備唸

書，其實我隨便念都可以唸得蠻前面的，就是認真的。就是你還有上

課，本來就是習慣會抄筆記的人，那這只是延續我高中時期的上課情

況，所以我在在校成績很好。 

然後當初我還是會翹課，我也會作弊，反正就是都會。那只是說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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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40的課，就是可能例如說，可能會拿 100分的課，大家都拿 100

分；但會拿及格的課，可能只有、一個班只有三個，我是那三個之

一，其他人都會不及格，我所以我的成績是這樣上來的。（受訪者 A） 

他提到面對經濟的考量，大學時沒有把太大的重心放在課業上，進而也不曾考

慮過出國交換。透過鋪陳作弊、翹課，甚至是自己消極的學習態度，他想要強

調的是，儘管對違紀或不那麼積極的行為，他自有道德上的評價，但他也知道

潔身自愛不如安身立命，而這毋寧也是犬儒展現的一個面向。 

  至此，犬儒思維讓他們和禁慾的康德真人拉開了距離41。以康德的判斷力

來看，純然投入經濟場域的秉性，是無法將基本需求的驅力昇華，無非是飽暖

思淫慾的狀態，難以追求真正高貴、有文化價值的素養： 

所謂文化性愉悅和肉體性愉悅（或稱作原始狀態 [nature]）間的對

反，植基於所謂有素養的布爾喬亞與一般大眾間的對立——後者便是

紮來代入未經教化之原始狀態的稻草人，他們在這樣的想像中野蠻地

縱情於純粹的淫慾：「那種要靠額外魅惑成分和濫情才能滿足，更別說

還把這些當成評判標準的品味，根本是種還沒脫離原始的野蠻。」42 

(Bourdieu, 1979/1984, p. 490) 

而這些受訪者僅管有著對文化場域的追求，卻無法完全擺脫經濟場域的拉扯，

進而完成「倫理優越性的試煉」，便也無法真正企及康德的「道德高度」。 

  他們的秉性可以讓他們讀懂康德的倡議，卻無法有效地達成。這同時讓他

 
40 意指授課老師評分比較嚴格，在打分數上比較「心狠手辣」的課程。 
41 在古希臘時期，犬儒 (Cynics) 學派實是主張禁慾的，他們希望藉由屏除欲望，來追求思想

上的獨立自主。但在近世的語境中「犬儒主義」(“cynicism”) 產生了些許反轉，譬如在斯洛維

尼亞哲學家紀傑克 (Slavoj Žižek) 的詮釋中，便挪用了古典犬儒的普遍懷疑態度，來指陳近人

的一種既瞭解資本主義體制之害，亦同時在深知無力反抗下更加深陷其中的狀態 (Žižek, 2008, 

p. 26) 。本文在此便是指涉此種當代犬儒主義。 
42 引號內引文為布赫迪厄引述康德的《判斷力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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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為接納世界主義價值觀做好了準備，卻也使他們難以真正成為世界主義場域

中的優勢者。如果藉布赫迪厄的場域理論來詮釋，一種犬儒的心態毋寧是藉由

一個場域的幻象看穿另外一個場域的幻象後，卻依然無法同時走出兩者。兩相

對比就能發現，從 開始客觀社會位置開始，就不斷地在拉開這樣的「高下距

離」，他們從一開始便失格於一種理想上的世界公民了。 

 

二、在限制下走入幻象：決定性的生命事件	

  回到我們在稍早之前提到的《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來說，從小在學校

教育中能接觸到世界主義思想的機會多不勝數，並充滿著各種學習世界主義秉

性的「儀式」。曾經經過這個階段的人，或許多多少少能夠重複他被賦予的操練

（按照課本的課文，用外語跟陌生人閒談天氣），但擁有知識——無論顯明或是

默會的——並不等同於已走入了幻象。舉例來說，設想一個能夠得體地參與部

落儀式的人類學家，他確實瞭解部落的各種內部邏輯，但在他真正相信祝禱儀

式確將帶來豐沛降雨以前，他並不能說真的已經走入了幻象之中——並不能說

他確有以部落內部的利害關係邏輯，理解自身參與儀式的行為本身。 

  相反地，走入幻象則意味著我們不僅投入了場域的利害，更表示我們有能

力重新組織過往取得（或曾無關痛癢）的知識，並用它來投入場域中的競逐遊

戲，讓它成為能過關斬將的利器——讓他們從原本毫無意義的冷知識，成為攸

關利害的熱知識。在這個意義上，或許每個人都有機會獲得知識，但不是每個

人都有機會讓沈睡的稟賦甦醒，使其成為他有機的秉性。 

  某些生命事件在此帶著必然性地恰好發生了，便有意無意地形成了一種

「成年禮 (rite of passage43)」，讓他們取得了走入幻象的前提要件。 

 

（一）經濟條件的解封 

 
43 直譯即為「通過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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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章開頭引文中提到，很多時候我們口語上說的「進入人生」（或是想像

一種「開始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任」這樣的說法），指的就是選定一種（或多種）

社會遊戲，並開始能嚴肅投入其中的時刻，而這似乎也正是對走入幻象 好的

描寫。 

  然而，這樣的投入總是伴隨著成本，便也總是伴隨著關於投資的思考——

無論是指純粹錢財經濟性，或是涉及多種不同資本的長短期匯兌——有關於這

一切是否合算。也正是在此，我們發現到，對這些受訪者來說，能走入幻象的

其中一個重要轉折點，是經濟限制上的解封。也就是因為各種不同狀況的發

生，讓他們重新審視了關於經濟權力44的狀況，並產出了與過去斷裂的思量方

式。 

  經濟條件曾經如何阻止他們走入幻象？一個 能解釋的情況是，這些受訪

者至少在高中畢業以前，都未曾將出國就學納入考量過。事實上，受訪者中不

乏全台各地明星高中的學生，以受訪者 B、C、E、H 來說，他們都就讀於成長

縣市第一或第二志願的學校。不若緒論及本節開頭曾經提到的，明星高中學生

及早選擇向外發展的例子，他們看重世界主義資本的時程可說是「大器晚成」。

對此，所有的受訪者都解釋說，從小的認知就是認為出國就學是遙不可及的。

一個例子可能是受訪者 F 的說法，他恰好提到自己曾就讀過雙語幼兒園，於是

研究者便追問那為何大學以前沒有過出國的想法，他邊笑邊直白地說到，「因為

就沒有錢啊！」（受訪者 F）。這樣簡短的答覆儘管帶著笑意，但也訴說著這確

實並非他們的家庭狀況可以「妄想」的。 

  而這樣的條件之所以能解封，其中一種狀況來自於一個令人略感意外的巧

合，那就是不同受訪者生命中首次的自由行經驗，這發生在受訪者 A、D、F 的

身上。這些受訪者分別都在高中上大學前，或大學中的寒暑假展開了他們第一

 
44 本研究中「經濟權力 (le pouvoir économique [economic power]」一詞，同於布赫迪厄的用

法，其經濟專指狹義財力方面的經濟，非指廣泛特殊資本的經濟。為免訛誤，在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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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海外自由行。被問到既然曾經覺得出國遙不可及，那是到了什麼時候開始

改變想法的，他們都提到了他們的那一場旅行。譬如受訪者 A 便說： 

我覺得是因為大學去過日本也去過韓國。因為那時候真的有存到錢，

我就問找我的大學朋友說，「欸多少錢以內的預算啊？」那因為出國大

概三萬四萬，其實我打工三年四年下來，是可以存到那筆錢的⋯⋯就

覺得這好像是不用靠跟家裡拿錢也可以辦得到的。（受訪者 A） 

這使他們開始意識到，所謂接軌國際相關的實踐，是他們有機會可能參與的。

同時，這也是一個受實作感影響的時刻，作為一個在生命中缺乏跨境旅遊經

驗、在生活風格中缺乏這個面向的人，便是要等到被同儕詢問時，才會對此有

所關注並開始有所瞭解（以至於發生斷裂）。僅管這並不表示他們減少了對經濟

場域的投入，僅僅是他們重新認識了不同選擇背後的條件。 

  值得為此補充說明的是，無論他們後來前往交換的國家是中國、日本或捷

克，這些受訪者首次自由行的經驗都是前往日本。而廉價日本航線在台灣的興

起，他們恰好躬逢其盛。在 2013 年前後，數間日商廉價航空進駐，並刺激了廉

價國航出現，自此開始有人視東京為台灣一日生活圈的範圍（甘芝萁，2015 年

11 月 2 日）。所以也確實在客觀條件上，產生了他們能完成過去無法完成之實

踐的機會。這樣的趨勢同樣發生在 2014 年中東航空公司來台拓點，令前往歐洲

的航線開始有更多也更廉價的選擇（游琁如，2013 年 12 月 19 日）。這樣的社

會背景為往後的交換之旅提前做好準備。 

  個人的旅遊經驗或許依然多多少少帶著隨機性色彩，但在進入大學後，開

始有了交換本身作為選擇的認識，則可以一體適用於所有人身上，這同樣是一

個受實作感影響的例子。在進入大學以前，他們缺乏對於交換可能性的想像，

受訪者 F 恰如其分地說明了他的例子： 

小時候就覺得⋯⋯可能還沒有真的交換這個概念。然後到了大學的時

候，因為學長姐在分享 [交換經驗] 的時候，他們一定會分享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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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就是生活費。然後那個時候算才覺得說，好像其實並沒有這麼困

難。（受訪者 F） 

在增加了交換作為一種選擇，並意識到這種選擇有著相對寬鬆的經濟要求後，

他們便更有機會開始思索有關「接軌國際」的實踐。這是在實際生活需求下帶

來的生活之風格化，而且只有在能夠發揮操練作用的這種生活出現在他們生命

時，才會帶來這樣的發展。 

  這些案例說明的是，如何因為與實踐之間距離的改變，使得他們從原本無

關痛癢的態度，開始有了對這些事物認真以待的可能。在此，這當然是一種廣

義文化資本增長帶來的發展，又或許可說是一次文化資本對經濟資本換匯的時

刻：正像是知道哪邊有特價商品，因而得以為自己省下幾分錢一樣。此外，這

當然也要歸功於他們的教養方式，讓他們在文化場域的投入上可以預留空間。

這些因素都為走入幻象提供了良好的先決條件。 

  後，比較特別但依然有所關聯的案例是，受訪者 D、E 都有較年長、已

經進入社會賺錢養家的手足，能夠提供協助。譬如像受訪者 D 便提到： 

辦貸款的時候，其實我爸媽的狀況好像不符合資格，那剛好我姐已經

工作一陣子了，所以其實是拜託我姊幫我作保。（受訪者 D） 

這也一部份不僅可以提供一份額外的奧援，也讓他們在投下經濟資本時可以稍

加寬心，不會有壓垮家庭的罪惡感。這也客觀地減少了與實踐之間的距離。 

 

（二）獲得秉性的契機 

  正如我們一再提到的，走入幻象 核心的徵象，依然在於一個人是否開始

看重了場域中的利弊得失。而對此，走入幻象 基本的要求，是擁有能夠辨別

利弊得失的秉性。當然這樣的秉性並不必然要和經濟權力掛鉤，沒錢出國也可

以參與在世界主義場域當中，或許透過在國內關注國際大事這樣的方式。前面

所談的，或許可以說是描述取得秉性之可能性提升的背景。而接下來則必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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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這些秉性具體上從何而生。 

  旅遊的經驗依然是很能發揮說明功效的例子，受訪者 H 是這樣說的： 

就是去了之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契機吧！去了之後就想要看更多。然

後剛上大學就開始看，看還有沒有一些能夠出國的機會，因為就會覺

得出國好爽喔！（受訪者 H） 

對受訪者 H 來說，這趟旅行不僅讓他重新審視了接軌國際的合理花費，同時也

讓他體驗到了世界主義場域中利益的甜美，認識到了探索異地未知事物能帶來

的樂趣——用 通俗的語言來形容，這彷彿是讓他「開了葷」一般。 

  確實，對於不少受訪者來說，直到大學以前，都缺乏取得這種秉性的機

會。正如我們曾在第貳章第二節的不同研究中看到的，自幼的耳濡目染是帶來

這種秉性 普遍的方式。而這也可以反映在前一段中提到，中產階級家庭與勞

動階級家庭教養方式的差異上：如果從未接觸過相關的環境，如果從未接觸這

樣的生活，引致生活的風格化，那相關的利害自然無關痛癢。 

  至少，在生命歷程較近的時間點（大致可以說是進入大學前後），他們開始

有更多機會在生活中接觸到相關的資訊。比較直接的例子是就讀外語學群的受

訪者 E、F。作為一個實地演練並進一步增進外語技能的機會，出國交換是大多

同儕會考量的選擇，也很容易接觸到學長姐的各種分享。所以除了相關資訊充

分以外，確實在系上也會瀰漫著這樣的一種氛圍，這成了孕育他們相關秉性的

良好環境，無論是對彼方的好奇或是對「移動力」的重視。 

  其實，就算不是語言科系，大部分的受訪者也同意，出國交換、遊學、留

學，甚或較少的時候是打工度假，這些都是學生間閒談時常被提起的話題；或

是回到受訪者 A 所提到的，大學校園中多有機會親身遭遇外籍學生，這都讓大

校園裡充滿著鼓勵培養秉性的機會。需要額外說明的是，確實也有例外，譬如

像受訪者 H 就明確地說： 

我不知道其他科系的狀況耶，但像我們其實大家想的大概就是趕快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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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修完、趕快畢業。我自己、我印象中班上好像沒有其他人有在準

備交換的。	

⋯⋯	

那時候其實就會變成說，可能很多系上的活動我就參與的比較少，因

為我要自己花時間準備交換這樣。（受訪者 H） 

作為一個出路十分明確的科系，他所接觸到的同儕大多專注於課堂學業，念茲

在茲的都是畢業後直接進入一份優渥薪水的工作。他說對接軌國際有想像的自

己，是同儕中的少數。 

  當然，也有一些案例是受到更隨機的事件所影響。以受訪者 G 來說，儘管

自幼深知自己與國內的教育體制有所衝突，但或許正因為覺得遙不可及（連彼

方的模樣都無法想像），在高中以前對接軌國際不曾有太多的想望。說到真正有

幻想的契機，他是這麼說的： 

應該是高中開始，國中我還不懂，應該是高中。[研究者：所以有特別

接觸到什麼資訊嗎？] 我想一下喔、我不太確定是什麼時候開始耶。

可能就是比如說看電影、像是、像是、喔《歌舞青春》！那種感覺！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很想去美國，再來就是又看很多電影，裡面都會有

那種校園場景。（受訪者 G） 

如此，在高中的課堂上，因為意外接觸到了美國青春校園喜劇《歌舞青春》，那

對他來說便是一次衝擊。他意識到原來在不一樣的國度，確實有著不一樣且可

能更適合自己的教育方式，意識到原來在生養自己的土地以外還有更多的可能

性。是因此，才鼓舞了他在上大學以後開始探索向外發展的可能，開始認真注

意海外事務。 

  這和受訪者 B 的景況有些類似，說起起心動念對異地生活開始產生好奇，

他明確地回憶到一本高中時在圖書館意外翻到的書《卡夫卡今天不在家－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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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匈牙利捷克》，這本書是一對母子倆共同完成的，媽媽年輕時就有出國唸書的

經驗，而兒子則是在高中的時候到了德國進行交換，這是他們描寫探索異地之

喜悅的旅遊寫作。就在這本書後又接連看了好幾本相關類型的書，受訪者 B 可

說一頭栽進了跨足海外的想像中。這也讓他做了一個特別的決定，選擇一個必

須要出國的大學科系就讀：他所就讀的工商管理學系在他就讀的幾年間曾規

定，將出國交換設為學生的畢業門檻。因為高中的契機開始關注國際生活，又

因大學的氛圍讓他更瞭解國際生活的利害，以及成為一名國際菁英是如何地具

有吸引力。 

  整體來說，儘管他們無法從小便時時刻刻地活在一個真正有國際意識的環

境，但隨著成長、進入不一樣的環境、遭遇不一樣的事物，沿路上依然有許許

多多獲得明辨世界主義素養之秉性的機會。也可以說，出身背景僅管無法讓他

們贏在起跑點，但教養方式中為文化投入所預留的空間，則讓他們與出身更缺

乏經濟資本家庭的人們相比，更有機會把握後續人生遭遇中的不同契機。而從

這些狀況中，我們也多少能看到文化場域與經濟場域之間投入比例的變動。 

 

（三）接軌國際的幻象 

因為在台灣人口的組成比較單一嘛，你很難遇到真的形形色色的人。

但你在歐洲的話，至少我在斯洛伐克可以遇到比如說：斯洛伐克人、

歐盟的人，或是非歐盟的人，然後各種不同種族或顏色，或是吉普賽

人等等。他可能因為地理位置就在那邊的關係；而且台灣就是海島

嘛，他其實沒有那麼開放，在地理位置上。（受訪者 B） 

  當這些受訪者開始在意國際事務之後，他們便「醒悟」到了某些事情，這

也成了他們說明為什麼要出去交換時會使用的說詞。受訪者 B 在這裡使用的這

種「島國修辭」，其實在不同受訪者的回應中大都會出現，也正是他們主張有必

要「出去看看」的理由。這種醒悟就是反身性的醒悟，也顯明他們接受了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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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倡議，致力於改善自己「短視直觀」的視野，開始追求反身的世界主義。 

  一旦他們接收了反身的世界主義心態，也就不得不擁有一種參與式的世界

主義——將世界二字本身的定義，置換為某一種特定視野所賦予的定義。比如

說當問到受訪者 A，關於他在交換期間造訪中國的一線城市時有的感想，他是

這麼回答的： 

這種感覺有點像是我第一次出國的時候——去日本——有的感覺。就

覺得，喔，原來，那個日本的地鐵是這樣、高鐵是這樣，「好快喔！原

來是 JR線！」就覺得日本那時候有這樣的感覺。其實在上海就比較還

好，你都已經就都知道：上海、東方明珠、上海外灘，所以沒有太大

的感覺。 

可是如果——我剛又想到——如果今天去的是法國巴黎鐵塔，我到了

巴黎鐵塔現場我會不會興奮？我覺得我會。[研究者：你覺得還是有

差？] 我覺得對，但我不太知道說，為什麼我去上海看到東方明珠，

沒有那種興奮的感覺，但是有可能去巴黎鐵塔我可能就會「哇靠！這

是巴黎鐵塔！或是「這是比薩斜塔！就是很多人在推的那個！那我也

想要推一下！那我也要推一下，拍個照片。」總覺得我好像在上海不

會有這種感覺。 

⋯⋯	

有可能是文化上的距離，你就覺得那些東西就是很常見。（受訪者 A）	

在此，對受訪者 A 來說，要構成「世界」的條件一定是差異化的、陌生的、遠

離自己的。這樣的定義從何而來？或說具備世界意義與否的階序是如何被建立

的？為什麼必定只能擁有參與式的世界主義？這正如第貳章第一段中提到，世

界主義譯介的歷史所告訴我們的，這就是一個已經形成的既成歷史事實： 

所有內化了場域的邏輯與必然性的人，都被迫接受了這個可能性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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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場域對他們來說是某種歷史的超驗，也是關於感知與評價的、關

於可能性與正當性之社會條件的某種（社會）範疇體系（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365） 

也因此，當我們所參照、建立起場域的幻象孕育自世界主義，這種評判標準就

算並非不可撼動，卻已經是公認的座標。 

  能說明這點的，或許是同樣談到異地能如何提供「多樣化」風景時，受

訪者 F 一番更露骨的表白： 

就想要出去看一下外面的風景，然後日本真的跟台灣不一樣的是，日

本真的算是亞洲蠻厲害的國家，所以他會聚集很多不同的，你可能沒

有聽過國家的人。 

⋯⋯ 

[這樣算是] 脫亞入歐？哈哈哈。（受訪者 F） 

藉由「脫亞入歐」四個字，他說明了日本與台灣間的現代性高度落差是如何的

不言自明，還同時默認了現代性本身作為審視標準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隨

之而來的這莞爾一笑，恰如其分地說明了他是如何帶有雙面性地使用「脫亞入

歐」一詞。一方面，刻意引用這樣的措辭，正是他在試圖展示，將其它場域對

於同一件事的評價標準（譬如設想一位反帝國主義者可以有的批判）同時引入

參照體系的話，對於理解會帶來什麼樣的斷裂。但另一方面，他又透過語後的

笑意來暗示，要是認真看待這樣的指控未免太無限上綱了，進而虛無化自己提

出的指控，並暗示自己恰是如何真實、不帶批判地相信「脫亞入歐」這四個字

字面上的邏輯。這樣的雙面性毋寧顯示出，場域內合法性的樣態或許在外人看

來是不可理喻的悖論，卻對場域中人顯示為不容爭辯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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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活出自我：結構性限制下生成的實踐 

第一節 實踐的生成本身 

  實踐是一種「受到束縛的自由」（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

芝譯，2016，頁 364），而實作感、場域的規範，以及客觀資本條件的限制，在

在都是引導之的引力，也都是實踐並非絕對開放的緣故。在他們進行創造性地

揮灑並試著活出自我時，他們始終需要依賴他們手邊擁有的材料。 

  正如前文所及，實踐並非鐵板一塊，所謂的貸款赴外交換是由其中的每一

個細節、每一個轉折，或說每一個直覺反應加總而成的，而不同引力發揮的作

用，正是在每一個時刻去中介這些細節的發生。也因此透過分別看待赴外交換

中的不同環節，才能真正地援引受訪者身上的客觀因素來解釋實踐的發生。 

  這樣的分析將檢視實際發生的事蹟，來回過頭來尋找有什麼客觀因素引致

其生成。以下藉受訪者所描述的客觀事實進行分析。 

 

（一）折衷下的划算之選？ 

  在能夠出發並完成一趟旅行的 早以前，成為交換學生是如何成為被選中

的選項的？依然受到經濟權力詛咒的他們，首先發揮作用的當然是經濟條件。

絕大多數受訪者都提到的相同說法是，會想去交換是因為這是在國外體驗生活

便宜的方式： 

相比起來，去交換真的就是一個比較負擔得起、CP值比較高的選擇，

可以體驗當地的生活。如果有人問我就是說，花這些錢去交換，其實

也沒有學歷，這樣子值不值得。我覺得應該還是值得，因為我覺得只

要你未來不去國外就業，能夠這樣輕鬆的申請到一個簽證，就是在那

個地方生活一段不算短的時間，就只有我們現在身為大學生或是研究

生這段期間 [有辦法做到]，畢業的話就真的沒有了。怎麼說呢？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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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的事情會覺得變成說，錯過了的話，以後想起來就會很後悔，就

再也沒有機會了。（受訪者 E） 

能用學生身份旅居當地，令彼岸的生活成本變得相對可以承受，自是相當可

欲。而考量到國外高額的學費，學校能幫忙負擔真的是划算不少。 

  但隱而不宣的不僅是旅居當地的生活開銷（那或許還是較能審慎思考的層

面）——實際上交換是一條容易進入卻難以逃開的路，其中的隱藏成本往往會

出奇不意地影響著申請者。成為交換學生的步驟看似簡單，但實際鋪排開來卻

並不是一蹴即成的。首先要面對的，是各校要求的外語檢定成績，而單次成千

近萬的檢定費用本已可觀，如要再加上事前補習準備的話，這補習費依行情亦

是萬元起跳。其次，等到確定取得交換學生資格後，便要開始辦理簽證，而異

國簽證的雜項，諸如健康檢查、證明公證書以及簽證本身，亦分別需要數千元

不等，此外後面還有諸如房租、押金等在正式出國前需要預付的開銷。被問及

貸款的過程中有沒有過任何遲疑，受訪者 D 這樣回應： 

在辦貸款的時候其實沒有猶豫耶，畢竟前面都已經花了那麼多錢了，

也不太可能反悔說不去。畢竟我整個申請的過程，我最開始應該是前

一年就先考了托福，然後再有繳學校保證金那些。然後我有點忘了，

但應該辦貸款的時候，也已經付了一些簽證的費用了，畢竟那個我記

得是辦貸款的時候要附上去的文件。（受訪者 D） 

選擇出國交換以及選擇以貸款來支應，這些選擇都是事到臨頭時已無法回頭的

選項。在此，貸款赴外交換的選擇，確實沒有辦法劃定一個具體的時間點，而

是許許多多時間點的彼此影響而形成。正因為一次一次投入了說多不多卻又說

少不少的錢，於是每一次都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投入成本，卻也在每次投入成

本後，讓離開所需要承擔的虧損加重。於是，開始是看似輕鬆可以承受的選

擇，後續精神上的投入卻因為經濟投入而持續增加，使得實踐的緣由越來越多

來自於難以負擔的蝕本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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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這是雙重否定的教養風格帶來的詛咒，做決定的時候無法不去考

量經濟資本的投入，讓他們選擇看來簡單卻難以離開的路。但另一方面，這樣

的教養風格卻也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勇氣，願意拋下唾手可得的利益，去尋求遠

期可能更多元的報酬。譬如受訪者 H，或許是帶點反諷意味在挪用前面所提

到，同學大部分以畢業、開始工作為目標這件事當作一個哏，他邊笑邊說：「如

果沒出去交換，應該就是像大家一樣穩定求畢業，趕快進台積電工作」（受訪者

H）。或是像受訪者 D，當他被問到為什麼有勇氣投下經濟資本，便說： 

其實我不會太擔心耶，貸款的錢現在看起來好像很多，但真正開始、

開始工作沒幾個月就賺回來了。（受訪者 D） 

 

（二）純粹地生活在他方 

會想出來交換是因為我覺得系上好像真的沒辦法給我太多——怎麼說

——技能吧！我就覺得如果沒學到什麼東西，那就要靠交換來讓我的

履歷更好看一點。（受訪者 D）	

  這是談到交換的目的，受訪者 D 的說法。但在一輪談話之後，他又換了一

個方式來描述出來交換的目的： 

這趟選擇比較近的國家就是因為不想太累，這趟我設定就是出來玩

的。（受訪者 D）	

  要舉出一個所有受訪者——甚至可能是對大部分的交換學生來說——必定

會嘗試完成的作為，那肯定是積極地到處去玩了。受訪者 D 在訪談的開始，便

強調自己就讀的科系，因為是不分系做法的草創階段，自認難以提供未來就業

所需的一技之長，並強調這是自己選擇出去交換的 大理由：為自己加值。但

同時，他卻也在稍後的回應中提到，這趟交換對他來說 大的目的便是出來

玩。乍看之下矛悖的說法，其實也正點出了交換學生這個選項的純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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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 初我們提到的打工度假案例中，確實不同研究者都道出了，這些青

年赴外打工者所追求的內涵之一，正是試著模仿現代西方的「空檔年」以及

「壯遊」。這便解釋了，為什麼看似隨意地雲遊四方，實為認真投入其中的產

物：因為實際地去增加自己認知中的版圖、去體驗異國文化，便是實踐了參與

式的世界主義，並且是積累世界主義資本 好、 純粹的方式。 

  其實就像前文中提到的，受訪者 E 在回應交換為什麼划算時的說法，他認

為交換學生正是一種 沒有額外要求，能夠純粹生活在他方的一種機會。這樣

的純粹性便在在地顯示出，為什麼交換學生是一個吸引人的選項。受訪者 G 也

提供了一個類似的經驗談： 

那時候雖然覺得有點可惜，但現在想想也還好那時候沒有申請到獎學

金。[研究者：因為獎學金有課業要求？] 對，我其實真的沒有花什麼

心思在課業上。（受訪者 G） 

與此同時，他在稍後的談話中，當談到當地課堂體驗到的差異時，他大加稱讚

當地學生的學習態度： 

我不知道怎麼說耶，我覺得他們好像跟台灣人比起來比較不那麼功

利，就是上課時候給我的感覺。[研究者：可能有點像是他們上課就是

為了上課本身？] 對，就感覺他們不會是為了學分所以去上課，而是

真的想學東西。（受訪者 G） 

這裡便呈現出一種和受訪者 D 相似的雙重性，乍看之下兩段話似乎用不同的道

德標準自況，然而實是因為不花心思在課業上，也可以是一種脫俗的表現。 

  而從這樣的追求中，便也能意識到他們所追求的某種內涵（分析後會發現

那即是世界主義資本），或許確實有著為未來工作加值（一份跨國互動的能力）

的能力，但其兌現方式卻也不侷限於人力資本：它可以純粹是一份反思、一份

認識，可以純粹就是一種昇華後的世界主義。這也間接回應著為何接軌國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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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中，似有存而不論的矛悖之處，卻絲毫不減世界主義資本的吸引力。 

 

（三）秀異的策略 

  出國交換意味著的不僅是前往異地，也代表著前往某一個異地，這亦然是

一個選擇的過程。在一個世界主義的場域中，既然世界大學排名可以產生階序

意義，則選擇不同的國家前往，自然也將產生不同的高下之分。 

  儘管擁有相似的秉性，但或許在經濟場域與文化場域的投入比例上依然存

在差異，致使這些受訪者在金錢考量與排名考量上有不同的取捨（同樣值得思

考的是，這兩者似乎恰好呈現反比關係）。以兩位選擇前往中國的受訪者來說，

他們便指出中國是一個經過取捨後的選擇，畢竟無論是直接的經濟投入，或是

語言相近性所省下的一些間接投入，都令中國看來有更高的可近性。受訪者 A

有過這樣的說法： 

其實就像剛講到巴黎鐵塔、比薩斜塔，你真的要問我的話，我覺得我

有機會還是會想去歐美國家看看耶。（受訪者 A） 

儘管沒有直接指出一個特定國家，但受訪者 A 認為再有機會的話，希望可以造

訪「歐美國家」。 

  在選擇上的許多不同做法，也都能體現出這樣一種階序的存在。譬如前文

曾經提到的，受訪者 F 選擇日本的因素就是一個例子。同樣有趣的，或許是幾

位選擇中、東歐國家的受訪者。一方面，其中受訪者 B 和 H 都表示，選擇斯洛

伐克或捷克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為了選擇課程上方便抵免學分的學校；但

在此之前，這兩個國家分別會浮出檯面，是因為他們都先將歐陸國家視為選擇

的範圍。以受訪者 H 來說，選擇捷克是因為離他嚮往的德國更靠近： 

其實我那時候會選捷克有蠻多原因的，我那時候最想去的其實是德

國，所以後來就是在德國附近找周圍國家。然後一方面是因為比德國

來的好申請上，捷克的話，然後當然錢這方面——因為捷克物價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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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台灣比較接近。但後來想想去捷克也不錯，我另外一個去德國的朋

友反而過得沒很開心。因為捷克路上大家不會期待你會說他們的語

言，你講英文還是蠻方便的，德國好像就比較不是這樣。（受訪者 H） 

而以受訪者 B 來說，他認為斯洛伐克是一個相對容易找到實習、工作機會的地

方，甚有機會成為他後續前往西歐國家發展的跳板： 

畢竟你是一個大學新鮮人，你在歐洲從來也沒有什麼工作或實習的機

會，所以我覺得先——像是一塊敲門磚嗎？像我現在的計畫，可能是

我會想要換別的國家工作、換別的歐洲國家工作，那就會相對容易許

多。（受訪者 B） 

或許值得額外補充的是，儘管在斯洛伐克，受訪者 B 並沒有選擇學習斯洛伐克

語，反倒參加了韓國政府在當地提供的韓語課程。這正是因為他認為韓語在國

際的互動上，是更有優勢的一種語言。 

  此外，正如反身的世界主義所標榜的，世界主義的宏觀始終有一個構面，

是能夠深入當地文化，甚而像當地人一般地活著 (live like a local)。這些受訪者

也都在不同的舉動中，試著追求一種道地性 (authenticity)。 有代表性的，大

概是受訪者 F 所提到的，他說他曾聽學長姐提過，一次 好的交換經驗要追求

的三個目標，分別是「找到一份校外打工、結交一位當地摯友，以及譜寫一場

異國戀曲」。在追問下他也略帶成就感地說，他相當有幸能完成這三項，認為自

己算是有深入地體驗了當地文化。而受訪者 G 則是積極地參與當地的戶外社

團、與當地人一同出遊，他略帶驕傲地談到： 

我那時候有參加一個社團，那個社團算是蠻喜歡往外跑的，像我那時

候有跟他們去一個湖邊露營，我應該算是我們這群交換生裡面蠻有體

驗瑞典生活的。[那個社團算是比較多瑞典當地人？] 對、比較多是瑞

典當地人。因為就是後來，我跟一個台灣人，跟他女朋友是瑞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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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一起，那我就有問很多他們瑞典當地的事情	 [，那些事情我都有

體驗到。]（受訪者 G） 

  另外，異域性 (exoticity) 也時常是道地性的換喻，受訪者 H 直白地說，他

在當地其實比較少跟台灣人或是中文母語使用者相處： 

我那時候大概只有一些節日，像國慶日或是過年那些的，才會跟他們

聚在一起。[國慶日？] 對，雙十節。就我不是特別排斥他們，但就比

較不會主動去找他們，還是比較多跟其他不同國家的同學一起。畢竟

出來就是來學語言、體驗文化的。（受訪者 H） 

  世界主義素養之所以能作為資本存在，一部分也正在於其稀缺性。試圖體

現出合於場域合法性的獨特作為，亦是逐利的一種手段。以上這些選擇與舉

措，便也都是試圖標榜自身的獨特性，進而獲取更豐厚的世界主義資本。 

 

（四）始終中介著實踐的經濟條件 

  後，實質的經濟條件依然持續地影響各種不同舉措的生成。儘管已經成

功地在異地上岸，這些受訪者依然要在有限的經濟資本裡思考如何換取所需。 

  譬如受訪者 G 便提到，他可以感覺到交換當地的同儕大多比自己擁有更優

渥的經濟條件，無論食衣住行上似乎都更隨心地行事： 

我那時候有問之前去瑞典的，問說花多少錢，他就說「不知道耶、我

沒有管耶」，我就「嗯……」對他們來講，這個錢可能就是，「好啊，

那就去」對我來講就不是。 

然後在那邊遇到的人，你就可以從他們日常生活的買東西就可以看得

出來，他們就家境其實都沒有問題，他們買東西都不看價錢啊，但我

可能就不能這樣。（受訪者 G） 

相似地，受訪者 D 則提到生活中用餐的經驗，為了控制預算盡可能地把錢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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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處遊歷上，他總是盡可能地在一般的日子裡自炊，卻也因此喪失了許多與各

國交換生同儕交流的機會： 

其實像我那時候一起的同學常會問我要不要去吃飯，像他們一些從別

的地方來的人，可能就會想把握機會吃一些韓國的東西，但我可能就

沒辦法每餐都那麼揮霍。就也會覺得少了一些跟他們一起相處的機會

有點可惜吧。（受訪者 D） 

類似的例子還有受訪者 A，他對錢有一樣的安排，而他看重的則是喪失了遍嚐

當地美食的機會。無論如何，如果財力更豐厚的話會想要玩更多，是所有人都

有的想法。 

  在出身背景尚未扭轉之前，這是無法避免的狀態——無論是在實質的限制

上，或是投資時的思量上。而這也是在試圖在此行中 大化世界主義資本會遇

到的 大挑戰。 

 

第二節 佔位的後續效果 

  在不同的案例上確實可以發現，交換就鉅觀的層面來說始終是一種折衷，

是因為追求不到明知更好的東西，退而求其次的選擇。然而，交換所換得的不

同利潤，卻依然有機會在接下來的人生博弈中開創出新局。要瞭解到整體來

說，參與交換到底是一項利多還是利空，或許可以看向這些受訪者完成交換

後，社會軌跡將如何繼續移動。具體而言，有些人在結束了這場賭局後，見好

就收、決定以安穩的方式慢慢地將這些收益兌現；但也有人發覺錢滾錢的妙不

可言，準備投下更多資本、參與新一次的逐利冒險 (venture)。 

 

（一）安穩地向其它場域兌現 

  或許多或許少，這樣的實踐始終能為他們提供世界主義場域內的回報。而

這些回報正如第貳章談過的，能夠產生跨越場域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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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首先可以由子場域資本形成母場域的廣義文化資本，這有可能是一種特

定的人力資本，在特定形式的求職上有特定的助益。譬如前往日本交換的受訪

者 E 說到，自己計畫進入日商貿易公司工作，日本的經歷應該能在面試時發揮

作用。另外，世界主義資本當然可以向同樣帶有世界主義幻象的場域中人兜

售，受訪者 G 在回國後不久，便辦了一場名為「貸款交換人生：從勇氣開始」

的經驗分享座談會，這不僅是一個獲取社會資本的機會，同時也可以說明這樣

的經驗，或許也能直接兌換出經濟資本（譬如一場售票的演說）。 

  也正像是打工度假者所實現的「自我變身」（阮靖權，2015，頁 64）一

樣，這樣讓實作感上自己成為一個更有自信的人。從子場域上升後的文化資本

存量提升，能夠讓他們彌補經濟場域上的缺乏，獲得一種更從容行事的秉性。

受訪者 A 便說道，這樣的經驗確實讓他變得更有自信了，他會覺得跟一些同儕

相比，自己確實有相較之下不同的見識：。 

我覺得真的是視野，就是我有發現一些朋友，他們沒有——有交換過

跟沒交換過的人——例如說以工作來，假設以上一份工作來說好了，

很多人就會跟我說要不要不要離職、就是繼續做。可是我就會——因

為他們可能就覺得，你可能就撐一下，撐個半年嘛或撐個一年，然後

你再跳槽薪水會長很快，你就忍一下——那時候我就覺得撐不住，然

後因為我就會覺得我不是一定要待在這邊啊！還有很多地方我可以去

啊，就是我會覺得給自己的一個，就會覺得說世界很大，還有很多地

方我沒去。（受訪者 A） 

  值得補充的是，這樣的獲益可能也將在代間傳承時發揮作用。世界主義資

本的持有，讓他們更有機會為後代賦予親職場域中第一象限的教育。 

 

（二）走向下一次的冒險 

  資本投資 顯著的特徵之一，便在於它是可以「錢滾錢」的。正如第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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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過的不同案例，世界主義資本當然也可以繼續滾動出更多的世界主義資

本。另一方面，一旦有了更充裕的資本，人們自然會做出與以往不同的決定。

布赫迪厄將實作感中的其中一個構面，亦即一個人依自身身處的場域位置與資

本存量來作出佔位決定的基模，稱為「定位感 (sens du placement [sense of 

placement])」，並指這項術語同樣藉由一種投資的比喻來理解（Bourdieu, 1992／

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或可將其理解為一種「投資佈局直覺」。

所以同樣在市場中打滾，但他們現在有機會做出全然不同的策略。 

  在受訪者 H 以及受訪者 D 身上，似乎重演著首次出國旅遊所帶來的經濟條

件鬆動，在交換後他們都開始意識到，實際上出國的支出相比可得的回報。而

且，此時的他們不僅更瞭解出國的開支（「我其實是那時候去找我在德國交換的

朋友，才發現原來德國不用學費」[受訪者 H]），也更深陷世界主義場域中，開

始認知這並不是一筆瘋狂的投資。他們都在回國後規劃了實際前往異地留學的

計畫，其中受訪者 H 目前已入讀德國研究所，而受訪者 D 也將在疫情中前往韓

國攻讀碩士學位。以受訪者 D 來說，他這次毫不猶豫地貸下了教育部提供的百

萬助學金。而受訪者 B 成功在斯洛伐克當地尋獲實習的他，便在短暫回國辦理

畢業手續後，再赴當地成了正職職員。他目前依然在規劃各種向西歐國家發展

的可能性。 

  這可說是一個超克教養所帶來的犬儒心態的時刻，在一次一次的遭遇中，

秉性似乎會選擇性地滾動增加，也致使他們有機會擴大文化場域對經濟場域的

投入比例，讓他們更有機會獲得遠期更大的收益。 

  儘管如此，以上數名採取利滾利做法的受訪者依然表示，將來工作後並不

考慮長期停留海外。對於成家立業的想像，他們依然認為自己在中年以前會回

到台灣，在台灣落葉生根。或許在這方面，第一代大學生的一種缺乏患難精神

的秉性依然無法完全被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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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疫情讓不少外籍學生回不來，台灣學生也出不去，不少學生原本要出

國教育交流、海外實習，不是被召喚回台，就是保留名額到明年六

月，大學也視明年海外疫情決定是否執行相關計畫，但不少學生仍充

滿期待，希望能在畢業前成行，即使延畢也無妨。（簡慧珍、潘乃欣，

2020年 10月 3日） 

  在今天，有沒有什麼是無庸質疑的人生進路？本研究的觀察起源於 2020 全

球疫情開始以前，我們發現到全球國際學生持續增長，而國內學生出外就學的

趨勢亦方興未艾。在經歷了因疫情而來的全球封鎖後，受到虛擬互動蓬勃發展

的啟發，或有論者認為，人與人實體實地互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些跨國移

動的必要性終於被完全削弱了。實際上，無論是在新聞中呈現出的趨勢，或是

本研究受訪者們表現出的態度，「生活在他方」的吸引力可說有增無減，出國的

實踐甚有在疫情緩解後反彈之可能。 

  對貸款赴外交換學生的研究，不僅僅是為了研究貸款的投資邏輯或是交換

學生增廣見聞的文化動機。藉由觀察一項矛盾於文化場域與經濟場域間投入的

活動，這樣的研究實際上也是希望瞭解這種當代感性的成因與邏輯——亦即我

們在 初幾行字便提到的，這種判斷力是如何被建立起來的。 

  前文主要透過社會軌跡提供的資料，藉由布赫迪厄式的慣習與場域概念，

歸納出抱負與策略廣狹兩種動機的成因，幫助我們瞭解構成判斷力的元素以及

構成的步驟。下文將詳述分析所帶來的研究發現。 

  同時，無可避免地，這樣的分析也是一種判斷力批判，同樣是一種康德意

義上的禁慾——完成一種自直覺理解中抽離的昇華。也因此，我們亦有必要在

下文用同於解構康德的態度來解釋自身的立場，「將客觀化的主體予以客觀化」

（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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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 

（一）共謀的基礎從何而來 

  正如前文所說，「接軌國際的遊戲之所以玩得下去，正是因為前仆後繼地不

斷有人投入其中並承認其價值，令其得以運行不悖。」也就是說場域本身的存

在，始終仰賴一群擁有幻象的人同時存在。我們可以說共謀觀點賦予的洞見在

於，必須試著去探詢為什麼客觀的社會樣態，會持續為不同人提供獲得世界主

義幻象的機會，才能真正理解這門遊戲。也就是，為什麼接軌國際的遊戲能持

續吸引人們進場遊玩（並服從規則），這也是我們在研究問題一中探問的。 

  研究的分析指出，就算在高中以前無法藉出身背景步入幻象，只要能有機

會進入大學校園，依然有機會在較晚的階段走入幻象。於是我們便會發現到，

在一生中斷斷續續都存在著不同習得認識幻象之秉性的機會。而對照第貳章中

不同文獻對教育體系的研究，確實無論國際或國內的研究都指出，各國教育體

制早已將世界主義視為一種合法的文化資本（這自然也是我們一開始能將其列

為文化場域子場域的理由），按照布赫迪厄的說法便是發揮了「認證45 

(consecration)」的效果。這自然便是從基本教育到高等教育裡，持續存在著世

界主義相關事務，且不斷提供入門機會的原因。 

  進一步往上、看向更加源頭的地方，根據反身的世界主義理論發展的歷

史，或許確實可以說不同的全球性社會經濟事件成就了這種思想的誕生。但與

此同時，正如布赫迪厄所說的「利益就是一種歷史上的任意武斷性⋯⋯是一種

歷史的建構」（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頁 185），

真正產生幻象的，是康德啓蒙式地將某一種隨機產生的感性普遍化，將某一種

優劣利害之別普世化。而這也和參與式和反省式的世界主義之對比一樣，本是

一種歷史隨機性的產物。 

  共謀的核心意義是「每一個行為者都從其同儕的舉措中，承認並合法化己

 
45 或譯「祝聖」，更能賦予一種幻象背後所帶有的宗教性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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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舉措，與此同時，這重又承認——且在必要之時糾正——他人之舉措」

（Bourdieu, 1997/2000, p.145），這告訴我們場域的持存仰賴場域中人存在一種

儘管相互爭鬥，卻又和諧相處的狀態。為什麼在鬥爭的同時卻不會撕破臉，指

摘彼此之前潛在的不對等呢？事實上，我們所舉隅的不同個人主義式言說範

本，正是不斷地在賦予世界主義資本象徵性，讓我們忘卻背後（場域之外）的

客觀條件，正像是我們會相信學歷高低純粹是實力或是天賦的差異一般。與此

同時，前面所提到教育體制，其發揮的認證功能自也不在話下。也正如同藍佩

嘉（2014）提到的： 

「全人教育」、「國際化」等學習目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主流教育體

制所認可（雖然未必落實），成為具有象徵支配效果的教養論述。（頁

135） 

象徵性同時為親職場域中懸殊落差極大的不同教養提供合法性。 

  或許生命經驗依然有其隨機性，但就像不同前提對實踐發揮的「引力作

用」，身處在相同的社會背景中，我們依然會看到一定程度的傾向存在。而這說

到底，都是判斷力的由來。 

 

（二）機會開放或結構限制 

  整體來說，世界主義場域的存在構成了機會開放或是結構限制嗎？場域本

身的存在與擴張，確實在社會中開啟了一種不同以往的遊戲。只要是遊戲便必

定涉及客觀條件，影響著開局狀態的差異；而只要是遊戲，也必定會由於資本

的稀缺性，產生高下之分。就這個層面來看，所有的遊戲都是一種機會開放和

結構限制。 

  在諸多對世界主義甚或全球化概念進行的研究中，包含 Igarashi 及 Saito 

(2014) 的世界主義資本研究裡，都預言世界主義場域的存在，會導致（或已經

導致）一個跨國性的世界主義菁英階級出現。不過回到柯斯特對於全球性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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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描述，確實也說明了跨國菁英並不存在這麼大的需求。據此我們認為，

世界主義場域——起碼在本地——就現階段而言，帶來的機會開放是大於結構

限制的，但也僅止於分析的這個當下。從不同受訪者的說法及經歷中可以發

現，按部就班地順應本地的教育體制升學時，世界主義資本介入的空間並不

大，就算不是場域中人也有機會往一個更好的社會位置前進（或許公平或許不

公平，但是按照世界主義場域以外的規則行事）。但與此同時，如果教育體制擴

大對世界主義的認證，甚或將其視為優劣評等的標準時（譬如將世界主義相關

事務列為一門考試科目），便有機會造成結構限制效果的出現。而這在未來並非

不可能發生的景況。 

 

（三）所以，貸款赴外交換是不是一條黃金之路？ 

  根據以上的不同描述可以知道，世界主義資本就像是比特幣 (Bitcoin) 一

樣，從一個單純的願景到現在，已經開始在越來越多地方被承認——甚至能夠

兌現。我們無法透過質化的方式去分析在量化意義上，花下去的經濟資本是否

可以完全透過世界主義資本來回收，甚至產生利潤。但我們確實可以說，到一

個異地交換——無論遠或是近，都能預期世界主義資本的進帳，而它確實有進

一步兌現的可能性。 

  對某些人來說，出國也確實讓他的慣習往不同的地方開始滾動。如果我們

確實視社會位置的向上流動為人生依歸的話，那貸款赴外交換確實有進一步讓

他們獲得上層階級秉性，進而產生階級逆轉的可能，而這也正是研究問題二的

答案。然而，人生目的本身為何，始終都是社會場域中階級鬥爭 核心的內

涵。(Bourdieu,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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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意涵 

  到頭來，一篇研究可能是自說自話，甚至是原地踏步。以本研究來說，儘

管始於對純粹文化場域投入的質疑，卻止於看到報酬存在的可能性，這反而化

解了原初的質疑。當然，我們從來毋須為批評而批評，但這一切不免引人有

「重重拿起，輕輕放下」之感。 

  也因此，在研究的 後說明研究意涵，除了為完成前文提到的「研究者自

身的客觀化」，目的也在於說明做成本研究的意義何在。 

 

一、研究／研究者的客觀化	

（一）研究本身的「佔位」 

  當我們試圖從直覺理解中抽離時，本研究 核心的參照，是將自身視為對

過往實證研究的一項批判研究。 

批評理論的真理觀，與實證論有實存客觀真理的觀點相異，批判理論

指出真理受特定歷史條件限制，相對隨歷史發展，但真理的相對性不

能被主觀地絕對化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真理由當時、當地的實踐所

確定，不能因不同人主觀意念而改變。（劉駿州，1994） 

  在本研究中大量使用布赫迪厄的方法論，便是在試圖為主觀實踐進行客觀

化的同時，也還原並分析奠基過往實證典範研究的特定主觀性。正如我們在說

明研究方法時提過的，我們不能把實踐當成鐵板一塊。而實證研究在講求可重

複性、假設驗證的同時，便無可避免地可能踩入主觀假設的誤區，誤將「將邏

輯的事物，當成事物的邏輯」。 

  當然，批判研究並不應主張自身唯一的科學性。事實上正如布赫迪厄同樣

指出的，只要伽利略在假設驗證以外，願意為自己的自由落體實驗做出完整的

說明，去解釋自己的假設所為何來，那他依然可以成就一項完成自我客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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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研究。（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實際上，作為批判研究，在研究本文開始以前，研究者 初是試圖認識

「接軌國際」如何作為一種當代的意識形態瀰漫在社會當中。原始的目標，是

藉由文本分析式的意識形態研究，期望透過分析各式各樣「接軌國際」的言

說，瞭解到世界主義思維如何存在今時今日的普遍成見 (doxa) 中。但正因為

意識到本研究中所不斷提到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斷裂，大敘事與個人想法之

間的落差，便意識到另闢蹊徑的必要性。布赫迪厄認為， 

只要你用意識、虛假意識、無意識等等這些方式思量，你就沒辦法全

盤理解主要的意識形態效應，那種效應往往是透過身體傳遞的。支配

的主要機制是透過身體的無意識支配達成的。(Eagleton and Bourdieu, 

p. 115) 

以登山的術語來說，這或許是一種高繞的做法，在這個被稱為意識形態終結以

後的時代，藉由一條較蜿蜒甚至陡峭的路，來抵達意識形態分析的彼端。 

  後，作為身處傳播學門中的研究者，藉由瞭解投入其中的實踐者、理解

他們實踐的來龍去脈，在試圖認識意識形態效果的這個意義上，本研究正是希

望藉由類似 Janice A. Radway (1991) 研究羅曼史小說讀者，或 Ien Ang (1982) 

研究肥皂劇觀眾的方式，來完成一次類似於效果研究的研究：瞭解接軌國際的

想法如何辯證式地為人們接受，甚而影響實踐。 

 

（二）據實以觀的努力 

要將一門真正反思性研究的這些結果傳達出去，有時是如此艱難，這

是因為，在這項或可算是分析的分析之中，我們需要每一位讀者都不

求從中看見一般意義上的某種「攻擊」或某種「批判」（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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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座落在學術場域中，我們必須重複強調這不是為了「批判」而生

的批判研究——特別是在我們多方引用了場域內的不同論述時。 

  另一方面或許更重要的是，正如同世界主義作為會被具有秉性的場域中人

辨認出來，並以場域的觀點加以評判——或許施予褒揚或加以攻訐，一篇論述

同樣會被不同的讀者放入不同場域中審視，各自取其秉性得以辨識的部分加以

理解（就像是受訪者 F 談到脫亞入歐時，同一個語句在不同場域發生效應一

樣）。 明顯的問題莫過於，使用犬儒、幻象或是共謀這樣的說詞，我們無法要

求所有的讀者（無論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將其視為後設語言，這些詞彙依然可

能被透過其日常生活意涵被理解，也自然會被理解成對特定群體毫不留情地批

判。（儘管我們應該補充強調的是，不僅遠遠不是批判，在使用犬儒一詞的時候

這實是對這種「批判語言」的批判。）然而，正如賴曉黎（2013）在論述布赫

迪厄的幻象概念時的自我反思： 

就社會學的傳統立場而言，本文容易有美化支配者以及責備受害者的

批評。然而，一方面，不能一昧妖魔化支配者，並樂觀地相信只要打

倒支配者就會迎來公平正義的社會；另一方面，賦予被支配者道德光

環甚至精神上的優越性，並悲觀地以為被支配者的處境反映出社會淪

喪的危機 [，也不能解決問題]。 

⋯⋯	

因而，據實以報、如實呈現，才是本文想要達成的真正目標：既不悲

觀，又非樂觀，而要實觀。（頁 8，註 19）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抱持同樣的目標呈現分析的內容，致力於呈現實觀的一

面：既是批判亦非「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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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一項批判性研究	

  在致力於實觀以後，反思可以達成什麼樣的效益？布赫迪厄的反思社會學

作為理論工具箱，促使我們連同分析本身一起納入分析，盡可能達成透徹的觀

察。若僅僅作為一次社會學研究，接近實觀的努力或許已然足夠，但倘若自稱

為批判研究的話，似乎還缺少批判結束後所應指出的方向。 

  至此，研究結果令我們「瞭解到世界主義思維如何存在今時今日的普遍成

見中」；換句話說，我們做的是去批判一套將特定倫理觀誤認為普世邏輯的想法

（亦即我們重複提到的康德式判斷力）。然而，藉此我們僅僅只是消極地指出，

特定倫理觀不等於全部的真理，人們沒有信奉這套價值的義務。於是，剩下的

問題是，在得知這一切後，個體該如何選擇屬於自己的倫理觀，並據以實踐—

—甚至，如何從視一切理所當然的自在，走向自我認識後再行實踐的自為。 

  布赫迪厄的理論確實於實觀見長，卻未能向個體提供更多的倫理指引。事

實上，並不純粹是因為這超出了社會學研究的範疇，同時也是布赫迪厄在理論

中刻意為之。儘管布赫迪厄本人介入社會不遺餘力，亦多有社會評論著述，但

純粹就做學而言，其理論講究經驗性的理論生成勝過批判——甚至可說，他比

同輩的法國理論家都來得更是如此。在一篇論文結束之前，我們要做 後一次

的繞路，開啟一個對結論的拾遺來說長得有點不合時宜的小段，藉由還原布赫

迪厄理論中被去除的倫理基礎，來成就批判研究。 

  我們將在本段指出，精神分析的倫理可以被挪用作我們的指南。正如

George Steinmetz (2014) 所巧妙點出的，在慣習、資本、場域等等追求結構與

個體間平衡的分析方式上，布赫迪厄與拉岡精神分析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的做法有著一定程度的親緣關係，並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尚且，受到兩人共同

青睞的「誤認 (méconnaissance)」概念，也鼓勵我們採用拉岡對精神分析的

終目標作為研究欲達成的目的，亦即「穿越幻見 (traversée du fantasme)」 

(Feldstein, Fink, and Jaanus, 199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36

 

 102 

  當我們提到將援引精神分析理論，事實上，布赫迪厄曾被形容是「和佛洛

伊德沾不上邊的一位理論家。」(Witz, 2004, p. 217) 從理論家 (theorist) 與精神

分析這兩條線索出發，能幫助我們釐清並還原布赫迪厄理論中被略去的部分。 

 

（一）作為理論家的布赫迪厄：理論／哲學的界線 

  回望數十年來促成後現代主義發展的不同理論，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巧妙地藉理論與哲學的二分，點出了所謂「理論 (theory)」的特徵 (Baumbach, 

Young and Yue, 2016) 。他指出，但凡帶有形上學色彩者便是哲學，此外： 

試著回答兩種問題，便足以構成形上學討論：生而在世的意義為何，

以及天地、世界或其他具此等含義之實體的意義為何。而回答這些問

題的努力，自然便將帶有形而上色彩——或換句話說，充滿意識形態 

[ideological]。 

…… 

與此同時，理論可說是某種迴避這些色彩的徒勞嘗試，有鑒於我們或

許從來無法避免意識形態或形上學。 (ibid, pp. 146-147)  

  換言之，理論是一種拒絕成為哲學的哲學，是一種避免觸及超驗的討論。

而這樣的意圖（或說是一種意志），確實可以在布赫迪厄的理論中察覺，起碼在

他的社會學研究中可以看到。當他提到他「從來就不太欣賞那種『宏大理論』」

（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頁 278），他想要說的

是，他認為理論、事物的邏輯，應該是生成性地從觀察中提取出來，而不是先

建立起一套無所不包的想法（人事物的形上答案），再挪用各式各樣的實證觀察

來服務之。他始終避免形成一套僵化的體系，希望學說是一套具有開放性的方

法（李猛、李康譯，2008／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一方面，藉由自身人類學背景賦予的思維，他致力於指出各種未受注意的

先驗假設，據此揭露並穿越各種意識形態思維；另一方面，藉由反思這項主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DOI:10.6814/NCCU202100836

 

 103 

張，亦先一步為自身論述可能產生的立場賦予開放性（或許可以說是提供一種

可問責性 [accountability]），來避免立場進一步地意識形態化46。 

  也正因如此，超越生成性的部分是他避不討論的（起碼在早期著述中如

此），這卻也使得我們無法直接獲得所需的倫理指引。在此，沙特的咖啡侍者論

述，作為布赫迪厄的批判對象與對立面，依然是很好的例子：認為主體是被拋

擲進虛無的存在，存在主義式沙特的形上學答案是，人類沒有形上預設的準繩

存在，個體意義的正是透過建立起自己行事標準、倫理法則而來，這也令沙特

擁有一套可在分析使用後的批判性指引——亦即，只要我想要我就應該可以賴

床，不尋求自己想要的意義便是逃避。然而布赫迪厄卻只能生成性地藉由事例

來說明，個體是如何在社會中客觀地滾動出慣習、客觀地建立起自身倫理觀。

正因為沒有形上學假設存在，他無法回答人們有什麼應該去的地方：他只有

「實然 (is)」的說法而沒有「應然 (ought to be)」答案。 

  質言之，相較於沙特的視自由為本質的答案，以及把逃避當作問題的說

法，布赫迪厄無法說明的是，人們擁有什麼樣的原初狀態，並且是受到什麼動

力驅使而開始擁有慣習，以至於我們深入討論的幻象。正因為他沒有形上學的

答案可以代入，便也無法根據空有的方程式來求得未知數。 

  就像詹明信說的，我們從來無法避免形上學。儘管我們可以替前提假設保

留開放性，並避免為這些假設提出絕對的答案。但在推論的過程中，始終仰賴

想法的基礎才能進行思考。在此，布赫迪厄的被隱藏的思考前提，正是精神分

析的主體化 (subjectivation) 理論。 

 

（二）壓抑之物的回歸：象徵閹割作為布赫迪厄理論的主體化過程 

  布赫迪厄理論中不曾觸及或刻意忽略的是，為什麼無論支配階級或被支配

 
46 這也是他與阿圖塞（布赫迪厄最大的批判對象之一）拉開距離的手段。布赫迪厄認為阿圖塞

執迷於尋找一種不可能存在的前意識形態立場，而布赫迪厄自身則藉由保留自身立場的反思空

間，來試圖迴避這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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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無不服從於普遍場域與特定場域的內在階序規則。換言之，儘管不同經

歷帶來的社會性的操練，確實讓我們獲得不同的秉性而進入不同的場域，但在

原初的時刻，為什麼人們會有進入場域的需求？其實布赫迪厄在其晚期著作中

給出了答案： 

社會學與心理學應合縱連橫（不過這會需要先拋下對彼此的成見），一

同分析人們對社會關係場域之投入的誕生時刻，那正是將場域形塑成

投入與著迷對象 (object) 的時刻。孩童會在其中越陷越深，藉此也將

形成社會遊戲的範式以及投入原則。最初，是自戀地組織力比多，孩

童將自身視作慾望的客體；接著，他會開始將注意力投向他人，從而

進入「客體關係 (object relations)」的世界，這會以原初社會縮影的形

式表現，並將這些關係化身成幾位主人翁在那樣的劇碼中上演——這

種佛洛伊德筆下的這種轉變是怎麼發生的？(Bourdieu, 2000, p. 166)  

布赫迪厄並認為，人們或許還在其中「被灌輸了驅使他們投入社會遊戲的恆久

秉性。」(Bourdieu, 2000, p. 166) 

  前文提到，作為理論家的布赫迪厄迴避討論超驗的問題（也可以理解成慣

習與場域的超驗狀態），但這主要是指早期布赫迪厄。早期布赫迪厄聚焦於其論

述的特例探討（例如生活風格場域、學術場域），帶有較強的社會學性質，並以

較強的經驗實證做法來立論。相較之下，晚期布赫迪厄曾發生轉向，討論更多

後設場域（例如性別場域、國家場域），或也因討論需求而不得不開始嘗試回答

更多理論的基礎假設（儘管從引文中可以發現，這仍是以問題的形式表述，且

以推論式的語氣回應，並不願在其上投入其信念）。 

  布赫迪厄之所以被認為是與精神分析扯不上邊的理論家，或許有兩點原

因。一方面，基於前述理由，從事個案研究的布赫迪厄不僅迴避超驗問題，也

對涉及這些超驗問題的討論帶有一定程度的敵意。除了前述沙特的例子外，在

奠基其學說的人類學研究中，他曾將精神分析貶為「生理化約主義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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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ism)」的學說 (Bourdieu, 1972/1977)。另一方面，這也源於英美學界對

布赫迪厄的接收：一部分基本教義派的分析哲學學者，對歐陸學者慣常使用、

被他們稱作「反啟蒙隱晦主義 (obscurantism)」的風格相當感冒，而援引精神分

析的學說或拉岡本人一向是箭靶之一。與此同時，布赫迪厄早期的實證傾向，

則令他當成某種「模範法國人」來看待。與精神分析扯不上邊，似也是在引申

他從不談論這種被視為「偽科學」的學說47。 

  然而，我們或許可以說，精神分析理論實是在布赫迪厄學說中被壓抑的根

源。回到前文布赫迪厄給出的說法，援引精神分析式的理解，確實能夠說明人

們如何獲得一種投入社會關係場域的秉性。而布赫迪厄在此所描述的事件，如

同 Steinmetz (2014) 所指出，正是佛洛伊德式的原初伊底帕斯關係之運作，或

是拉岡據此抽象化後所提出的「象徵閹割時刻 (symbolic castration)」。 

  如果以拉岡的模型來表述，象徵閹割發生於個體意識到，無條件滋養自己

的母親（廣義照顧者的象徵）總有缺席的時候，並意識到母親之所以缺席，是

因為他需要時不時去滿足擁有陽性 (phallic) 力量、比自身存在強大的社會遊戲

（象徵的父親，或曰閹割者，例如母親的工作作為一個實例）。所以我們必須要

服從於社會遊戲、跟從他的規則，我們才能在某些時候多少擁有陽性力量，多

少繼續享受到母親的滋養 (Bailly, 2009)。換句話說，生理需求甚至是愛的需

求，是驅使我們進入社會遊戲的根本原因。 

  完成象徵閹割後，個體便開始對於不同的規範與體制——亦即人們將遭遇

的種種場域——產生認同。拉岡術語中的「大寫他者 (l'Autre/ le grand Autre 

[the big Other])」，即是將這一切體制與規範視作整體的抽象客體，而人們將服

從之視為得到幸福的唯一法則。 

 
47 這樣一種部分英美學者與歐陸學者間的緊張關係，請參考 Sokal, A., Bricmont, J. (1998). 

Fashionable Nonsense. New York, NY: Picador. 另外，分析語言哲學家希爾 (John Searle) 在一次

談話中提及的軼事，則能舉隅布赫迪厄以及傅柯 (Michel Foucault) 如何被當作歐陸學者的乖寶

寶樣板，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vwhEIhv3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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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便是個體成為主體——具有客體思考能力的實體——的過程。藉由這樣

的連結，我們便能還原幻象產生的機制；而藉由對生成機制的把握，我們便有

可能掌握自我改變的能力。 

 

（三）幻見即幻象 

幻見是上演大寫他者慾望的螢幕⋯⋯慾望在幻見佈景中不會被填補或

「滿足」，反而是藉此被建構起來（給出慾望的客體之類的）——是藉

由幻見，讓我們學會「如何去慾望些什麼」。(Žižek, 2008, p. 132) 

  具體來說，這樣一種對大寫他者的服從，是透過什麼樣的機制驅使我們行

動？在布赫迪厄的理論中，幻象與共謀兩者中介並造就了人們對不同場域的投

入；而在拉岡精神分析之中，我們則可以說是幻見 (fantasme [fantasy]) 扮演著

這樣的角色。正如引文所述，一旦我們和大寫他者建立起關係後，大寫他者就

開始透過幻見來供應我們欲求的對象，告訴我們要追索的事物。我們可以說，

不同場域（作為廣義規範的不同實例）正是大寫他者的不同成分。此處的幻見

以及幻見所帶出的慾望可以是什麼？譬如說接軌國際的幻象。 

  螢幕這樣的比喻訴說的是，幻見給出的是一種濾鏡般、電影故事般的效

益。更直接的說法是，幻見為我們提供了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將各種客觀存在

但不必然相關更不必然帶有意義的元素，揉合成一段有首有尾甚至首尾相連的

故事。 好的例子，正是時任教育部長吳清基的冰島火山論述，那便是藉由有

機地拼湊客觀現實中發生的不同現象，來為一種特定的世界主義帶來顯著性。

這樣的拼湊，便也產出了一則說明為什麼我們應該意識到世界之休戚與共性的

寓言故事，而這正是幻見教導我們慾望的方式。我們也發現到，幻見正是幻象

概念更完整的詮釋，幻見提供了主體對場域投入的完整來龍去脈，因此理解幻

見正是穿越幻象的重要關鍵。 

  就像主體存在著閹割後的空洞，渴望藉由愛、藉由慾望來填補一般，大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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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其實和主體一樣地匱乏 (ibid)。事實上，幻見正是一種大寫他者虛掩自身

無力之處的機制，是大寫他者將自身匱乏轉嫁到主體身上藉以逃逸的手法。與

我們在此的目標相同，紀傑克 (Slavoj Z% ižek) 提出了一套相當實用的格言指

出，看穿這樣的手法正是穿越幻見並抵達意識形態批判彼端的關鍵：「幻見是意

識形態為自身潛在失靈打預防針的方式。」(Z% ižek, 2008, p. 142) 

  回到接軌國際的幻象／幻見，不正是因為主體認為反身的世界主義之缺

乏，是為正義、和平、公理失落的理由，而忽視了接軌國際背後藏有的內在問

題——無論是秉性分配本身，或是秉性萌芽可能性的雙重不均等？我們會發

現，或許「脫亞入歐」的說辭帶有帝國主義色彩，但正因為這被理解為不可避

免的（東西方關係之歷史超驗），於是場域中人依然認為當務之急是追求國際

觀；我們也會發現，正因為某些事物可以當作內在必然性，所以世界主義的學

者可以指出：「在一個後殖民的世界中並沒有純粹、前殖民的國度能夠復歸」

(Beck, 2003, p. 27)，唯一重要的是走向超越一切的世界主義世界。我們還會發

現到，同樣的例子其實也是馬克思的例子： 

馬克思的一大成就正是去證陳，所有那些會被布爾喬亞主體視為社會 

「正常」運作就會發生的小差池、意外甚至結構崩壞等等現象（也因

此都是可以透過體制改革去導正的），其實都是體制的必然產物。 

(Žižek, 2008, p. 144)  

可以說，幻見的效果不僅是把隨機性的事物視作內在必然性，也是不斷地把內

在必然性給外部化，並強加在主體身上。 

 

（四）精神分析的結束：提出批判性指引 

文化正是最能成就誤認的場所 (Bourdieu, 1979/1984, p.86) 

拉岡所提的精神分析倫理準則（「毋縱容人的慾望」），實與精神分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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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終結時刻，所謂「穿越幻見」不謀而合：我們所不應「縱容」的

慾望，不單只是幻見所支撐起的慾望，更是幻見之外造就幻見的大寫

他者慾望。「毋縱容慾望」因此便意味著根本地克制自己，不再被幻見

場景為慾望形塑出的富裕多變特質給迷惑。(Žižek, 2008, p. 132) 

我思，故我不在；故我在我不思之處。(Lacan, 1966/1977, p. 166) 

  正如前文分析所指出的，我們在實踐時總是以客觀社會環境中形塑出的幻

見來觀看，這也使得我們總是忽略隨機性中的隱藏訊息，不斷按照幻見的指示

去創造自己的慾望。世界主義場域的象徵性便是在維持場域中人這樣的一種誤

認，將所以的個體差異都視為隨機事件，而非值得質疑的不平等狀況。 

  我們要做的，正是去體會大寫他者之與我們同樣匱乏。這樣一篇冗長的研

究，或許 大的目的正是努力地去削弱大寫他者的陽姓力量，並意識到我們自

身的徵候（貸款赴外交換）不過是大寫他者虛掩措施下的產物。 

  就像一段精神分析的療程一樣，這樣的旅程將終結在我們終於能夠明辨並

承認自身徵候，意識到我們不必然得要歇斯底里地重複這麼做。也就是說，單

純地認知到行為從何而來必不夠，我們必須要達成的目標是，認知到大寫他者

為我們帶來的慾望，並不能為我們帶來滿足甚至是解決我們自身的任何問題。 

  這樣的目標，在實務上應該怎麼達成？引文中拉岡改寫我思主體，透過對

笛卡爾主體的參照，拉岡想要指出的恰好與布赫迪厄的實踐理論相同，亦即實

踐往往不是主體深思熟慮的作為，作為所思的主體與作為能思的主體往往是身

首異處的，我們往往只能回顧性地看待已經發生的實踐。也就是說，我們所要

達成的不是一種不存在的理性思考，或一種不存在的前意識形態位置。而是藉

由反思我們已經做出的一切，來為自己帶來一次自我催眠。 

  實際上，這或許可以像是對大寫他者進行一次韌體更新。精神分析同樣不

是一門樂觀的學說，但它同樣要求據實以告。我們或許永遠無法避免象徵閹割

的發生，也因此無法避免受到大寫他者的掌控（畢竟正如精神分析所說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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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閹割是取得語言能力，成為能夠反思之主體的關鍵 [Bailly, 2009)]）。但我們

可以主動地介入大寫他者的狀態，我們可以主動地介入場域的鬥爭，試著搗毀

世界主義場域中既有階序的現狀。 

  也就是說，我們毋須急於數落現有幻象的不是，相反地，我們會生產出有

別於現有的、根植於客觀限制的世界主義論述，並藉由有意義地參與進場域鬥

爭，來讓具基進意義的論述（佔位）得勢——這樣的論述舉例來說可以是解除

康德真人信仰設下的門檻，讓草根群眾也能不設限地進行跨國交流，亦即一種

國際主義的實現——試圖改變場域中的特殊資本定義。這樣一種將想法傳遞出

去的努力，這樣一種改變大寫他者內涵的嘗試，毋寧正是一種自我催眠：不是

說服自己或對自己進行嚴苛的道德勒索，而是改變能夠說服自己的外在他者。 

對這個過程機制的「揭露」或者「解蔽」(revealing or uncovering)，並

不是讓行動者陷入虛無，而是讓人看清自己所處的位置，並以自己的

方式獲得「解放」(liberation)。（張恩源，2016，段 8） 

而這也正是一種穿越幻見的方式。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其中一個 大的限制在於，關於貸款赴外交換學生這樣的群體，我

們無法取得母體的資訊。有鑒於申請貸款的資料有其私密性，自難以向金融機

構或各單位申請資料。況且，在研究中我們也發現到貸款的方式其實百百種，

除非預設立場、預先設定某一種貸款方式，不然理論上也無法窮盡，便也無法

鎖定資料來源。 

  也因為這個原因，本研究在受訪者的搜集上，難以照原先預想的滾雪球方

式進行。這主要是因為選擇貸款來支應開銷，不像參加交換學生計畫一樣，是

在公開的場合進行公開的申請，且貸款者亦只佔出國交換者的一小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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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想像，大多貸款者都是依照自己的需求自行申請（這同樣在貸款方式

的多樣性上得到映證）——除非兩個貸款者在恰好的機緣下，恰好向彼此吐露

自己的經濟來源，否則難以想像雪球將如何滾動。 

  當然，這一方面讓抽樣更具隨機性，較能避免受訪者之間存在未預料到的

相同中介變項。然而，這也令受訪者的招募上較為困難，令受訪者的數量受到

局限。然則，我們依然認為以一個紮根理論的觀點來說，目前的受訪者數量已

足夠達成理論飽和。 

  儘管如此，雖然並沒有在抽樣上預設立場，但選出的受訪者依然以國立大

學生為主，也甚少出身偏鄉的學子。或許可以直觀地認為，這與這樣一種特殊

的實踐存在正相關性。但在缺乏樣本母體資訊的狀況下，這樣的推論無法獲得

驗證。 

 

（二）研究展望 

  在方法論上，布赫迪厄亦曾自述其願景是「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的

整合（Bourdieu, 1992／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2016），前者或許更偏向

純粹閱讀外顯的數據（這也是多數變因反應式的量化研究長相），而後者則是藉

拆解、理解文本（無論是訪談資料或是各類媒介文本）內部意涵的一種詮釋典

範閱讀（譬如敘事分析或符號學研究）。也因此，當我們提到「客觀化」時，那

正是一種致力於藉外顯數據來奠基內部詮釋的理解；而當我們致力於這樣一種

「客觀化」時，正是所謂藉高繞的方式來完成意識形態分析。 

  也因此，資料的完整性，不僅影響著抽樣的有效性、可信賴程度這些量化

面向——實際上，每一筆額外的資料，也都可以讓本研究更靠近客觀化，也都

是可以令詮釋更臻完美的基石。舉例來說，如果可以取得更多有關於辦理貸款

的資料，我們不僅可以對貸款這個決定的社會意義有更多客觀的理解，也可以

對比實踐中被實體化的客觀存在（譬如學生向銀行提出的貸款企劃書），與受訪

者自身自述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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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場域中任何位置的意義，都是透過不同位置的對比所產生的。

如果我們能夠有更精確的數據，瞭解到本研究中的不同訪談者，座落在社會位

置空間中的明確座標，我們便能夠更有依據地分析他們的每一句話，更有依據

地去辨明每一句話生成的背景——譬如去理解「放任的教養」、「受限的經濟條

件」、「出走的勇氣」這些說法，對比身處的社會群體來說，是多大程度上的

「放任」、「受限」與「勇氣」。這部分，或許在往後可以參酌大型調查的數據

（譬如《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來完善。 

  後，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儘管布赫迪厄的不同概念深受質性研究青睞，

但其多數研究實倚重量化方法參與。因為反對武斷建立因果關係，布赫迪厄對

基於應變項、自變項的傳統量化分析方式頗有微詞 (Bourdieu, 1983)，但透過諸

如「多重對應分析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48」等當時較不受主

流重視的方法，他得以藉關係性思維描繪《區判》等作品中，不同社會現象間

的複雜交互關係。按照經典的布赫迪厄研究方法，其實可以完成一項譬如《區

判》這樣更大型的研究。對往後可能的大型研究來說，本研究可以是一個大型

研究的小型分支或是前導研究，藉由一群具代表性的受訪者，來大致描繪出場

域可能有的樣態。誠如 Igarashi 與 Saito (2014) 所建議的，對世界主義觀點的布

赫迪厄式分析，值得從深入的質化分析開展，為往後的量化研究打好基礎。  

 
48 由於其利於圖像化的特性，以及適用之程式語言的推出，多重對應分析在大數據時代漸受主

流學界重視。相關使用見譬如 劉正山，2016，〈世代之間政治認同差異的圖像：以多重對應分

析結合習慣領域視野進行的探索〉，《習慣領域期刊》，7(2)：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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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訪談大綱設計 

（一）初步認識：各項資本的基本探知 

 1. 自我介紹 

 2. 個人與家庭狀況（應包含父母職業、自身及家庭經濟狀況） 

 3. 交換當時就學狀況及目前就學／業狀況 

 

（二）廣泛的國際觀觀點：世界主義觀點的定位 

 1. 在你看來，什麼是國際觀？它和你的關係又是什麼？ 

 2. 就你所身處的社會來看，國際觀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它普及嗎？ 

3. 在你看來，世界上其他地區以及那些地方的居民和我們的關係是？ 

如果可能的話，進一步詢問受訪者是否能詳述對於我國國際政策的看法，諸如現行政策對外

來者友善程度、是否有改善空間等；並選採重大國際新聞，瞭解受訪者國際觀的具體立場 

 3. 在你看來，什麼是獲得國際觀的不二法門？ 

 4. 整體來說，你認為國際觀是你擁有的特質嗎？ 

 

（三）過往經歷：對社會軌跡的聚焦 

 1. 過往求學歷程：歷來就讀學制、學校 

 2. 課外活動發展：曾參與的校內外社團、校內外實習，才藝與興趣自述 

 3. 家庭關係影響：家庭關係、長輩期許等自述。 

 4. 文化消費習慣：長期關注的國內外文化作品（舉凡各種電影、戲劇、音

樂、書籍等） 

 5. 媒體使用習慣：經常性使用的資訊獲取管道及關注內容 

 6. 自己或家人是否有長期保持聯繫，旅居或出身國外的朋友（一年起碼有

一次無論是否當面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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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換經歷：佔位的作為 

出發前 

 1. 外語能力自評 

 2. 前往國家別／地區、停留時間以及選擇的理由 

3. 身邊師長、同儕與家人等如何看待這項決定？ 

4. 下決定前搜集了哪些資訊？如何獲取？是否能夠按時間序描繪過程？ 

5. 在你看來，選擇交換 大的理由為何？ 

6. 實際決定前曾遭遇的阻礙？ 

 7. 經濟上的支出對這項決定有什麼影響嗎？ 

7. 如果沒有參與交換計畫，原本在兩年內是否有出國打算？ 

 

行程中 

1. 出發前搜集了哪些資訊？ 

2. 簡述籌措經費的過程（是否能夠按時間序描繪過程？） 

 3. 學習狀況自述（包括選課的方針、實際課堂學習成效） 

4. 課外生活狀況（舉凡旅遊、應酬等各項非課堂活動） 

5. 簡單介紹當時密切往來的對象 

6. 當時曾遭遇 大的困難或危機，以及針對這樣困難或危機作出的應對 

7. 開支狀況自述 

8. 拾遺：是否有什麼其它值得一提的趣事，或銘記在心的特殊遭遇 

 

（五）整體反思：主觀與客觀的差異 

 1. 在你看來，這次經驗是否影響了往後的人生規劃？ 

 2. 在你看來，三項你認為 大的收穫是什麼？ 

 3. 在你看來，這次經驗是否對個人不管外表或內在造成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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